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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李學勤(1)

北宋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常被視為中國學人的最高抱負。這裡面「為往聖繼日前聽聞「大家學術」叢書第一輯的編選整理已經完竣，即將付印問世，我感到非常高興。在這套叢書的策劃過程中，四川師範大學段渝教授多次垂詢我的意見，我也得以從他的講述中獲知其對這套書的設想，認識到這些確實是很有學術意義的好書，值得向廣大讀者做一推薦。

「大家學術」叢書是在所謂「國學熱」日漸升溫的當口誕生的。我由於參加《中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報告》的工作，必須更多查閱學術界的資料，才發現「國學熱」在不長的時間裡，竟已發展到出人意料的局面。仔細想來，這本來是理所當然的，「國學」就是「中學」，亦即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隨著中國國勢走向振興，人們自然會增加對傳統文化的關注，要求認識、繼承和闡揚其中的精華，並將之推向世界。

絕學」，便可以理解為對傳統文化學術的繼承和發揚。前人已往，其學已絕，所以「繼絕學」不能停留在前人固有的層次上，而是要於其基礎上續做提高，日新又新。不過，正確地瞭解傳統、分析傳統，畢竟是繼承並且創新的前提。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學術史的工作是多麼重要。事實上，在歷史發展中每逢重大轉折的時刻，每每有富於遠見的學者出現，做出學術史的總結和探究。前人曾指出，戰國晚期百家爭鳴接近終局之時產生的《莊子·天下篇》，堪稱這方面最早的範例。

20世紀中國學術史的奠基人，應推章太炎與梁啟超。章太炎於這方面發軔較早，有關論作雖多，但未成專著。梁啟超則在20年代先後撰成《清代學術概論》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在後一書開首，梁啟超說：「這部講義，是要說明清朝一代學術變遷之大勢及其在文化上所貢獻的分量和價值。為什麼題目不叫作清代學術呢？因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經開清學的先河，民國的十來年，也可以算清學的結束和蛻化。把最近三百年認作學術史上一個時代的單位，似還適當，所以定名為《近三百年學術史》。」後來錢穆先生1937年出版的書，儘管學術觀點與梁氏不同，也用了同樣的標題。

樑、錢兩書都有相當重大的影響，我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其所講述的學術史，對當時學術界而言恰好符合需要。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的學術，總是以前一時期的學術作為憑藉的思想資料，從而有所變革、進步和創新。足知對前一時期學術史的瞭解，一定會有利於當代學術的前進，甚至應該說是促進學術新發展的必要條件。就梁啟超到錢穆那個時代的學者而言，他們面對的問題與挑戰，究其淵源，大都可上溯到清代前後的三百年，無怪乎《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兩種都不脛而走了。

今天的學人，所處時代已與樑、錢二氏不同。作為我們學術界先行和憑藉的，不是清代，而是落幕未久的20世紀。比之清代，20世紀的歷史更是風雲變幻、波瀾壯闊，人物更是群星燦爛、英傑輩出，為學術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遼闊的用武之地。為了看清當前學術文化的走向，推動新世紀學術文化的建設，不能不重視對20世紀學術的研究。這正是我近些年一直呼籲加強這一時期學術史工作的原因。

實際上，對20世紀學術的探討研究，早已在很多學者的倡導支援之下展開了。在這裡我想強調的是，這方面的工作還有必要在深度和廣度上繼續擴充套件，特別是我們考察20世紀的學術文化，眼界還有必要進一步拓寬。

20世紀的中國學術極其豐富多彩，不能只侷限於一時一地，例如北京、上海的幾處大學和機構。應該說，由於時勢機運的流轉變遷，很多地方在學術上曾形成學科或思潮的中心，那裡的學者在多方面都做出了獨特的成果和貢獻。

四川就是這樣。自古以來，蜀學有其脈絡，雖說蜀道甚難，但蜀地學人影響被於天下。晚清以至民初，情形更是如此。特別是抗日戰爭爆發之後，學人云集，蔚為盛況，於四川文化發展開前所未有的局面。仔細探究四川的學術史傳統，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大家學術」叢書即是如此規劃的。這套叢書第一輯即專門編選四川地區卓有建樹的學人著作，加以介紹其思想成就的前言，便於讀者閱讀。現在第一輯所收作者，都是中國學術界公認的著名學者，無愧「大家」稱號。他們大多著作等身，非短時間所能通覽。這些選本足以幫助大家瞭解他們的學術概要，相信一定會受到歡迎。

這套叢書還將繼續編印下去，分輯蒐集、編輯全國各地20世紀著名學術大家的專題學術論著精粹，使之成為較為全面反映中國20世紀學術文化發展成就的視窗。

最後，希望四川學術界當前以20世紀學者為主，為撰著系統的20世紀四川的學術史做出準備，將來還可上溯到更早以至古代的蜀地學術，對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貢獻就更大了。

於北京清華園

(1) 李學勤，清華大學教授，「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專家組組長，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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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漢驥教授（1899—1977年），是我國著名學者，是運用現代人類學知識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和兄弟民族的先驅者、人類學西南學派的開創者、西南地區考古學和博物館事業的奠基人。從1931年起，馮漢驥先生赴美深造，先後在哈佛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從名師攻讀人類學，1936年獲人類學哲學博士學位。1937年11月他接受四川大學的聘請，任史學系教授，從此歷40載春秋，辛勤治學，培育人才，成為桃李滿天下的一代宗師。

1938年，馮漢驥先生歸國次年，他不顧抗日後方條件惡劣，全力以赴做了三件大事。一、開展民族考古調研：他隻身赴岷江上游羌區進行民族調查，獲取了大量民族調查資料，並在汶川蘿蔔寨親自發掘了一座石棺葬（SLM1），這是首次在川西北山地獲得第一手田野考古資料。其後他發表的《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成為西南民族考古研究里程碑式的成果。二、開展專題考古研究：首次對西南常見的大石遺蹟做了專題考古調查，他發表的《成都平原之大石文化遺蹟》一文認為「武丁擔墩為人造之墩，極可能乃古墳，是以石筍可能為墳之墓石」；另些「獨石」則是「紀念重要之社會、政治事件」的標誌物；至於成都彌牟、雙流、奉節魚復浦等地的「八陣圖」實與諸葛亮無關，而是「可能具有宗教意義」的「列石遺蹟」，其年代「約在新石器時代至東周時期」。三、開展全省文物普查工作：在他的策劃與主持下，四川大學師生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的委託，對四川省境內的石器時代遺址及漢晉墓葬、壁畫、石刻、造像等文物做了調查研究與收藏保護工作，蒐集的數千件標本資料後來全部移交給四川省博物館籌備處。為了全面掌握文物情況以便開展考古、博物館事業，在一省境內進行文物普查工作，當時在國內尚屬首創。先生不時告誡我等後學：「不要做沙發椅上的考古學家。」他自己身體力行，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先生善於抓住重要課題，鍥而不捨地上下求索。1942—1943年，先生主持發掘成都西郊號稱「撫琴臺」的五代前蜀王建墓（永陵），這是國內首次發掘的帝王陵寢。它的發掘成功顯示了先生卓越的組織才能和高超的考古發掘技術，為先生贏得了很高的學術聲譽。在此後的20年中，先生潛心科學研究，陸續發表《王建陵墓的發現與發掘》《相如琴臺與王建永陵》《駕頭考》《前蜀王建墓內石刻伎樂考》《王建墓內「大帶」考》《前蜀王建墓出土的平脫漆器及銀鉛胎漆器》等一系列論著，為最後完成《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64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先生有關王建墓的論著與報告至今仍為海內外學術界研究中國帝王陵寢制度的必讀文獻。

先生對學術的執著敬業精神一以貫之。例如1944年，四川大學校園內發現一座已殘破的小型唐墓，先生一絲不苟的清理工作保證了發掘資料的完整。他從朽壞的極細的銀鐲腔裡取出一件唐代紙本雕版印刷品，上有佛像、經咒和「成都縣」「龍池坊」「印買咒本」等字樣，為我國印刷術的發明與唐代成都的歷史文化地位找到了極為珍貴的地下證據。

1951年西南博物院在重慶成立，先生出任副院長兼自然博物館館長，並親自坐鎮配合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展田野考古工作。重要的發現有1954年配合成渝、寶成鐵路建設在巴縣冬筍壩、昭化寶輪院發掘的一批戰國秦漢間的「船棺葬」，用考古證據證明了曾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引起爭論的「巴蜀文化」青銅器的真實性。1960年先生主持編撰的《四川船棺葬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出版，從此在中國考古學文化上，「巴蜀文化」「船棺葬」成為海內外學術界所廣泛採納的考古術語。又如1953—1956年為配合磚瓦廠生產，在成都北郊羊子山清理出殷周時代的古蜀國三級夯土祭壇，底邊長103米，是迄今國內發現的最大的先秦單體禮儀建築，為探索古蜀文明開啟了新思路。筆者謹述從先生在四川大學攻研西南考古學時的一些親知親聞，以窺其精深治學之一斑。

一、「資陽人」的年代問題。1951年資陽黃鱔溪出土「資陽人」頭骨化石。1972年有人根據事後採集的資料稱與頭骨同層的烏木的碳十四測定年代為距今7500±30年，因此認為「資陽人」頭骨應屬於全新世（相當於新石器時代），疑雲紛起。先生1954年的手稿《關於資陽人的幾個問題》公佈後，結論就很清楚了。先生指出，頭骨「已成為化石，而分量亦相當重，所以其年代還是相當久遠的」，它是「從上游漂流至此」的，「離開了它的原始地層，則斷代時只能考慮它本身的特質而不能再聯絡其共存物」。現在大多數學者贊同此觀點，認為「資陽人」頭骨的年代應屬舊石器時代晚期。

二、「大溪文化」的命名問題。1962年我作為研究生，在導師馮先生的悉心指導下完成畢業論文《巫山大溪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報告經過仔細研究命名一種與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有聯絡而又獨立的考古學文化為「大溪文化」，其年代距今約6000年。1963年這本報告稿曾送至中國社科院考古所進行出版審查，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曾約我面談，並細詢馮師對我的指導與最新研究狀況。可惜的是修改後的定稿本和全部圖片、照片在「十年動亂」中不知去向，成了一大疑案。但是，「大溪文化」作為一箇中國長江流域代表性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已為海內外學術界所採納。

三、細心的觀察研究，卓灼的科學預見。1963年先生率領四川大學師生與四川省博物館人員組成聯合考古隊，對廣漢月亮灣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先生站在高地上對大家說：「很可能此處原是古代蜀國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中心。」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們在此進行的大規模考古發掘，證明了三星堆遺址群確是夏商時期古蜀國的都城，也證實了先生科學預見的卓識。又如，先生很早就注意到長江流域史前文化高度發展、中原商代的白陶和原始瓷器來源於長江及長江以南的印紋硬陶等事實，在20世紀50年代就指出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搖籃絕不能侷限於黃河流域。當1976年先生在病中看到公佈浙江河姆渡遺址發掘出7000年前高度發展的稻作文化時，興奮之狀溢於言表。

四、鞠躬盡瘁，心血灑西南。1958—1959年先生兩次應邀赴雲南參加晉寧石寨山滇王族墓葬的發掘與研究，撰寫了大量的筆記、手稿，陸續發表的《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屬問題試探》《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銅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動影象試釋》《雲南晉寧出土銅鼓研究》等文，是對考古新發現進行綜合研究的範例。先生的文章綜合運用人類學的方法，把考古資料、古典文獻、民族學材料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從而對「滇文化」和古滇人的歷史、族屬、禮制、俗尚等進行了全面分析，不僅成為「滇文化」研究中的里程碑式著作，而且是中國人類學西南學派在考古學領域的研究範本。1975年冬，先生抱病為從湖南、貴州前來求教的考古工作者做了有關夜郎問題的學術報告，從他自己對西南古代奴隸王國巴、蜀、滇的研究，談到探索夜郎的思路和方法。談者神采奕奕，聽眾心領神會，但會後先生即感不支，進入醫院後便一病不起。不意該學術報告竟成為先生的「最後一課」。

馮漢驥先生的中外文著作眾多，這裡僅選印其中考古學方面的11篇論文以饗讀者，若能讓後學從中領略先生的風采之一斑，則幸甚焉。

關於資陽人的幾個問題

「資陽人」頭骨化石出土的地層問題

資陽人頭骨的發現，到現在已有三年多，並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視。的確，這是一個極重要的發現，值得我們仔細研究。誠如翦伯贊先生所說：「資陽人的發現，不僅對中國舊石器時代人類的分佈提出了新問題，對舊石器時代人類體質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問題。在人類的發展過程中，資陽人應該安排在什麼地方？這就是向人類學家提出的新問題。」(翦伯贊：《考古發現與歷史研究》，《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第9期。)資陽人頭骨發現之初，我個人曾予以密切的注意，頭骨也曾在前西南博物館展覽過一段時期。因為當時缺乏研究儀器，除做了一些初步的形態學上的觀察外，未曾予以研究。不過我覺得關於此一重要發現的具體出土情況和地層問題，對於以後的研究工作是至關重要的，所以想提出來以供研究者參考。

一種化石的年代，主要是靠它所出土的地層和其本身的形態，再加與其伴出的其他生物化石來決定。因為我沒有參加關於資陽人頭骨的採集及後來的發掘工作，所以只能根據各方面的材料加以推斷。

前西南文教部文物調查徵集工作小組在關於成渝鐵路築路時的出土文物調查報告中，對黃鱔溪古生物化石、人類遺骨報告說：「（一）資陽黃鱔溪龍骨化石——第一批化石是西南鐵路工程總局資陽工務段於1951年3月17日至21日在資陽縣城西門外挖掘黃鱔溪大橋（鐵路里程K148+395）至地面下8米（吳淞海拔352米）黑泥層內所發現。計：牙骨三件，脊椎骨六件，肢骨二十三件，尻骨一件，膝骨一件，爪骨一件，骨片二十三件，共五十八件，已由資陽工務段譚其芬段長親身帶往重慶西南鐵路工程總局。第二批龍骨化石是從3月21日下午起到29日止，我組所收集的化石，計牙骨三十四件、角骨四件、脊椎骨二十二件，較大不明的骨類、化石三十五件，碎骨片六百五十九件，已由我組裝箱運部。上述兩批化石皆發現於黑土層中，僅有兩顆白色牙化石，系在黃鱔溪橋另一橋墩基下所發現，其地無黑土層。……（二）人類遺骨——在黃鱔溪發現龍骨之地點，同時掘出頭蓋骨，此項骨類已變成土黃色，但尚未形成化石。已由譚段長帶回重慶。」(西南文教部文物調查徵集工作小組：《成渝鐵路築路當中出土文物調查報告》，《文物參考資料》第2卷第11期。)資陽發掘後，在裴文中先生參加的西南博物院座談會上，原重慶大學教授張聖奘先生介紹了資陽人頭骨化石的發現經過：「挖掘黃鱔溪一號橋基時，在橋東不遠的8米深處，發現了一些象齒，即特別加以注意。16日在鐵路工程（K148+395）處發現一個人骨化石，只有頭蓋骨及上頜骨兩塊，後來破為大小五塊。我們當時懸賞數百元到1000元徵求一個化石，其較大者賞額隨之增加，並以10000元的賞額尋找下頜骨。附近化石收集了很多，但無人的頜骨。以後數日，繼續注意收購，除部分動物化石外，再無其他人類化石發現。……總計在此處發現的化石共大小六百餘件，內人類化石一個。還拾得兩個半核桃和一包古樹葉，作為參考的旁證。」(見《資陽發掘工作結論座談會記錄》，原西南博物院檔案。)由此可知，調查小組的報告並未註明頭骨化石的確切發現地點，而張聖奘先生則認為在一號橋墩之東，以後資陽人發掘報告即採此說。不過據當時參加徵集工作的原西南文教部王德雲同志回憶：「人頭骨漂在水中，由工人拾起，不能確定其是在什麼地點掘出來的。拾起後，因工人互相爭奪觀看，致被扯成數片。」這也就是說，當時在場人所說的情況，各有不同，這種情形，我覺得值得發表，以供研究者參考。又，發現資陽人頭骨的時間，張聖奘先生雲在1951年3月16日，而調查報告則稱在3月17日至21日之間，不知孰是？

至於資陽人頭骨發現的地層，則情況更為複雜。據當時採集的人員說，頭蓋骨是在資陽黃鱔溪大橋第一號橋墩基下靠東約8米以下的地層中發現的。這不過是一種約略的估計。而實際是，僅僅8米深的地層，以西南靠近河床沖積地帶而言，並不能代表時代的久暫。是後，又經過裴文中先生的試掘，地層的情況已比較明確了，但頭蓋骨是在何層中發現的，現在還是不能明確地肯定。

據裴文中先生的試掘簡報，黃鱔溪發現人骨附近的地層，約可分為四層：

第一層（最上層亦即時代最近的一層）為紅黃色黏土，平均約6米厚，大約相當於華北區的「黃土」。這一層內無化石或文化遺物。

第二層為深灰色黏土，其中含有少量成層的細沙粒。此層厚約1米。此中含有大量已經腐爛了的有機物，所以顏色變成深灰或褐黑。

第三層為黃沙泥層，此層又可分上下兩部。上部沙多，小礫石少，顏色深黃，裡面儲存有完好的樹葉和大樹幹。據裴文中先生的推測，「人類頭骨化石，可能是由這部掘出來的」。下部分沙愈少而粗，小礫石愈多，無大樹幹和樹葉。此兩部分均出骨化石碎段，幾全為零星破碎者，且有為流水衝磨的痕跡。

第四層為礫石層，愈向下礫石愈大而砂愈少。此層內未發現骨化石或大樹幹。再下因未再向下掘，不得而知。(裴文中，吳汝康：《資陽人》，科學出版社，1957年，第2—3頁。)

現在我要提出的問題是：到底人頭骨是在哪一層出土的？以現有事實來推斷，蘊藏人骨化石的地層，不外乎第二層（深灰黏土層）和第三層（深黃沙礫層），因為只有這兩層才出化石。據裴文中先生的推測，人骨化石是出在第三層的上部，即黃沙礫石層。不過據我個人的意見來看，這與資陽人頭骨化石的顏色是不相合的。按黃鱔溪所出的化石的顏色，大概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白色或淺黃色的，另一種是深灰色或褐黑色的。這兩種化石顯然是兩種地層所出的，因為骨骼本身作白色，它帶上的顏色，都是受土質顏色影響而來的。今資陽人頭骨化石的顏色是褐黑色（亦可稱之為深灰色），就黃鱔溪地層土質顏色而論，可能是出土在第二層（即深灰黏土層），因為它與第三層（深黃沙礫層）的土質顏色是顯然不合的。我不過只提出這一問題，但它的解決，還需要進一步的發掘和研究。再者，若人頭骨化石是出在第二層，那麼，對於它的時代的推斷，則需要另行考慮。

黃鱔溪河谷的第一層，裴文中先生以為「大約相當於華北區域的黃土」，這當然是有所根據的。然而第二層與第三層又與他處的已知道的地層如何相牽合呢？裴先生以為第三層上部出土的資陽人頭骨屬於更新統晚期。因其中出有猛獁象（Mammonteus primigenius Blumenbach），而猛獁象在中國其他各地均出在更新統晚期地層中。但同時出土的又有東方劍齒象（Stegodon orientalis），而劍齒象與猛獁象是不同時期的。劍齒象較早而猛獁象較晚，前者生長於溫暖氣候，而後者生長於寒冷氣候。裴先生為了解決這一矛盾，謂劍齒象的一短節臼齒是由上游沖流下來而沉澱於此的，猛獁象的一節臼齒則系原來埋在此一地層的，所以二者共存於同一地層中。不過我個人的看法是，二者均系由上游沖流下來而沉澱於此的，所以都很零碎，而且亦無其他部分的骨骼發現（又此兩種象齒，是否同一地層出土，它們的顏色是很重要的，現在已記憶不清了）。據我個人的臆測，不只此兩種象齒是由上游沖流而來，此層中所有的其他化石，均系由上游沖流而來。所以我們採集到的化石雖有五六百件之多，但皆極為「零星破碎」，不可辨識，且多有流水衝磨的痕跡。在這種混雜的情況下，要憑一兩種動物來決定地層的時期，問題是很多的。所以我覺得黃鱔溪的上游一帶，是值得調查的。至於此地層中所出的大樹幹，1951年曾運回西南博物館兩卡車，現已乾透，皆冰裂甚深，有的甚至裂開成為多瓣。雖皆有不同程度的碳化，但石化程度是很淺的。

至於資陽人頭骨，看情況也是從上游漂流至此的。無論如何可以斷定，並不是有意埋葬（若是屬於舊石器時代後期，則人類已經知道埋葬），這是可以肯定的。而當時埋葬，亦不會埋於如此低窪的河心處。又除了此一很殘的頭蓋骨外，亦無其他骨骼發現，益可信其為漂流而至。不過頭蓋骨已成為化石，而分量亦相當重，所以其年代還是相當久遠的。

若是我們認為所有這些化石，包括人頭骨在內，都是由上游因大水沖流而來沉澱於此的，那麼，問題就更加複雜了，絕不能憑一兩種化石就定它為更新統。其中可能包含有比較早及比較晚的動物化石，亦只能由存在到最近的動物定其時代的下限。尚有鹿、牛、豬、犀牛、馬、虎、齧齒類及龜類等骨骼碎片，因其過於破碎，尚不能全部定其種類。

根據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出土遺物只要離開了它的原始地層，則斷代時只能考慮它本身的特質而不能再聯絡其共存物。這一點，恐怕也是我們今後研究資陽人頭骨化石所應當注意的。

（童恩正根據1954年手稿整理）

資陽人頭骨化石問題

資陽人頭骨化石是1949年後四川境內首次發現的古人類化石，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價值。因系修築鐵路工程中偶然出土，未經科學發掘，情況複雜，問題很多。有關地層的問題，我已另撰專文發表，今就頭骨化石本身的體質特徵及相關情況進行考察，談談個人的看法。

資陽人化石本身是很殘缺的，但古代人類的化石極為稀少，雖然很殘缺，亦是彌足珍貴的。而從資陽人頭骨本身現存的部分，尚可看出若干特徵。這一頭骨，嚴格地說，只剩了頭骨蓋（cranial vault），包括額骨、左右顱頂骨、枕骨、左右顳骨及蝶骨（sphenoid）的右翼間一部分，頭骨的底骨和麵部的骨骼等，均全部失去。另外尚有硬顎骨（hard palate）一塊，但牙齒全部脫去，只剩齒槽。此硬顎骨從其化石的程度和顏色（褐黑色）與其比例上來看，與頭骨蓋是同一地層出土，而且可能是屬於同一個人的。

頭骨在地層中，大概因受土層的壓力，致左顱骨和顳鱗骨略向內曲，特別是顳顬（temple）的部分內曲尤甚，楔骨與額骨相接處略為向內破折，故致使額骨向左偏斜。此種變形乃系在土層中徐徐受壓力所致，絕非生前即是如此。困難的是，現在已無法推知它在地層中的位置，所以亦無法知道土層壓力的方向。以現在偏斜的情況推測，似乎是顱頂骨向下，因左鱗狀骨（squamosal）尚存，因此受到上面土層向下的壓力，致額向左偏斜。

我們觀察這一頭骨所得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它的體積比較的及絕對的均小。根據裴文中先生所發表的測量材料，頭骨的絕對長為16.72釐米，寬為11.7釐米，依此計算，其頭部指數（cephalic cindex）約在70以下，為長型頭（dolichocephalic）。雖然其眉間（glabella）部分尚存在，可以準確測量長度，不過因其左部偏斜，可能改變其寬度，但對指數的影響是不大的，可能為中型頭。因其枕骨甚突出，故絕對不能變為圓形。

頭骨顳肌附麗線不甚顯著，足見顳肌不會強大，所以下頜骨也不會厚大。枕骨突出，項肌附麗部分割槽域雖小，但頗為顯著而有稜角，乳狀骨中等發達，足見項肌是相當發達的。眉弓平順而不甚突出，額骨飽滿。此均為女性現象。整個顱骨平滑圓潤，絕無舊石器時代人類顱骨稜角粗糲的形態。

頭骨縫極簡單，此為蒙古利亞人種之特徵。

顱頂骨後部凸出部分（partial bosses）頗顯著。

顱骨頗薄，此亦為近代真人的特徵。

從整個頭蓋骨的形態看來，其為女子的頭骨，大概是沒有問題的。

個人的識別，主要的在於面部，進化及種族上的特徵的識別，亦是如此。資陽人頭骨的面部，已完全失去，只剩下硬顎和其上的齒槽（alveolar process）部分。這一部分從其化石的程度和顏色來看，可以認為與頭骨是屬於一個人的，再者齒槽上的牙齒已全部脫落，只餘齒孔，且並不完全，所以從它所能得到的資訊也是很少的。

右第二大臼齒的儲存最為完整，第二上臼齒通常應有三個根孔，脣邊兩小孔，舌邊一較大孔，但是此齒上只有兩個，脣邊的一個比舌邊的一個大，大概脣邊兩根已合為一個，故有此現象。

右上第三臼齒的根孔儲存頗為完整，在齒槽的正中，上第三臼齒齒根通常分為三，但往住因過於緊密，故只有一孔。因為這種現象，若謂最後的一孔（現所稱為第三臼齒孔的）是屬第二臼齒的，則人類實沒有這樣大的牙齒，何況從此上頜的全齒槽的齒孔來看，全部的牙齒都是絕對的小的。這是因為整個頭骨小之故。所以我認為此骨上右邊的最後一個齒孔，除了為第三臼齒之外，實無其他的解釋。以右第三臼齒的大齒根孔而論，第三臼齒是完全長出來了的。在人類的臼齒中，以第三臼齒最小，其出生期為十五六歲至20歲左右，現代人往往有30歲左右尚未生出第三臼齒的，有的根本就不生出。再者現代人大半的第三臼齒因其位置不正或過小而不發生作用。

所以，不看其他牙齒的磨損情狀，僅以第三臼齒的有無來決定一個人的年齡，問題是很多的。再者從這一硬顎骨上所儲存的齒根孔來看，絕不能說他是一個未成年的幼童，至少是一個成年人。至於年齡有多大，因為牙齒不存，就無法推測了。這與頭蓋骨骨縫的結合情況也是相合的。頭骨縫的結合，要在腦髓停止生長以後才開始，女子至早在十八九歲或20歲以後，若要各縫完全結合為一整塊，至早須在40或50歲以後了。再看資陽人頭骨縫，雖然很簡單，縫痕宛然存在，所以雖經漂流沖刷和地層壓力，至今還儲存原來的形狀，足見其結合得很緊密。若是一個幼童的頭骨，則頭骨縫鬆弛，一經流水衝擊，早已互相分離而不知各漂流於何處去了。

上頜的臼齒，其根通常分而為三，所以在齒槽上，每一臼齒的根往往分而為二，中間有一層薄薄的骨片隔開。不過第一及第二臼齒的脣邊兩個齒根，往往生得很緊密，故在齒槽上只有一孔。又第三臼齒的齒根亦為三個根，而這三個根往往也生得緊密，故齒槽上往往只有一個大孔，中間無骨片間隔，這也證明資陽人的現代現象。

此一小塊頜骨上，尚儲存鼻下凹（subnasal fassae）部分。鼻下凹頗深並且相當的闊，但鼻刺（nasal spine）已脫落，無法知其關係。不過由鼻下凹的此種形狀看，其鼻形是相當闊而扁平的。這種鼻下凹的形狀，在現代四川人的頜骨上亦為常見的現象。

總體來說，我從這一頭骨上，實在看不出它的任何原始性和年代關係。這塊頭骨雖小，但並不代表它是一個幼童或者是不同種族的。因為顱骨的大小與身體的大小成正比，身材高大者頭骨大，身材矮小者頭骨小。像資陽人這樣大小的頭骨，在現代西南一帶的女子中尚是很多的。

從資陽人頭骨所表現的形態看，它完全屬於現代真人（Homo sapiens），不帶有何種顯著的原始形態。現在重要的問題，即是它的年代問題，頭蓋骨已成為化石，且分量亦相當重，所以還是具有相當年代的。

附圖目錄及部分說明(附圖原稿缺失。為儲存遺稿原貌，此部分文字依然保留。——編者注)：

第一圖 頭骨頂部。冠狀（coconal）合縫與矢狀（sagittal）合縫，均很清楚，矢狀縫雖甚簡單，但結合緊密。

第二圖 頭骨底部。可見頭骨的偏斜形狀。

第三圖 頭骨正面。

第四圖 頭骨左側面。

第五圖 頭骨後面。

第六圖 上頜骨（一部分）。

因缺乏體質人類學之測量工具，所根據的材料，大部為目察所得，這是需要加以說明的。

整理者說明：

此文由馮先生於1954年前後撰寫《關於資陽人的幾個問題》手稿整理，稿中有關地層及動植物化石部分，已由童恩正教授整理成《關於「資陽人」頭骨化石出土的地層問題》收入《馮漢驥先生考古學論文集》。本文系根據稿中研究頭骨化石部分整理，另加標題如此。因原稿用毛筆手寫，時有塗改增刪，致有部分文字另紙書寫附於稿後者，未加清抄，或與先生原意有所出入。

張勳燎

2000年8月10日

記廣漢出土的玉石器

四川省廣漢縣所出玉石器，迄今已經有半個世紀的歷史了。1929年，該地中興鄉（現名中興公社）的農民燕某曾在他房屋旁的溝渠底部發現玉石器一坑，當時即引起了人們的注意。1933年冬，前華西博物館葛維漢等人曾在此進行發掘。(D.C.Graham，「A Prel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Vol.V1.1933—1934.林名均：《廣漢古代遺物之發現及其發掘》，《說文月刊》第3卷第7期。)1949年以後，四川的各考古機構曾先後在其地做過數次調查，證明這裡是一範圍很廣的古代遺址。(西南博物院籌備處：《寶成鐵路修築工程中發現的文物簡介》，《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第3期；王家祐、江甸潮：《四川新繁、廣漢古遺址調查記》，《考古通訊》1958年8期；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學教研組：《廣漢中興公社古遺址調查簡報》，《文物》1961年第11期。)1963年秋，四川省博物館和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組再次在此做過試掘。(四川省博物館、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學教研組：《廣漢中興公社試掘簡報》，未刊稿。)1964年春，當中興公社農民在距原發現玉石器的地點50—60米處掘坑積肥時，又發現石器一坑，其中有成品、半成品和石坯。(資料現存四川省博物館。)經過數十年來的調查發現，現在我們對廣漢遺址的時代和性質，已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因而有條件對廣漢出土的玉石器做進一步的研究。這對於我們瞭解古代蜀國的歷史和某些典章制度，是有幫助的。

關於1929年發現玉石器的實況，據傳當燕家挖掘堰溝將文物暴露出來以後，隨即將其掩蓋，待夜深始搬運回家。這些玉石器不下三四百件，其中有玉圭、玉璋、玉琮、玉斧、「石璧」等。至於它們在坑中的位置，則說法不一。一種說法是「石璧」系疊積於坑中，大者在下而小者居上，形如一塔，僅由於埋在土中日久而略有傾斜，旁邊則放置其他玉器。另一種說法謂坑呈長方形，坑的兩邊各豎「石璧」一列，由大而小，中間置玉器，其上又平覆「石璧」一列，亦由大而小。1949年前後，筆者曾數次向燕家當時在場的人詢問，但由於事隔已久，而且時值深夜，人多手雜，已不能道其詳。以情理推之，當以第一種說法的可能性較大。

廣漢玉石器出土以後，即多遭散失。有的被古董商人轉賣(在解放以前成都的古董市場上，甚至有偽造廣漢玉器出售，因此某些著錄中所收廣漢玉器，亦有贗品。)，有的被地主官僚霸佔，有的被外國人收購(D．S．Dye，「Some Anciens Circlea，Squares 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in Slone in Szechuan」，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Vol．IV，1930—1931。)。直至1949年以後，僅存者才回到人民手中。現在一部分藏於四川省博物館，一部分藏於四川大學歷史系博物館。本文所討論的，主要就是這些資料。

玉斧

共存三件。形式不太一致，軟玉質，呈紫灰褐色，通體有粉白色斑紋。其中最大的一件（AK3·2∶113913）長達36.3釐米，斧身呈梯形，弧刃。其次的一件（AK3·2∶182）長34釐米，斧身呈方形，平刃。最小的一件（AK3·2∶110484）長26.5釐米，斧身略呈梯形，弧刃。製法是先打製成坯後再行研磨，中間不加細琢，所以有的地方打製時留下的疤痕尚清晰可見。刃自一面磨成，實際上略似石錛的刃。

斧的名稱，並不見於《周禮》或先秦其他典籍所記載的禮器之中，但有人認為斧是圭的原型，所以也稱這種玉製斧形器為圭，如清吳大澂《古玉圖考》中第一器名為鎮圭，實際上只不過是一扁平穿孔石（玉）斧而已。這種說法到近代仍然有人採用。(郭寶鈞：《古玉新詮》，《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下冊，1948年。)古代所謂圭是否源出於石斧，當在後文討論，不過在考古學上均習慣稱此斧形玉器為斧(如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灃西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圖版八八：1。西周墓葬中出土的「玉斧」，形制與此相同，不過有穿孔而已。)，而以長條形扁薄而剡（音演，尖銳之意）上者為圭(如圖版八七：6西周墓的玉圭、圖版一〇二：11東周墓的石圭及《輝縣發掘報告》圖版五四：2—5固圍村1號墓出土的玉圭等。這種圭可能是圭的最後的正式形式，也就是漢代公認的圭，嘉祥武氏石室「玄圭」畫像即其例。)，所以我們仍舊沿用了斧的名稱。不過此類玉斧似乎不是實用品，而是一種禮器，這從它的質料可以得到證明。

斧在中國古代，是一種權力的象徵，其來源相當久遠。在新石器時代，斧本是一種主要由男子使用的生產工具，同時也是一種武器。到了社會發展到階級和國家開始產生時的軍事民主制階段，斧就變成了酋長權威的標誌。進入階級社會以後，這種傳統仍然保留下來，如早期甲骨文字作、諸形，而金文則作、等形，過去已有人論證過這應該是斧鉞之象形(林沄：《說「王」》，《考古》1965年第6期。)。在奴隸制社會裡，當國王舉行朝覲、饗射、封國命諸侯等重大儀式時，必然要以繡畫斧鉞圖形的屏風作為陳設。(參考《周禮·司几筵》《禮記·覲禮》《尚書·顧命》《逸周書·明堂解》等節。)直至封建社會，皇帝出行的大駕鹵簿裡，仍然保留有斧鉞之類的儀仗。正因為斧在歷史上曾經起過禮器的作用，所以在廣漢的玉器中出現斧，就不是偶然的了。

玉璋

這是廣漢玉器中最特殊的一種，共存三件。其中最長的一件（AK4·2∶313）長達56.1釐米，另一件（AK4·2∶35）長41.4釐米，再一殘件（AK4·2∶110482）殘長39釐米，計其全長當在45釐米以上。器形均甚薄，在4—5毫米之間。質料與玉斧相同，上面也佈滿白斑。

三件璋的首部均剡出呈叉形，一尖略長。上有刃，下有柄（亦稱為內或邸）。柄上剡有線紋多道，兩側有齒突出。這種璋的特點在於首部呈叉形，而與《說文》所謂的「半圭為璋」即首部呈尖角形的璋不同。

在《周禮》的記載中有所謂的「牙璋」，漢儒以為即指側面有牙飾（牙）的璋。《考工記·玉人》鄭玄注牙璋和中璋說：「二璋皆有牙之飾於琰側。」又《典瑞》注：「鄭司農雲，牙璋琢以為牙。」以後對牙璋的解釋，大致即沿襲了這種說法，不過關於牙的位置，由於對註文的理解不同，因而有些出入。有人是將近柄處突出的齒作為牙(吳大澂：《古玉圖考》，出版資訊不詳，第21頁。)，也有人以為璋首部（稱為射）側面的缺齒就是牙(蔣大沂：《古玉兵雜考》，《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2卷，1942年。此文中所舉廣漢四器，全是贗品。第一、二器乃憑空臆造，第三、四器作者稱為「璋邸射」即略照本文所收之器而偽制。)。如果細加考察，我們認為上述傳統的觀點都是值得商榷的。

關於牙璋的功能，《周禮·典瑞》說：「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玄注引鄭司農曰：「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此處的牙，是有特定含義的，在器物上應占突出的部位。而在與璋同類的玉器柄部製造突齒，卻是一普遍的現象，如《古玉圖譜》初集25至28頁各圖所載的鉞、戚形器（共八件），其下部兩側即均有齒飾。(這批玉器的時代大致都在殷周之間，參見郭寶鈞：《古玉新詮》，第9—11頁。)又如灃西西周墓葬中所出的玉戚，其柄側也有齒飾。(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灃西發掘報告》，圖版八八：2，「玉戚」。)因此，以柄側的齒來作為牙璋的特徵，是不符合事實的。

關於周代玉器在柄側作齒的目的，應從另一個角度進行考查。當時的禮器在使用時，常以絲帶之類穿系，以示隆重。《考工記·玉人》記有「駔琮」，鄭玄注：「駔，讀為組。以組系之，因名焉。」又《典瑞》說「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屍」，注「以組穿聯大玉溝瑑之中以斂屍」，所以玉器柄部的齒飾，可能就是這種系組的「溝瑑」，它可以起防止繫帶滑落的作用，這與象徵軍旅的「牙」是無關的。

關於這種系組的齒飾，漢人稱之為「捷盧」。《周禮·典瑞》注引鄭司農曰：「駔外有捷盧也。」唐賈公彥疏：「捷盧若鋸齒然。」孫貽讓《周禮正義》更進一步引段玉裁的話解釋道：「捷盧若鋸齒然者，《周頌·有瞽》毛傳，《說文》莘部皆有捷業如鋸齒之語，故用此繹捷盧以繹牙也。」孫貽讓接著推論道：「捷盧之盧疑與同。《說文》金部雲：‘，錯銅鐵也。’蓋謂剡玉外為牙若捷業錯之形雲。」我們以為這種解釋是正確的。

至於將璋射部側面的缺齒作為「牙之飾」，則缺乏出土文物的佐證。此類玉器發現極為稀少，就現有材料而言，被人們視為例項的僅勞弗爾《中國古代玉器》所載一器(B．Laufer，Archaic Chinese Jades，1927，PL．VI：3。)及林巳奈夫《中國古代的祭玉、瑞玉》所載二器(林巳奈夫：《中國古代的祭玉、瑞玉》，《東方學報》第40冊，插圖五四：3—4。)。勞弗爾書中記錄的璋，形制與標本AK4·2∶35相同，僅射上開刃處有不規則的細小缺口一串，這種缺口是否是當時有意加工所成，尚待進一步研究。林巳奈夫所錄二器，前者一端側面雖有不顯著的牙飾兩個，但從璋的形制來看，此端齊平而不尖銳，所以應為柄部而非射部。後者器形與圭相同，不能視為璋。再者，以上三器均屬傳世品，在科學的考古發掘中尚無所見，所謂「有牙之飾於琰側」的璋是否存在，實屬疑問。

我們認為，要考證牙璋的真實形制，首先應從它的社會職能著手。牙璋是與軍旅有關的，其作用與後代的虎符相似。之所以名為牙璋，是因為牙含有尖銳、攻擊、示威的意義。一般的璋的射部，本來是一側垂直，一側斜上，有如半圭，而廣漢出土的這三件璋，其射部剡出呈叉形，中間開刃，它的形狀正像牙齒，而且直伸向前，攻擊、威脅之義十分明顯。因此我們推測《周禮》所謂的牙璋，很可能就是指此而言。

璋和圭器形相近，二者都是奴隸制社會重要的禮器，關於它們的起源，有的人認為是石斧，有的人認為是骨鏟，不過由於從石斧、骨鏟到圭、璋的過渡形式尚未發現，所以這種可能性不大。1949年以來，在一些晚商至西周時期的墓葬中，出土不少玉戈或圭，其形式多在戈與圭之間。(馬得志、周永珍、張雲鵬：《1953年安陽大司空村發掘報告》，《考古學報》第9冊，圖版二〇：5—9；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灃西發掘報告》圖版八六：2、6。)在上村嶺虢國墓中共出石戈503件，主要可分二式，其下又分若干型，有些型與圭、璋極為相似。所以編寫者推測道：「這類石戈非實用性武器，而是具有宗教意義的象徵性武器。IE型和後來的石圭相同，ⅡC型和後來的石璋相同，圭璋可能即從石戈演變而來。」(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上村嶺虢國墓地》，科學出版社，1959年，第20頁。)我們認為這是很可能的。不過圭、璋之屬的另一來源，還可能與殷周時期的所謂礪石有關。在殷周的墓葬中，時出一些長方而略似梯形的薄石片，一端有穿可以懸掛，考古學上稱之為礪石。(馬得志、周永珍、張雲鵬：《1953年安陽大司空村發掘報告》，《考古學報》第9冊，圖版二二：1—4；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灃西發掘報告》，圖版七一：8；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輝縣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56年，圖版一六：20；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洛陽中州路（西工段）》，科學出版社，1959年，圖版五三：4。)過去傳世或出土的一種長方而略似梯形的玉版，一般亦稱之為圭(如《古玉圖考》中所謂的「鎮圭」（圖5、6、7）、《古玉圖譜》初集卷1圖3、5、6等，其形式均與上舉的礪石無異，又最近安陽殷墟五號墓亦出這種圭六件。)，如果命名不誤，那麼，這類圭似應源自礪石。因為自金屬利器發明以後，礪石就成了人們隨身攜帶之物，以後演變成統治階級的禮器，也是可能的。在《周禮》中，圭、璋之屬名稱很多，功用各異，形狀有別，我們有理由推測其演變的來源，也應該是多樣的。

玉琮

四川省博物館藏一件（AK：2·2∶110485），色微黃，有光澤，通高11釐米，徑9釐米。另四川大學歷史系博物館有兩件，體較小，上有瑑飾。

在田野發掘中，殷代早期偃師二里頭遺址中就出土了玉琮殘片。(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65年5期，圖版五：10。)到殷代後期，以安陽侯家莊殷陵中出土較多，而一般的殷墓則少見，例如在大司空村的166座殷墓中，僅出一件。(馬得志、周永珍、張雲鵬：《1953年安陽大司空村發掘報告》，《考古學報》第9期。)最近發掘的安陽殷墟五號墓中，就曾發現十餘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殷墟五號墓的發掘》，《考古學報》1977年第2期。)琮在西周以後即發現甚少，如殉玉石器豐富的上村嶺虢國墓、固圍村一號墓的埋玉坑，出土玉禮器及玉飾甚多，但皆無琮。其他僅灃西張家坡西周居住遺址中出一殘片(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灃西發掘報告》圖版六一：4。)，洛陽中州路東周墓中出一石琮(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洛陽中州路（西工段）》，圖版五一：8。)，輝縣褚邱戰國墓中出一玉琮(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輝縣發掘報告》圖一五五：1。)，可見其使用時期不長，範圍亦不普遍。

在古代，琮是一種陰性和土地的象徵。《周禮·春官》：「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又《玉人》：「駔琮五寸，宗後以為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為內鎮，宗後守之。」「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但是琮為什麼會具有這種含義，後人的解釋至為紛繁。如有人認為琮的形狀外圓內方，有天圓地方之意；(B．Laufer，Jade，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Publication 154，Anthropological Series，Vol．X，1912.)有人認為琮中部的圓管代表女性的子宮；(Ed Erkes，Idols in pre-Buddhist China，Artibus，Asiae 1928。)有人認為琮最初是一種宗廟裡盛「且」的石函。(Karlgren：Some Fecundity Symbols in Ancient China，BMFEA No．2，1930。)以上說法，均缺乏文獻的或實物的證據，因而是不可靠的。日本人林巳奈夫最早提出琮的來源可能是一種婦女的手鐲，以後逐漸演變成為禮器。(林巳奈夫：《中國古代的祭玉、瑞玉》，《東方學報》第40冊，插圖五四：3—4。)考慮到在龍山文化(王思禮：《山東安邱景芝鎮新石器時代墓葬發掘》，《考古學報》1959年4期，圖一一：8—9。)、仰韶文化(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廟底溝與三裡橋》，科學出版社，1959年，圖三四、三五。)和大溪文化(巫山大溪新石器時代墓葬出土此類鐲甚多，如骨鐲（M8：12）、刻花骨鐲（M5：22）、象牙鐲（M21：1）等，資料現存四川省博物館。)的遺物中，均有一種圓筒形的手鐲，其質料有玉、石、陶、骨、象牙等種，這類手鐲以後由飾物發展成禮器，是一件相當自然的事，因此我們認為這一假設可能是比較合理的。至於琮所具有的代表地、雌、坤、陰等含義，也是在女性飾物這一基點上，隨著奴隸制社會唯心論宇宙觀的形成而出現的。

玉釧

共三件，一件完整，兩件殘缺。完整者（AM1·2∶12）外徑7.2釐米。兩殘件藏四川大學歷史系博物館，質皆為軟玉，紫褐色，略帶粉斑，製作輕薄，是廣漢玉器中最為精緻的。在此以前，這種玉器未見著錄，也無人收藏，所以其功用不明。最初有人稱之為「乳蓋」，或稱之為「璧琮」，但均無任何根據。1955年，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出土這種玉器40餘件，色澤、質料、製作、式樣與廣漢出土的完全一致，分佈在14座墓中，一墓最多的可達六七件。(雲南省博物館：《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圖版一一二：6—7。)再從出土的銅鑄像、刻像來看，這類玉器均戴在腕上，這才證明它應該是釧的一種。其後在江川李家山也有出土，(雲南省博物館：《雲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5年第2期，圖版二三：1。)可見這是滇人上層社會常用的裝飾品。

這類玉釧在中原地區也有發現。它最早見於商代後期的「婦好」墓，其次在陝西省扶風縣陳村西周晚期遺址中也有出土(據童恩正1976年6月在工地參觀所見。)。在華南地區，則見於香港的東灣(陳公哲：《香港考古發掘》，《考古學報》1957年第4期，圖版六：4，該文稱之為「凸脣玉環」。)。所以我們推測這種飾物可能發源於中原，但以後在南方地區延續使用了很長的時間。

石璧

廣漢出土的「石璧」，最令人感興趣。它的數量達數十件，均用粗砂石製成，加工粗糙，磨鏇之跡宛然，器形大小不一。其最大者外徑達70.5釐米、孔徑19釐米、厚6.8釐米，重達百斤以上；其小者外徑11釐米、孔徑4釐米、厚1釐米。如此粗糙而笨重的石器，顯然不是禮器，因此稱它為璧也不一定恰當，但是由於它的功能目前仍在討論之中，在未得最後結論以前，本文仍從舊說，暫以「石璧」名之。

關於這種「石璧」的用途，過去有人認為是古代的一種貨幣，並以此與葉玻島（Yap）巨大的石璧狀貨幣相比較，(鄭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第34頁。)也有人認為與後代的圜錢有關。(D.S.Dye，「Some Anciens Circlea，Squares 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in Slone in Szechuan」，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Vol．IV，1930—1931。)但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必須具有容易分割、便於攜帶、本身具有價值等特點，這種笨重的「石璧」並不具備作為貨幣的基本條件。即以葉玻島的石璧狀貨幣而言，外國學者爭論頗多，至今尚有不同意見。(David M.Schnejder，「A Warning in Regard to the Stone Money of Yap」，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78，December 1976。)因此我們認為這種說法是難以成立的。

另外一種意見，則認為這可能是一件衡權。(這種意見，主要是張勳燎同志最早提出的。)筆者認為此說比較合乎實際。我國衡器的產生，已有悠久的歷史，在傳說中堯的時代，就開始有了記載。(《尚書·堯典》有「同律度且衡」之語。)堯的確切時代雖不可考，但大致說來，衡器應當是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隨著私有制的出現而產生的。最早的衡器，就是一種天平。《漢書·律曆志》所載「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就是指此而言。

從記載來看，古代衡權（砝碼）的形狀，是完全和璧一樣的。《爾雅·釋器》：「肉倍好謂之璧。」而《漢書·律曆志》解釋「權」也說：「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從地下出土文物來看，湖南楚墓所出春秋戰國之際的砝碼，由於是稱金用的，所以重量較輕，且為銅製，但形狀亦為環形，看來也是從璧形砝碼發展而來的。(高至喜：《湖南楚墓中出土的天平與法馬》，《考古》1972年第4期。)

從衡權的重量來看，由於當時尚不知槓桿原理，沒有發明秤，所以無論被稱的物品有多重，權的重量必須和它相等，這就是所謂的「權與物均而生衡」。《漢書·律曆志》記權的種類雲：「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這就是說，最重的權，重量已達一百二十斤，這與廣漢石璧是相近的。

至於最初的權的質料，無疑應該是石制的。所以權又稱衡石。《尚書·夏書·五子之歌》：「關石和均。」《正義》：「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禮記·月令》：「同度量，鈞衡石。」《淮南子·時則訓》：「令官市同度量，均衡石。」均可為證。不過這種衡石的實物，迄今尚無報道。我們頗疑從新石器時代到殷周某些遺址和墓葬中出土的石璧，有可能就是這種衡石。根據禮器一般來源於實用器的規律，則後世的璧應該是由衡石發展而來的。

由於權是衡量財富用的，所以，在某些原始民族中，它也可以作為財富的象徵。在甘肅武威皇娘娘臺曾經發現過一座屬於齊家文化的一男二女合葬墓，隨葬的製作粗糙的「石璧」達80餘件之多，(據童恩正在甘肅省博物館參觀所見。)可能即有這種含義。

正因為廣漢發現的「石璧」是作衡石用的，所以才有從大到小的一套；又由於這種大型天平是衡量穀物、礦石等生產品用的，是實用品，所以只要求其重量大致準確，而不必要求美觀精緻。如果從衡量的假設出發，則廣漢「石璧」的若干特殊現象均似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關於廣漢玉石器的時代，我們可以根據數十年中積累的材料進行分析。1933年，前華西大學博物館曾在玉器出土的原址開坑試掘，從地層關係和出土陶片看，玉石器應與周圍的遺址處同一時期，因此，我們推測其時代，暫時亦以遺址出土的器物作為標準。廣漢遺址陶器上的雲雷紋，是中原殷周銅器上常見的紋飾。陶器的豆、缽的器形，壓印圈紋和凹平行弦紋等紋飾，以及小平底、盲鼻、鋬、器鈕的風格，均與成都羊子山土臺遺址(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成都羊子山土臺遺址清理報告》，《考古學報》1957年第4期。)和新繁水觀音晚期墓葬(四川省博物館；《四川新凡縣觀音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959年第8期。)出土的陶器有相似之處。按土臺遺址據原報告推測，可能是春秋時代的建築，夾雜在其中的陶片，當更早一些。新繁水觀音晚期墓葬的時代則為西周。因此我們推測廣漢遺址的時代在西周後期至春秋前期，可能不致大誤。

廣漢玉石器埋藏的性質，過去有人認為是古代蜀國帝王的墓葬，有人認為是祭山川之所。現在看來，以屬於窖藏的可能性較大。根據我們在1949年後多次在廣漢調查和試掘的情況來看，這裡文化層的堆積很厚，範圍也相當廣泛。很可能此處原來是古代蜀國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中心，而發現玉器的地點，即為其手工業作坊所在地，歷年來出土的玉石成品、半成品和石坯，應該就是這個作坊的遺物。但不知由於什麼原因，這個作坊突然被廢棄，人們只能倉促將所有的產品埋藏起來，以後也就沒有機會再來挖掘，所以儲存至今。(對此我們亦有一假設。據《蜀王本紀》和《華陽國志》的記載，蜀的統治者原為杜宇氏，以後為開明氏所取代。據《華陽國志·蜀志》載，開明氏傳位十二世，《路史·餘論》則記開明氏經十一代三百五十年為秦所滅。按秦滅蜀為公元前316年，經上推算則開明氏取代杜宇氏的時間約在公元前666年左右。廣漢玉石器作場的突然廢棄，可能即與這一歷史事件有關。)

在秦滅巴蜀以前，四川地區是被稱為「夷狄」之國的。所以《漢書·地理志》說：「巴蜀廣漢本南夷，秦時通為郡縣。」廣漢玉石器的出土，說明蜀國的統治者早在西周時代即已經有了與中原相似的禮器、衡量制度和裝飾品，這除了對於研究蜀國的歷史有重要價值，而且再一次證明了四川地區與中原悠久而緊密的歷史聯絡。

（本文與童恩正同志合著，原載《文物》1979年2期）


四川彭縣出土的銅器

1960年彭縣蒙陽鎮竹瓦街所出的一批銅器，包括兵器和容器，共21件，多為精美的巨器，以其數量及製作而言，實為近年來四川出土的一批最重要的青銅器。其報道已見於《文物》1961年第11期。

從發現的情況看，這批銅器大概系一窖藏。八件容器和十三件兵器同貯於一陶缸中。缸在築路時已被挖碎，形狀已不能見。自殘片觀之，高度及直徑均當在1米以上，質料為灰褐色粗陶，外布粗繩紋，與廣漢中興公社古遺址(廣漢中興公社古遺址自發現以來，雖經多次調查，但未經發掘。其最近一次的調查報道，見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學教研組：《廣漢中興公社古遺址調查簡報》，《文物》1961年第11期。該簡報斷定此一遺址的時代為西周。)所出的粗灰陶頗為相似。而這一批銅器出土的地點，距該遺址中心地帶月亮灣亦不過15千米左右。

我們研究這一批銅器，首先須探索它們的時代，其次既認為系一窖藏，當考察是何時所藏。我們可先從兵器——特別是勾兵——入手，因為可資對比的材料近年來發現得比較多。兵器中，計有勾兵即戈八件，戟一件，矛一件，鉞兩件，斤一件。

戈八件，按其形式可以分三式。

Ⅰ式（兩件）（圖一，1、2）：長援，方內，無胡，一穿，內上有一小圓穿。此式戈與新繁水觀音遺址墓葬中出土的戈(四川省博物館：《四川新凡縣觀音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959年第8期。)幾乎完全相同，而水觀音的墓葬被認為屬於殷周之際，是在四川發現的最早的青銅時期的墓葬。這種戈和晚殷及西周初期的一些戈大體上相似，除闌有上下齒外，一般尚有一長形穿。它們在四川的時代，最晚的可到西周中期。

Ⅱ式（三件）（圖一，3—5）：援稍變短而後部加寬，因此中部往往有一顯著的脊，援後部有一圓孔。闌不再有上下凸出的齒，有的後部作弧形。無胡，兩穿。長方形內，中部有一圓穿。



圖一 彭縣竹瓦街出土的銅戈

1、2：Ⅰ式戈 3、4、5：Ⅱ式戈 6、7、8：Ⅲ式戈

這種戈雖然因寬援有穿而可被視為一種蜀式戈，但晚殷和西周初期的墓葬中亦偶有出土，僅形制略有不同而已。(馬得志、周永珍、張雲鵬：《1953年安陽大司空村發掘報告》，《考古學報》第9冊，圖版一一：3，Ⅱ式戈中有一種直內戈，此種直內戈援寬而短，中部有脊，後部有圓穿，闌上下出齒而無穿，當較「蜀戈」Ⅰ式為早，也可能是「蜀戈」Ⅱ式所自出。郭寶鈞稱殷墟出土的這種蜀式戈為「三角形戈」（見郭寶鈞：《殷周的青銅武器》，《考古》1961年第2期），據其統計，小屯出土35戈、武官村14戈、四盤墓6戈、大司空村39戈（共94戈）中，此種戈僅有兩柄。)其在四川的時代大概為西周初期以至中期。

Ⅲ式（三件）（圖一，6—8）：援部愈變寬短，中有脊直通於後部之穿，穿有時甚大。無胡，一般為兩穿。闌作弧形。方內，有的內上之穿變為一端鈍圓、一端尖銳的形狀，尖銳的一端距闌甚近。此種特徵，對於裝柲是一種進步的演變。因柲將內上之穿掩去一半（尖銳的一端），系戈之繩繞過前後之穿直接著力於柲上，使之系得更緊。再則闌為弧形，上下之尖銳處可以嵌入柲內，使裝置更為穩固。此類戈的援上往往鑄有花紋，如此次出土的饕餮紋戈，其援的後部闌外鑄一饕餮紋，援後的圓穿很自然地構成饕餮的鼻孔，設計頗巧。殷周青銅武器原見有飾饕餮紋者，如《善齋吉金錄》《周金文存》《鄴中片羽》等所收的殷戈（援的後部近闌處）和鉞上即有之，但其紋樣不及此戈上之勻稱和自然。

這類戈大致屬於西周中期一直到春秋末或戰國初；愈晚者，援上之穿愈變大，援上往往有圓斑，而內上之穿多作兩端尖銳之斜長方形。今此兩例，尚系屬於此式戈的早期形式。此式戈在若干收藏家的圖譜中被稱為「戣」或「戵」者。

鳥紋戟（一件）（圖二，1）：刺與戈分鑄。戈如上述Ⅱ式，內與本上各有一小圓穿，本後沿有兩方形穿。援上鑄鳥紋，狹長的鳥身與翼構成援脊，鳥首反轉回顧，構圖精巧。刺作戈援形而中空，中空部分近器長的三分之二。後部收縮成橢圓形短箍，箍的兩邊各伸出約1釐米長的方形小舌，舌端有凸出的矮脊，大概是便於繫繩於柲而免滑脫的。銎亦作橢圓形。刺身鑄鳥紋與戈相同，兩邊不對稱，後部一邊隨鳥首反顧之形而凹入。



圖二 彭縣竹瓦街出土的戟和矛

1．鳥紋戟 2．矛

刺與戈二者本不知其原來的裝置，不過其上的花紋完全相同，刺的形狀又似戈而非戈，似不能單獨作為一種兵器，而可能為早期戟上的刺。按中原最初的戟，謂為一種戈、矛混合器，但矛形圓，而戈柲的橫斷面則為卵形的橢圓，二者裝置實為不合。戈柲必須作卵形的橢圓者，因戈為勾兵，執柲於手中時必須能憑觸覺知道援的方向，以便勾擊。矛則為刺兵，執於手中時不必考慮旋轉方向，故矜形渾圓。《考工記·廬人》說：「凡兵，勾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勾兵椑，刺兵摶。」「椑」即是橢圓，「摶」即是渾圓。所以發現的戈（一般屬戰國時期）均為扁圓，而矛鐓（多出於東周墓葬，西周罕見）則渾圓，這是與戈柲、矛矜的形狀相合的。今此刺上的銎作橢圓形，適裝置於戈柲之頂，故將其與鳥紋戈合而為戟。但實際上是否原來如此，因其為四川出土的此類唯一的標本，尚不得而知。

矛（一件）（圖二，2）：全長達32釐米，葉最寬處近8釐米，骹約長9釐米。骹上兩邊各鑄一蜥蜴類爬行動物，兩後足踏於骹紐上，兩前足攀於上，嘴則壓於鳥紋的首上，口吐舌。鳥紋背脊凸出，構成矛的中脊。此為四川發現的最大、最精美的銅矛。

從矛的一般形制來說，早期如殷墟出土的矛多鉅製。有的長几與鋒刃部相等，端有箍，箍上有雙紐，刃作尖葉形而中部有脊。有的葉末向銎端延長，於其末留兩小孔，以備繫繩。西周的矛出土不多。後期如春秋戰國時的矛形制多小，刃部厚重而短，大概都是與戈合裝而成戟的。今此矛刃部作尖葉形而長大，短而端無箍，論形制既不同於康侯矛，亦與越王矛異。(康侯矛見《考古學報》1956年第4期，圖版八右；越王矛見《周漢遺寶》，圖版五四金錯矛。)從其上的鳥紋看，與戟大約屬於同一時期。

銅鉞（兩件）（圖三，1）：同為一式，形制大而質薄，顯然是儀仗之類。刃部作半圓形，中空，刃的後部出V形槽以受楔，尚未形成真正的銎。鉞身正中有一小孔，通於兩面，大概是便於系鉞於楔而免其脫落的。按川西地區最早的鉞僅為一半圓形的刃部，其後，刃後中空部分逐漸延長而成為橢圓形銎。所以此兩件鉞從形制看，時代當不至過晚，但亦非早期的鉞。



圖三 彭縣竹瓦街出土的鉞和斤

1．鉞 2．斤

斤（一件）（圖三，2）：與西周時期的一般銅斤同，不具論。

這一批兵器，所屬時代早晚並不一致，其中戈的發展痕跡比較顯著。蜀地早期的戈，形制略同於殷周，後來雖同是勾兵，卻逐漸演變為地方的特有形式，由此亦可以看出早期「蜀人」與中原文化的關係。這一批兵器中沒有我們認為屬於晚期的勾兵，例如無長鬍帶翼和長鬍有牙式的戈，所以它們最晚不能晚於西周末期。(關於川西地區戈的演變和時代，參看拙著《關於「楚公」戈的真偽並略論四川「巴蜀」時期的兵器》一文，《文物》1961年第11期。)矛、戟從花紋和形制看，當較晚，但亦當不晚於春秋初期。這些兵器均系鉅製——戈長均在25釐米以上，其上有紋繢的均製作精美，可能是儀仗中的武器，而非實用之具。特別是鉞，質薄而大，絕非用於斬伐。這些兵器，從形制和紋飾看，大概均為四川本地所鑄。

出土容器共八件，尊一、觶二、罍五，均為酒器。其中尊、觶的來源與罍的來源顯然不同。茲為分述如後。

饕餮紋尊（圖四，1）：製作與殷周時期一般的圓柱形尊相同。腹未鼓，腹上餮饕紋裂口巨眉，目鼻悉具；填以雷紋，上下各有弦紋兩道。通高27釐米。

牧正父己觶（圖四，2）：器身矮粗，通高15.3釐米。頸腹之交兩面各飾一餮饕紋，圈足上部飾目雷紋一週（共四）。器內底上有銘曰「牧正父己」。



圖四 彭縣竹瓦街出土的銅容器

1．饕餮紋尊 2．牧正父己觶 3．盤羊首耳渦紋大罍 4．蟠龍蓋饕餮紋罍之一 5．蟠龍蓋饕餮紋罍之二 6．獸耳渦紋罍之一 7．獸耳渦紋罍之二

覃父癸觶：形同牧正父己觶而略小，通高13.3釐米。頸腹之交飾雲紋一週，其他全素。器內底上銘曰「覃父癸」。

兩觶製作甚精，鏽色翠綠中帶青，蒼潤欲滴。以形制、花紋及銘文款式而論，上述三器可能為晚商殷人之器，(參見徐中舒教授對銘文及器的考證。)其非蜀地所鑄是很顯然的。其來源可能為交換、賜予或擄掠。由觶內底上鑄有器主的氏族及名號的銘文來看，來自擄掠的可能性最大。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四川出土的最早的中原青銅器，可以說明早期蜀人與殷周的關係。

五件罍，一大而四略小。四略小者中，每兩隻的大小、形制、紋飾大體上相似，故可視為兩對。

此五件罍，亦可視之為列罍。列罍在川西出土已非首次。在抗日戰爭期間，曾出過一套，亦為一大四小，成都之古玩家至今猶能憶之。惜當時即遭散失，今下落不明，出土地及情況亦不詳。(上海市博物館藏有銅器定名為「獸紋壺」者，可能是此五件小者中的一件。)

盤羊首耳渦紋大罍（圖四，3）：為五罍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8釐米。圓形，廣肩，盤羊首耳。蓋和器身均有四立稜，蓋上每稜之間有一凸起的大圓渦紋，肩上有同樣的圓渦紋六。腹下部有獸形鼻。

蟠龍蓋饕餮紋罍之一（圖四，4）：通高50釐米、身高34釐米。蓋上一龍昂首盤踞，角上出而三歧，兩前足踞於蓋頂，不見後足，身具鱗甲，背項有稜脊，尾尖細。蓋邊飾雲雷紋一週。蓋上龍首下正中飾蟬紋一，外飾雲雷紋。器口微侈，頸肩之間有弦帶紋。獸耳帶環，獸為蜥蜴類，首有冠。兩耳之間近頸部各有盤羊獸小耳，耳下有牛首紋。兩耳之間肩部各飾象紋二，而以雷紋填之。象口突出兩尖釘以作象牙。象前後各有鳥紋一。肩腹之間有寬弦帶紋一道。腹部兩面各飾饕餮紋二，大口巨目，眉上翹。器腹下部有鼻。圈足上飾雷紋及夔紋，每面兩夔紋之間有一小牛首紋。

蟠龍蓋饕餮紋罍之二（圖四，5）：形狀與罍之一相同，略矮，通高48釐米、身高31釐米。龍蓋亦與罍之一相似，唯龍角中歧作扇形。蓋頂龍首下鑄蟬紋和雷紋，獸耳亦作蜥蜴形，無環。與罍之一相較，似亦應有環，是否斷落，不得而知。肩部兩耳之間飾象紋二，象口中出二尖柱以象徵象牙。象首之間飾牛首紋，象首上部飾犀紋，兩犀之首同合於矮釘柱之下，以象犀角。象後部各有鳥紋。肩、腹之間以寬頻紋分隔。腹部每面各鑄饕餮紋二，舌尖外吐，舌兩邊有夔紋倒置。每面兩饕餮紋之間有獸形鼻，圈足上部飾夔紋一週，每面各二。全器花紋均以雷紋為底。

此兩罍的形狀，與殷周時期的圓罍略異。按殷周時期的罍一般為廣肩而銳下。此則肩部與腹部幾相等，有類乎圓壺。花紋多摹自殷周時期的簋，或者因同為圓形易於模擬之故。花紋繁縟而頗覺堆嵌。如腹部周圈飾四饕餮紋，實感擁擠。又在一器之上，幾乎將殷周時期銅容器上一般常用的紋樣——蟠龍紋、夔龍紋、雷紋等——都用上了，獸耳尚不在內，大有有空即填而不考慮其效果之感。甚有將紋樣倒置者，如罍之二饕餮下之夔紋即是，此雖可能為模擬不純熟所致，但似乎其用意主要在於「填空白」。

獸耳渦紋罍之一（圖四，6）：通高36釐米、身高29.5釐米。蓋上飾四凸出的圓渦紋。肩、腹之間有素帶紋一道。獸耳無環，兩耳之間飾羊首，肩部周圍凸起圓渦紋四。器腹下部有獸首形鼻。

獸耳渦紋罍之二（圖四，7）：通高37.5釐米、身高30釐米。蓋上飾凸起圓渦紋六。獸耳無環，腹下有獸首形鼻。肩部周圍飾浮凸圓渦紋六。肩、腹之間飾帶紋一道。

這五件列罍，形狀和花紋雖大體上同於殷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同類器皿，但驟視之則頗具有獨特的地方風格，所以可以視為蜀土本地所鑄。其樣式和花紋雖取之於當時的中原銅器，但組合意趣不同，故而顯出地方色彩。例如饕餮紋罍的蟠龍蓋上的立體蟠龍，驟然看來，是最為特異的，但細察之，其頭、角、身軀、鱗甲等，幾無一不同於一般殷周時期的蟠龍。所異者，殷周時期的蟠龍均用淺浮雕鑄於盤、盂類器的底內，(如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圖八二三「蟠龍紋盤」、圖八二五「六鳥盤龍紋盤」等。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上村嶺虢國墓地》，科學出版社，1959年，圖版一八（Ⅰ式銅盤1761：2）、一九（Ⅰ式銅盤1744：1）等盤內底的蟠龍亦全同，又如康公盂底外蟠龍亦如此。)盤、盂為水器，龍為水棲動物，想是有一定的聯絡意義的；此則立體而昂首高踞於器蓋之頂，功用實等於蓋的把手，可視為一種裝飾而兼實用的設計了。

這五件器上的花紋都是殷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銅器上所常見的紋飾，沒有西周中期以後所盛行的竊曲紋、蟠螭紋等。花紋本身又頗顯觸突而帶原始風格（如饕餮紋、象紋、夔紋等），是這類花紋在早期的特徵。所以若僅從花紋看，鑄器當不晚於西周初期；但在蜀土，特別是從當地冶鑄發展歷史來看，可以晚至西周末，或春秋初。

以蟠龍蓋饕餮紋罍為例，蟠龍蓋器形很複雜，但是完全看不出合範的痕跡，是一次鑄成——渾鑄，其渾鑄鑄法尚不能斷定。罍身的外範為四合範，每範上花紋大致相同，合範留下的鑄縫非常清晰。內範（內型）是一整塊，故器內完全無鑄縫痕跡。底範亦是一整塊，耳由兩合範鑄成，有清晰的鑄縫可見，耳內中空處尚儲存範土，大概耳、環等是分鑄後插入器範中的。這種器、耳分鑄的鑄法，一般認為開始於春秋戰國之際，(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洛陽中州路（西工段）》第87頁說：「第二種（按謂「先鑄附件，附件鑄成後，把附件嵌入範中，灌注銅液後使附件與器身熔鑄在一起」）大約出現在春秋戰國之際，應用也比較普遍。」)但事實上或者要稍早一些。例如上村嶺虢國墓中所出的銅壺上帶環耳，都是分開鑄造的，中空處亦保留有範土；而虢國墓群則被認為是西周晚期到東周早期的墓群。(參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上村嶺虢國墓地》第12、49頁。按環耳在晚殷及早周的銅器如簋、壺、罍等有時即已有之，其環、耳應是分鑄的，因不如此，其環則無由套入耳中。容庚、張維持在《殷周青銅器通論》中亦有這推測，見第128頁。)所以從鑄法上看，這一批銅器當不晚於西周末期或東周初期。

現在再從出土地點以及有關蜀人早期的傳說考察這批銅器入土的時代。

按銅器所發現的地方蒙陽鎮，位於現在的彭縣、什邡、廣漢、新繁、新都等縣交界處，這一地帶在唐為蒙陽縣。《太平寰宇記》（卷七三）「蒙陽縣」條下說：「唐儀鳳二年割九隴、雒、新都、新繁、什邡等縣，於九隴縣界蒙江之北置，故曰蒙陽，屬益州。」

此地處於川西平原的西北部，地勢較高，河流縱橫，最宜於早期農業部落居住，是蜀人早期活動的主要區域。《華陽國志》說：

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魚鳧。魚鳧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為立祠。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遊江源，宇悅之，納以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

《華陽國志》這一段記載，是綜合了其前關於蜀人的傳說而寫的，取捨雖不一定恰當，但說明了蜀人最早的活動是在川西平原西北部靠山麓地帶，逐漸向平原發展。光緒四年重修《彭縣誌》卷十《沿革志》認為，彭縣在東周時期為「蜀王柏灌、魚鳧、杜宇所居」。其說頗多附會，但言蜀族的早期活動區域在故蒙陽縣一帶，則是可信的。按銅器發現的地方蒙陽鎮竹瓦街五顯廟附近，東距廣漢縣中興鄉古遺址於20世紀20年代發現玉器的燕家院子，直線距離不過10千米左右；南距新繁水觀音古遺址亦不過六七千米。水觀音遺址，我們推測它的時代當在殷代中期以前。其中出土少量黑陶和鬹形器，所以它可能受到陝西龍山文化的影響。至於遺址中的墓葬，從所出的銅兵器看，大概相當於殷代末期或西周初期。廣漢中興鄉遺址未經發掘，歷次調查中所採集的陶片與水觀音遺址的陶器有很多共同之處，但時代當較水觀音遺址為晚，因其中出土的有雷紋陶片以及玉、石的璋、圭、璧等，時代大概屬於西周。而它又與成都北郊羊子山土臺基下地層中的遺址有共同關係，因兩處出土的陶片、石璧等完全為同式，不過羊子山所出者應屬於廣漢遺址的後期。蒙陽鎮的銅器群與中興鄉的玉器群應該是同時代的東西，也可能同是窖藏。(按燕家院子出土的玉器，為20世紀20年代末燕家於其舍旁掏堰溝時偶爾發現。據傳說，當時共出土約三四百件，初並不知珍惜，時時以之贈人，後為古玩商所套購，方始祕不示人。至1949年後尚儲存五六件（為圭、璋和璧等），舉以贈四川省博物館。此外唯四川大學歷史博物館在1949年前有十數件，其餘均散失。)

關於蜀人早期歷史的傳說，西漢時雖儲存不少，但留存至今者，僅揚雄《蜀王本紀》中的片斷。《太平御覽》卷八八八《妖異部四·變化下》引《蜀王本紀》說：

蜀王之先名蠶叢，後代名曰柏濩，後者名魚鳧。此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化去。王獵至湔山，便仙去，今廟祀之於湔。時蜀民稀少。後有一男子，名曰杜字，從天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地井中出，為杜宇妻。宇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復出。(按《蜀王本紀》的此一段記載，《文選·蜀都賦》注、《魏都賦》注、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初學記》、《藝文類聚》等均曾引之，《太平御覽》亦有兩處引之（卷一六八、八八八），各有詳略不同，往往差異甚大，唯《太平御覽》卷八八八所引較全，今以之為主。)

這一段傳說比較現實的解釋是：在杜宇以前，蜀人的生產狀況尚停留在畜牧和極粗放的農業階段，大概需要時時遷徙，故傳為「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隨王去」的想象境界。至杜宇時在農業生產上有了較大的發展。《華陽國志》說：「後有王曰杜宇，教民農務，一號杜主。」又說：「巴亦化其教而力務農，迄今巴蜀民農時先祀杜主。」是杜宇之於蜀人，亦猶后稷之於周人。因農業上的發展，以前所遷去的「化民」，現在又遷徙回來，「往往復出」了。再者，因為農業發展的需要，必下遷至比較卑溼的地帶，如郫縣、成都地區（亦為膏腴的農業理想地帶）。但卑溼則易有水患，故《蜀王本紀》又說：

望帝積百餘歲，荊有一人，名鱉靈，其屍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屍隨江上至郫，遂活，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鱉靈為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鱉靈決玉山，民得陸處。鱉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帝自以德薄不如鱉靈，乃委國授之而去，如堯之禪舜。鱉靈即位，號曰開明帝，帝生盧保，亦號開明。(《後漢書·張衡傳》注、《文選·思玄賦》注等曾引之，唯《太平御覽》卷八八八所引較全，今從《御覽》。)

若從鱉靈「屍隨江上至郫，遂活」的傳說來看，鱉靈大概是川西南部習知水性的部落，(荊人鱉靈的「荊」，歷來皆解釋為古九州之一的「荊州」，即今湖北湖南地。按此傳說的地帶相去甚遠，似與實際不合。「荊」可能是指南方溼熱荊棘叢生之地。如《史記·吳太伯世家》：「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太伯、仲雍所奔者乃吳地，為古揚州之域，不得稱「荊」；《史記》所稱之「荊蠻」也可能是泛指南方而言。)也可能是與杜宇族極為近似的部落。《水經注》江水注下說：「縣治（南安）青衣江會，衿帶二水矣。即蜀王開明故治也。」酈氏之言，當有所本。據此說，開明故治則當在今樂山、夾江一帶，這與傳說也可視為相合。鱉靈既習水性，(鱉為水族，可能與其族徽有關。)故知道當時治水主要在於疏導。《水經注》謂「江水又東別為沱，開明之所鑿也」，抑或有所據。此即謂將一部分江水導之東北流，使其下入於成都平原，以減輕水患，而人民得以陸處。開明疏導了成都平原的水患，大部分地區為其部落所佔據，而杜宇的部落不得不「委國授之而去」，退入他們原來所處的較高的山嶽地帶，所以又幻出杜宇升西山而隱並化為杜鵑的神話。(前面所舉出的鳥紋戟、鳥紋矛上的鳥紋，也可能是杜鵑的圖案化。按杜鵑全身（連尾）細長，體上面灰黑色，腦腹部有黑色橫條紋，尾羽頗長，有白色橫斑，上嘴末端稍曲，爪亦尖利（杜鵑屬攀禽類）。銅器上的鳥紋雖經過高度的圖案化和美化，但主要特徵還是與杜鵑相似的。蜀器的花紋中突出杜鵑，也或者與巴人之於虎紋一樣，含有神話及族徽的性質。)所謂「禪讓」不過是後來根據漢族傳說而做的美化，此中不會沒有嚴重的鬥爭。此批銅器（也可能包括中興鄉的玉器）的入土，可能是在此時。

望、叢「禪讓」的時代，據開明氏的世系來推斷，當在西周末期或東周初期。［按開明氏（鱉靈族）據蜀共傳十二世而亡，其亡年在公元前329年（秦舉巴蜀之年）(秦舉巴蜀之年，據《史記·秦本紀》及六國年表，在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不過近人根據《張儀列傳》及其他材料，證明本紀及六國年表之文顯然有誤，「後元」當為「初元」，故秦滅巴蜀之年當提早13年，即在公元前329年。今從之。)。］由此上推十二世（以25年為一世），約當公元前7世紀中葉，這與我們所斷定的這一批銅器中最晚的時代也是相合的。

或者有人以為這一批銅器的入土，當在秦滅巴蜀之時。《華陽國志》卷三《蜀志》說：「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於葭萌拒之，敗績。王遁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鄉，死於白鹿山，開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此處言蜀王「遁走至武陽」，武陽在今彭山縣境，接近於鱉靈部落舊統治的地方（樂山、夾江等地）。「逢鄉」一般以為在今彭縣白鹿山麓，距蒙陽鎮亦不遠。(《彭縣誌·古蹟類》說：「逢鄉，今崇德寺，地舊多巖蜜。」是以其地舊多野蜂蜜，因以得名。崇德寺在今白鹿山東麓。)「白鹿山」即彭縣西山的諸山之一，《元和郡縣誌》說「白鹿山在縣（九隴）西北六十一里」，《太平寰宇記》亦說「在縣北五十里」，是蜀太子及其相傅等為秦兵所敗時向彭縣西山一帶退卻之處。或者，此一寶藏即為此時所埋乎？不過這一批銅器中無一件可以認為是春秋後期及戰國之器，故此種可能性似乎是很小的。雖然不能摒除在秦滅蜀時入土的可能，但總以「望、叢禪讓」之際的可能性為最大。

最後，我們雖然可以認為這一批銅器是早期的蜀器，驟視之亦頗具一些地方風格，但細察之，實與西周的銅器是分不開的。尊、觶因是外來器，可置不論。前面認為是本地所鑄造的五件罍，其形式、花紋等幾無一非殷周銅器中所常見者，其規撫的痕跡是極其顯然的。以兵器而論，I式戈完全是殷周時期的主要兵器——勾兵的型別。所以，如果認為它們是西周青銅器在邊緣地區的發展，如安徽屯溪所出土西周銅器一樣，亦無不可。由此也可以證明古代蜀人與周人的關係是很密切的。據《尚書·牧誓》，武王伐商，有蜀人武裝參加，於此也可以得到一些驗證。

附記：此文是馮漢驥先生1962年所撰，現由四川省博物館將遺稿整理髮表。整理中得到四川大學童恩正同志的幫助。王有鵬整理，劉瑛繪圖，陳振戈攝影。

（原載《文物》1980年12期）


關於「楚公」戈的真偽並略論四川「巴蜀」時期的兵器

《文物》1959年第12期上登載了湖南省博物館從廢銅中揀選出的銅戈一件，此戈形制頗異，其內上有「楚公秉戈」銘文。高至喜同志根據郭沫若院長對「楚公鍾」的釋文，斷定「此戈大約也是西周末年的」，並言「這無疑是一件研究楚國早期兵器和文字的一件重要資料」。(高至喜：《文物》1959年第12期，第60頁。)

於省吾和姚孝遂兩先生則根據此戈的形制、銘文等，舉出六項理由證明此戈及其上的銘文均是偽作，並說：「我們完全有理由可以肯定，‘楚公戈’的銘文是偽造的。從戈本身的形制、銀飾來看，器物本身也當是偽制的。」(於省吾、姚孝遂：《文物》1960年第3期，第85頁。)其論證甚為精核。不過此戈既非「楚戈」，更非殷戈，亦非中原地區西周時期的戈。細察此戈的形制，乃系四川所謂「巴蜀」時期的戈。此戈本身當系真品，其內上的銘文或系後來的偽制。

按此類的戈近來在川西一帶發現頗多，其形制主要為：援作等邊三角形，援的後部有一較大的圓穿，援與內相接處作弧形，內上的穿有作梭形者，但亦有作斜方形者，均距援甚近。於省吾、姚孝遂兩先生認為「凡此種種，都與一般勾兵的形制不符」，故斷定所謂「楚公戈」的本身亦系偽造。此乃系以中原地區戈的形制以律其他地區的戈，而實際上抑或不盡然。有一種「蜀戈」的形制則正是如此。如最近在彭縣蒙陽鎮所發現的幾件戈，其中即有如此者。其他如近幾年來在川西發現的戈當中，亦有作此種形制者。如認為「內」上穿距「援」過近，致使受柲的部位過於狹窄，而其處又作弧形，不便裝柲。殊不知此種戈內上的穿系梭形或斜長方形，並且細長，縱使柲將穿掩去一半，甚或三分之二，系柲之繩索亦能從穿中繞過，而繫著更緊，因其留有「讓性」故也。再者援的後端甚寬，援後端的兩穿往往在「內」的界線之外，故縱使系柲之繩（或革）不通過內上之穿，亦可將戈牢繫於柲上。總之，雖然我們不能確切知道當時此種戈的柲是如何裝置法，但當時的此種製作，必有其一定的用意。

又如援上的圓斑，亦為於、姚兩先生認為「是偽造的顯證」。不過此類蜀戈上往往有此種裝飾，不僅限於此戈。例如重慶市博物館所藏的一戈即是如此。最近發現的此類的戈，其上亦有圓斑的，但多因在土中腐蝕過甚而不甚明顯。至於此類圓斑當時系如何製成，是否是銀質，因尚未經化驗，不得而知。不過此類圓斑為當時戈上所原有的一種處理，並非經入土後而後顯，則是很顯然的。

總之，我認為「楚公戈」的本身是真品，而且是「蜀戈」的一種。其時代約為自西周後期至戰國前期，即至秦滅巴蜀時為止。因為自秦舉巴蜀以後，此類的戈即不多見於川西的墓葬中。至於上面的銘文，則可能如於、姚兩先生所說，系後來所偽刻。或者賈人將此戈攜至外省，見其形制特異，故偽刻銘文以求善價，亦未可知。

在1949年以前，四川出土的銅勾兵往往流入外省，而收藏家以其形制既異，又莫知其所從來，往往定為殷器或周器，或名以戣或戵，其實皆為四川巴蜀時期戈類的兵器。再者，已往凡是四川出土的古代器物而帶地方色彩者，均以「巴蜀式」稱之。但巴、蜀在古代為二國，從古代的記載來看，它們在文化上亦應有相當的區別，但在出土的器物中，何者為「蜀式」及何者為「巴式」，則不能得其詳。1949年以來因考古工作的巨大發展，巴蜀時期的器物出土日多，且多經過科學的發掘，對於巴蜀時期的器物，亦能略加區別。茲將其中主要的兵器略加論列如後，以供研究者的參考。

按自西周初至秦舉巴蜀以前，當時蜀國的主要兵器當為戈與矛，鉞少見，而劍則至後期方有之，形制上亦與「巴式」劍異，紋飾亦不同。蜀戈的形制，大致上可分為五式：

Ⅰ式：長援無胡，兩穿，內上有一小圓穿。此式戈為比較早期的戈，其形制與中原殷周時期的戈略同。

Ⅱ式：援稍變寬短，無胡，兩穿，援的後部有一小穿，內上的穿呈梭形或圓形。此種戈較Ⅰ式為略晚，較Ⅲ式為略早，實為一種過渡形式，Ⅰ、Ⅱ兩式的戈，其上一般均無紋飾。

Ⅲ式（圖五）：援作銳三角形，無胡，兩穿，援後有一大穿，內上的穿多作斜方形，援與內間的格微作弧形。此類戈上的紋飾除有圓斑紋外，亦有鑄繁縟的花紋的。所謂「楚公戈」即屬於此式。此式戈的時代，一般屬於西周後期至戰國前期。



圖五 Ⅲ式戈，成都羊子山M172出土

Ⅳ式（圖六，1）：援狹長而直，中有顯著的脊，直通於後部的大穿，穿隆起頗厚，無胡，兩穿，內上的穿多狹長。1957年成都南郊古墓葬中出土的一戈，即屬於此式。此式戈的時代約與Ⅲ式同。



圖六 銅戈

1．Ⅳ式戈（1957年成都郊墓葬中出土）

2．Ⅴ式戈（四川博物館成都徵集）

3．Ⅴ式戈（1956年新都縣三合場出土，收購）

4．Ⅴ式戈（1957年成都南郊墓葬中出土）

Ⅴ式（圖六，2、3）：援部狹長而直，中有脊，至後部下垂為長鬍，胡末端向後凸出一牙，以便嵌入柲中。援後部伸出兩翼，三穿，內上有小圓穿。此類式的援及翼上多鑄有紋飾，為蜀戈中之最精巧及最特異者。其時代亦與Ⅲ式略同。此類戈中亦有變式，如1957年成都南郊所出的一戈（圖六，4），長鬍三穿與此同，唯無翼及援後不向上凸出，想係一種過渡形式。

此五種形式的戈，均出於川西地區，其他處未見有發現，僅Ⅲ式戈在陝西寶雞有少數出土。所以我們認為這些戈都是蜀戈，大概是當時蜀人的主要兵器，故其樣式特別多。

巴人早期的兵器，至今尚無所知，現在確切知道為巴人的兵器，均屬於戰國時期。戰國時期巴人的戈，均為長鬍三穿，與此時期中原的戈無異。但戈非巴人的主要的兵器，故出土亦少。此時期中巴人的主要兵器為劍與鉞。「巴式」劍的形制亦頗異，大致作柳葉形，長30釐米左右，中有脊，臘上鑄所謂「虎皮」斑紋，劍身寬廣，斜肩，扁莖無首，莖上有兩穿，接木柄甚長，有的幾及劍身之半，肩以上鑄或刻所謂手心紋及虎形紋。此類的劍頗多流出外省，鑑賞家多目為「異形」劍，或視為「夏」代劍，其實皆為「巴式」劍，時代亦甚晚。(例如［清］陳經：《求古精舍金石圖》收有夏青銅匕首一件；周緯：《中國兵器史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第114頁，第二十五圖，亦收為「夏代銅劍」。按此器純為巴式劍，僅花紋摹寫失真。又周緯：《中國兵器史稿》，圖版三一「周代丁種銅劍」（扁平細莖無臘無首之銅劍），其中之3純為巴式劍，之4則可能為蜀式劍。又圖版四四，之5亦為巴式劍，共上且有手心紋、虎形紋，但周氏認為系「戰國時所鑄糙面天然花紋之吳越名劍」。)四川戰國晚期及秦漢之際的船棺墓和狹長形土坑墓中均出之。

「蜀式」劍與「巴式」劍大體上相似，但甚短狹而厚重，扁莖與劍身幾不可分，亦無首。莖上亦有兩穿，亦系作為裝木柄者。蜀式劍上一般均無紋飾。

巴人的主要兵器除了劍之外，尚有鉞，較劍尤為普遍。鉞身平面為圓形或橢圓形，三面作刃，一面上出為銎，銎甚長而深，作橢圓形。銎身的中部兩側伸出作肩，但銎亦有作桶形者，在發掘中工作人員亦稱之為「煙荷包」，因其形有似以往四川農民所用之「皮菸袋」形。鉞上無紋飾，僅有極少數在其上刻有一兩種類似文字的花紋。此類銅鉞出土極多，在1949年後的發掘中，凡是巴人的墓葬中必有之。因其出土量多，又製作粗樸，故不為收藏家所重，亦少有流出外省而見諸著錄者。

此乃「巴」「蜀」兵器的大概情況。至於矛，巴與蜀均有之，形制上亦相似，僅其上的花紋略異。此大概因矛在形制上變異有限制，故其演變不顯著，但大體上與中原的矛相似。蜀人似不甚用鉞，故發現甚少。最近在彭縣蒙陽鎮出土銅器群中發現有兩件銅鉞，形制甚大，長約35釐米，寬約20釐米，中空，銅質頗薄。其他尚未有類似此種銅鉞的發現。

以上系僅就巴蜀時期的主要兵器而言。但到了戰國後期，以上所述的「蜀式」兵器，在川西一帶（古蜀國的疆域）絕少出土，而「巴式」的兵器——劍與鉞則出土甚多，揆其原因，大概秦滅巴蜀時，蜀人因文化較高，抵抗甚劇，其統治階級大概在秦人的壓迫下，多遷往雲南。如《史記·三代世表》後有褚先生曰：「蜀王，黃帝后世也，至今在漢西南五千裡，常來朝降，輸獻於漢。」司馬貞謂褚先生為腐儒，謂其「引蜀王、霍光，竟欲證何事？而言之不經，蕪穢正史」。言蜀王固然與「三代世表」的關係不大，不過大概當褚少孫之時（元、成之間），蜀王的後裔尚存在，常來朝貢於漢，褚先生或常親見之，故特為之記。其言「至今在漢西南五千裡」，以其方位及遠近推之，約當今雲南大姚、姚安一帶。張守節《史記正義》以為「（蠶叢）國破，子孫居姚、雋等處」，似為近之。又越南的古史傳說中亦有蜀王子王安南之事（安陽王）。由是可知秦滅巴蜀後，蜀人的統治階級的南遷者想必多。故自是之後，「蜀式」的兵器，即少在川西一帶出土。

秦之伐蜀，表面上是助巴的，但秦人貪巴之利，滅蜀以後，即設計「虜其主以歸」，而巴人並未加以強烈的抵抗。秦滅巴以後，對巴人始終採取籠絡政策，巴人因之亦大概樂為秦用。以事實推之，秦人可能利用一部分巴人武裝來鎮壓蜀人，這也許就是自戰國末年至西漢初年在川西一帶發現有許多墓葬中出純「巴式」兵器、銅容器及陶器的原因，它們應均是巴人的墓葬。不過自西漢初年以後，所謂「巴式」的兵器也完全絕跡了，而為純漢式的兵器所代替。或者秦滅巴蜀之後，遷來中原的大批移民，當時的巴族、蜀族與漢族的交往接觸，在一百餘年之中，互相融合，因之，地方性的色彩也完全消失了。

（原載《文物》1961年11期）





        

岷江上游的石棺葬

石棺葬是四川省西北部阿壩藏族自治州茂縣、汶川縣、理縣三縣境內分佈甚為密集的一種古墓葬。研究這種墓葬的族屬、時代，並復原當時社會經濟面貌，對於解決羌族古代史的若干問題以及古代西北地區與西南地區之間的民族遷徙和文化交流，有著一定的現實意義。

從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此類古墓葬的分佈範圍，西不出理縣蒲溪溝（今薛城以西10餘千米），南不過汶川縣的綿虒（舊汶川縣治），北達茂縣附近，而主要地侷限在岷江、雜谷腦河（又稱沱江和理縣河）及其少數支流的兩岸（圖七）。(舊說以為此類墓葬分佈在灌縣以北，松潘以南及茂、汶境內，見李紹明：《關於羌族古代史的幾個問題》，《歷史研究》1963年第5期。此不過大約言之。本文系從我們調查的實際情況而言，但不排除將來的發現可能大大地擴大其分佈範圍。)墓葬均埋在河谷兩岸的黃黏土地上，高度從河谷以上200米到1000米不等。此類黃黏土，屬於上更新世冰水成因黃土狀亞黏土，質疏鬆而宜於農耕，故至今仍然為藏、羌兩族人民村砦集中之地。墓葬原來是分佈在山坡的自然傾斜面上的，後來，山坡被開發成一級一級的梯田，石棺便往往因人為的或自然的崩坍而顯露，故在此地區內，梯田旁陡壁上暴露而已被破壞的石棺累累皆是。



圖七 岷江上游石棺葬分圖

1938年8—10月間，馮漢驥在羌族地區做民族調查時，曾對石棺墓的分佈做過一些初步調查，並在汶川縣雁門鄉蘿葡砦(羌族自稱「瓦子」（Wa-zi），「蘿葡砦」乃漢族的稱謂，不過現在羌族亦自稱之，為羌族中較富裕而較大的一個村砦。)清理了一座殘墓，編號SLM1(此墓位於蘿葡砦至小砦子之間的一條小徑旁梯田邊的陡壁上，清理時已崩去約三分之一，兩根股骨的下半截凸出於外，崩坍下的石塊已被取走。詳見圖一一。)。1951年曾在成都《工商導報》的《學林》副刊上發表過一個簡報(馮漢驥：《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成都《工商導報》1951年5月20日。此簡報頗有徵引者，但限於當時條件，其中時有錯誤，推論上亦有不妥之處，今悉以本文為準。)，但因對此類石棺墓的內涵瞭解不夠，故其詳細材料一直未曾發表。1964年3月，為了進一步研究這一問題，由四川大學歷史系派遣，童恩正赴茂、理、汶地區進行了一次調查，並對一些崩坍嚴重的石棺墓做了部分發掘。計理縣薛城區子達砦二十三座，龍袍砦一座，汶川縣大布瓦砦兩座，蘿葡砦兩座(我們僅選擇那些崩坍情況嚴重或已經暴露者進行清理，故各地數目不等，有的僅一兩座，往往不能代表各地區的實際情況。這次所清理的28座墓，竟無一座出銅器的，即是其例。所以，本文的材料是不夠全面的，這是受工作條件限制所致，希望讀者注意。)（連同1938年發掘的一座共三座）。

子達砦和龍袍砦均在理縣薛城區孟董溝內（孟董溝為雜谷腦河的支流，自北向南注入雜谷腦河，全長約30千米）。關於這一地區的石棺葬，1949年後亦曾有過簡略的報道。(李紹明：《四川理縣發現很多石棺葬》，《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7期。)子達砦位於孟董溝西岸，距薛城約13千米，高出河谷100餘米，墓葬區在砦南約500米處，為偏東南的斜坡，坡下即孟董溝。現在山坡已被開闢為三級梯田，故墓葬暴露甚多。每級梯田的闊度約為50—60米，高度相差約5—7米。墓區的範圍很大，在其邊緣第一級梯田內清理了八座，即SZM1—7，內M1分A、B二墓；第二級梯田邊緣清理了十二座，即SZM101—112（圖八）；此外在高出第一級梯田約40米處的山坡上清理了三座墓葬，即SZM201—203。這三處墓葬中的隨葬器物均無差別。



圖八 子達巖第二級梯田內墓葬分佈圖

（實線系已清理的墓葬；虛線表示未清理的墓葬）

龍袍砦位於子達砦以南約7千米處孟董溝東岸，高出河谷約1千米左右。此地又可分為上砦與下砦兩部，相距約200米，墓地即在上、下砦之間的梯田中。從斷壁上觀察到的墓葬區的範圍當在10000平方米左右。

汶川大布瓦砦在今汶川縣城（舊威州鎮）以北，隔江相望，高出河谷約800米，墓地在大布瓦砦以西約1千米，當地人稱「玉皈依」，據勘查估計，墓葬區面積大約在5000平方米左右。

蘿葡砦位於今汶川縣城以北約10千米之雁門鄉，岷江東岸，高出河谷約800米。此地石棺數量最多，由蘿葡砦到南面約1千米的小砦子，沿途均有顯露者，估計其墓葬區當不小於1平方千米。

其他如薛城以西之蒲溪砦(D．C．Graham，「An Archaeological Find in the Chiang Region」，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Vol．XV，1944，曾有報道。近年其地亦時出土此類墓中的銅器。)，綿虒對岸的河坪，孟董溝上游的塔思壩、日缽則、老雅砦、沙家砦等地，均有大量的石棺墓，其墓區範圍，尚待進一步勘察。

墓葬形制

石棺墓的構造簡單，可分兩類。第一類是先在黃黏土中挖一長方形豎穴，深約2—3米，其長、寬均較所欲建的石棺多出20—50釐米。在坑的底部中央，按照所要建造的石棺的大小形狀，留出一高出底面約20釐米的土臺，再用本地盛產的板岩（slate）或片麻岩（gneiss）打製成長方形石板，高度在80釐米，厚度在2—5釐米左右，圍繞坑底的土臺鑲嵌成頭端大、足端小的石棺。在棺外填土以前，為防止石棺向外傾倒，往往用一些長寬約20釐米的石塊在外面頂住。一般石棺側面用兩塊或三塊石板，視石板長短和石棺大小而定；兩端各一塊，棺上蓋以石板，其數目亦視石棺大小而定，通常是四塊到六塊不等。(鄭德坤在其《理番石棺葬文化》一文中，將石棺復原成由六塊整石板構成的長方石箱，見《哈佛大學亞洲研究學報》（「The Slate Tomb Culture of Li-Fa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June，1946，P．64，fig．1），我們在調查中所見到的石棺墓數以百計，但絕未發現此種型別者。)由於頂板是一塊壓住一塊往上蓋的（方法與現在建房蓋瓦相似），為使頂板與側板上端緊密接合，還在側板上打出一級一級的凹口，做成階梯狀，使其與頂板相銜接。再者，由於石棺的四邊石板是豎立在底部土臺的周圍，故石棺的實際深度小於石板的高度。（圖九）棺下無底板，屍體和隨葬品均直接置於生黃黏土上。葬畢後即將原掘出的土填入，不加夯築。由於原土土質疏鬆，故在發掘中往往難於看出明顯的墓壙。又因石棺構造緊密，除頂板損壞者外，棺中由外滲入之積土甚少。



圖九 SZM3石棺結構

石棺一般長度在2.1—2.2米左右，頭端寬90釐米、足端寬60釐米、高70釐米左右。孩童墓較小，一般視其年齡及身軀大小而定。

石棺墓中亦有帶副棺者，如SZM1A和SZM1B。從蓋板表面看為一棺，但揭開後則為兩座石棺，SZM1A為主棺，緊靠其左壁又附帶建造了SZMIB，兩棺中間共一石壁，每一棺中埋屍骨一具。此外，我們在龍袍砦調查時，據社員反映，這裡的石棺也有在棺頭部另隔開一室以放置陶器的，但在這次調查中尚未見到此種情形。(唐山石棺墓中亦有作隔室者，但在棺尾，與此略異。參見安志敏：《唐山石棺墓及其相關的遺物》，《考古學報》第7冊。)

墓葬分佈密集而雜亂，且偶有互相疊壓打破的情況。如SZM109之足端壓住SZM110之頂端約5釐米，而SZM110又壓住SZM111之頂端約46釐米，（圖一〇）故我們推測當時地表恐無封樹或其他標誌。



圖一〇 SZM109—111疊壓情形

第二類石棺的構造是四邊用不同石料、大小厚薄也不等的石塊砌成。石棺長方形，頂蓋和兩端用較大的石板。SDM2、SLM1兩墓屬於此類。棺的深度與棺壁的高度相等。SLM1棺底先鋪兩層細礫石，礫石上再鋪一層白沙。SDM2底部仍為生黃土，但不留出土臺。SLM1為全部石棺中之最長者，其下部已崩坍，殘長2.74米，寬僅容身，只0.54米左右，深約1米，估計其原來長度當在3.5米左右。（圖一一）其次是SDM2，長2.5米，寬0.95米，深0.7米。



圖一一 SLM1平面圖

1．銅連珠鈕 2．銅戈 3．銅鉞 4．金銀項飾 5．琉璃珠、珉玉珠 6．銅盔旄座 7．銅帶鉤 8．銅半兩錢 9．鐵矛 10．銀臂韝 11．銅劍 12．銅柄鐵劍 13．鐵刀 14．鐵斧 15．鐵刀 16．銅釦 17．銅泡飾（此外尚有野豬牙三件、骨飾一件未繪）

砌棺壁的石塊之間並無泥漿黏合，但拼湊緊密，輪廓平直。現在藏羌兩族人民砌石牆仍然沿用此法，由此可以窺知砌石技術在本地確有著悠久的歷史。(本地居民用石塊起砌房屋、碉樓的高超技術，史籍早有記載，見《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冉駹夷」條。今羌族人民建造高達十餘丈的石碉樓，即《後漢書》所言的「邛籠」。)

據現在所知，此類石棺墓，僅限於汶川境內，且與第一類石棺墓並存。理縣境內之石棺，則均屬於第一類。此種情況，也可能是由於原料的限制所致，因汶川縣境內不出板岩。

石棺墓的葬式，可分仰身直肢、二次葬和火葬三種，而以第一種為主。

仰身直肢葬可分二式：



圖一二 墓葬平面圖

1．SLM3：①③高頸罐 ②單耳杯 ④簋形器 ⑤糧食遺痕 2．SNM1 3．SZM108：①Ⅰ式雙耳罐 ②泥杯形器 4．SZM106：①Ⅰ式雙耳罐 ②陶紡輪③泥杯形器

Ⅰ式 雙手平直伸於體側。屬於此式者有汶川蘿葡砦發掘的SLM1（圖一一）、SLM2、SLM3（圖一二，1）三墓，理縣龍袍砦發掘的SNM1墓（圖一二，2）基本上亦屬此式。

Ⅱ式 骨架仰臥，雙手自肘以下向上彎曲，交叉於胸前，故尺骨、橈骨總是壓在肋骨上。理縣子達砦之仰身直肢葬全屬此式，即SZM2—3、SZM101、SZM104—105、SZM108（圖一二，3）、SZM110—112等九墓（見《墓葬登記表》）。

墓葬登記表



續表



續表



二次葬：石棺內骨殖零亂，且多置於石棺之一端。有的上下身重疊，股骨與腓骨、脛骨壓在胸前，股骨上端幾與肱骨齊平。屍骨全部堆在棺內僅長70釐米的地段上，不到石棺長度的一半，如SZM106（圖一二，4）。有的骨架已全部錯亂，關節接合處全已分離，似將骨殖雜亂置於棺中者，如SZM1A和SZM1B。此種情況，似亦屬二次葬。屬於二次葬的還有SZM7、SZM102—103、SZM109等。

火葬：理縣子達砦之SZM202—203兩墓，棺內僅有零碎燒黑之殘骨一堆，系經火燒後再行埋葬者。

此外，SDM1—2、SZM4—6，SZM107、SZM201七墓或因擾亂或因骨架腐朽過甚，故葬式不明。

石棺墓之方向，多視自然山勢而定，即頭朝山頂，腳向河谷，在同一葬區以內，頗為一致，差異大多在15度以內。如子達砦的23座墓，頭向大多數是北偏西60度和73度；其他六座，頭向大多在北偏東15—30度之間。

石棺多依山勢略向下傾斜，其傾斜度從5度到25度不等。

29座石棺墓中，除SDM1—2、SZM112、SNM1四墓外，餘均有隨葬品。隨葬品的放置和組合，在理縣及汶川兩地略有不同。理縣子達砦的石棺隨葬品簡單，多半是一件雙耳罐（或單耳罐）置於石棺頭端的左角或右角，紡輪或泥杯形器多置於雙耳罐側，然亦有置於腳端者。在SZM2—3、SZM102—103、SZM105—108、SZM111九墓中，屍體從頭到腳均裹以麻布，有紅色、黑色兩種。汶川蘿葡砦之SZM2—3各有四件陶器，均置於頭頂。SLM2有雙耳罐、盂形器、碗、高頸罐各一件；SLM3有高頸罐二件，單耳杯、簋形器各一件。SZM3的一件高頸罐（SZM3∶1）中，似盛有某種肉湯，罐內壁中部尚留有一圈脂肪結成的幹垢，罐底有一些碎骨。單耳杯內亦有碎骨，可能同樣盛了某種食物。在SLM3墓棺底上端還灑了一層糧食，屍骨的頭部及肩部即躺在這層糧食上面。（圖一二，1）在發掘的墓中出金屬器及裝飾品者僅SLM1一墓，這些器物大都依其用途和生前佩戴的位置而放置。（圖一一）

由於氣候乾燥，石棺內人骨均極為枯脆，稍加觸動即成粉末，有的僅餘粉末痕跡，故難以收集。唯一比較完整的是SZM109的幼兒顱骨，年齡為7歲左右。SLM1的骨殖儲存較好，但顱骨已碎，牙齒十餘枚，磨損程度甚深，推測系一老年男性（50歲以上）。

隨葬器物

一、陶器

按陶質可分細泥灰陶、細泥黑陶、細泥紅陶、夾砂紅陶四種。細泥陶土質細膩，經過淘洗；夾砂陶則用一種白色石英粒作為羼和料。陶器大部分輪制，器底和器耳系另外製作後再接上的，接縫抹平；少數純系殉葬用的小罐則用手製。陶器以素面最多，紋飾有寬頻形旋紋、斜十字紋、懸垂三角紋、半月形壓印紋等數種。細泥灰陶和細泥黑陶火候甚高，表面打磨光滑；細泥紅陶火候很低，出土時多破碎或表層剝落。

器形單純，僅有雙耳罐、單耳罐、高頸罐、簋形器、單耳杯、碗、盂形器、紡輪、泥杯形器等。

1．雙耳罐 雙耳罐是石棺墓中最普遍和富有特徵的陶器，共15件，可分三式。

Ⅰ式：十件。口緣呈橢圓形，脣外侈，鼓腹，平底，雙耳從口沿弧轉下接器腹。高10—15釐米。有細泥灰陶和細泥紅陶兩種，素面居多。標本SZM107∶1（圖一三，1）較小，高10.5釐米，口徑6.7釐米，腹徑9.8釐米，耳寬2.5釐米。SZM3∶1（圖一三，2）腹部有一圈半月形壓印紋。SZM102∶1通體磨光，但在腹部留有一圈寬約1.2釐米的粗糙陶面，再在其上仔細地磨出一排斜十字紋，而保留原來的粗糙陶面作為襯底，構成一新穎的紋飾（圖一三，3）。



圖一三 陶雙耳罐

1．Ⅰ式（SZM107∶1） 2．Ⅰ式（SZM3∶1） 3．Ⅰ式（SZM102∶1） 4．Ⅱ式（SLM2∶1） 5．Ⅲ式（SZM101∶1） 6．Ⅲ式（SZM201∶1）

Ⅱ式：一件（SLM2∶1）（圖一三，4）。體高，矮圈足，耳與Ⅰ式同。腹部有由糙面磨成的三角紋一圈，寬約2.4釐米。據現在所知，Ⅱ式罐僅出於蘿葡砦，其形制酷似高頸罐而加上雙耳者。高頸罐也僅出於蘿葡砦，而往往與Ⅱ式雙耳罐同出。Ⅰ式或Ⅱ式系先後承襲的關係，抑系地域上的區別，現在尚不明瞭。

Ⅲ式：四件。侈口，口緣近耳處往外凸出，與耳部垂直之兩端銳收，俯視呈一尖核桃形。細頸，鼓腹，除SZM101∶1為平底外，餘三件底部均向內微凹。雙耳甚寬，由口沿弧轉下接器腹，再由接合處順勢向內劃出相對的兩圈寬頻形旋紋裝飾，造型勻稱美觀。每邊器耳上有一至三個圓形凹窩作為裝飾，或在耳上作兩條垂直寬頻紋。頸部有作一圈網狀劃紋的，如SZM101∶1（圖一三，5）；還有在頸部作一圈極細的垂直劃紋的，如SZM201∶l（圖一三，6）。此式陶罐均為細泥黑陶，表面打磨光亮，輪制，火候甚高。此式雙耳罐大小差別較大，標本SZM101∶1較小，高15.4釐米。在大布瓦砦收集的一件，高達33釐米。其中可能還有銅製的，如A．J．庫普的《中國早期銅器》一書圖版四六所收的一件(參見Albert J．Koop，Early Chinese Bronzes，London，1924，P1.46，高27.9釐米。)，形制與此完全相同，想為此地所出。

按此式雙耳罐，從未見於其他地區，與上二式的器形做比較，Ⅲ式可能是從I式發展而來的一種特殊形式。

2．單耳罐 兩件。脣外侈，短頸，鼓腹，平底。單耳較寬，由口沿下接器腹，均為細泥紅陶，素面。SZM105∶1（圖一四，1）輪制，口徑10釐米，腹徑12.7釐米，高10.5釐米，耳寬4釐米。SZM1A∶1（圖一四，2）手製，口徑7.4釐米，腹徑9釐米，高9.5釐米，耳寬3.5釐米。

除上述的雙耳罐和單耳罐以外，據過去的報道(參見李紹明：《四川理縣發現許多石棺葬》，《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7期。)，尚有三耳罐和四耳罐，不過我們在調查收集和清理中均未見到。

3．高頸罐 三件。輪制，素面，形近似而稍有不同。SLM3∶1（圖一四，3）細泥灰陶，侈口，卷脣，鼓腹，平底。口徑12釐米，腹徑19釐米，高22.5釐米。SLM3∶3（圖一四，4）細泥紅陶，較修長，直脣，口徑10.5釐米，腹徑14.5釐米，高19釐米。SLM2∶4細泥灰陶，底部微內凹，口徑8.5釐米，腹徑12釐米，高16釐米。



圖一四 陶器

1．單耳罐（SZM105∶1） 2．單耳罐（SZM1A∶1） 3．高頸罐（SLM3∶1） 4．高頸罐（SLM3∶3） 5．簋形器（SLM3∶4） 6．單耳杯（SLM3∶2） 7．盂形器（SLM2∶2） 8．小罐（SZM104∶1） 9．碗（SLM2∶3） 10．紡輪（SZM111∶4） 11．紡輪（SZM106∶2） 12．紡輪（SZM1B∶2） 13．石紡輪（龍袍砦殘墓採集） 14．泥杯形器（SZM1A∶2） 15．泥形杯器（SZM111∶3）（1—6.1/4；7—15.1/2）

4．簋形器 一件（SLM3∶4）（圖一四，5）。斂口，脣微侈，斜肩，鼓腹斜收下接圈足。細泥紅陶，輪制，素面。口徑7釐米，腹徑10釐米，通高8.5釐米，圈足高1.8釐米，圈足徑7釐米。

5．單耳杯 一件（SLM3∶2）（圖一四，6）。敞口，脣外侈，口緣下微內收成斜肩，鼓腹，平底。單耳從器口接於器腹。泥質灰陶，輪制，素面。口徑9釐米，高6.2釐米。

6．陶碗 一件（SLM2∶3）（圖一四，9）。敞口，脣微斂，淺腹，腹壁斜收，至近底處垂直。夾砂紅陶，手製，素面。口徑11.6釐米，高4.8釐米。

7．盂形器 一件（SLM2∶2）（圖一四，7）。斂口，脣微侈，斜肩，腹壁斜收接於平底。夾砂紅陶，手製，素面。口徑7.7釐米，高5.3釐米。

8．小罐 一件（SZM104∶1）（圖一四，8）。脣微侈，短頸，鼓腹，平底。細泥紅陶，手製，素面。此器火候甚低，似為明器。口徑3.3釐米，腹徑4.4釐米，高4釐米。

9．紡輪 三件，形狀不一。SZM106∶2（圖一四，11）橫斷面略呈扁平之截頂圓錐形。細泥紅陶。底徑5.6釐米，厚2釐米，孔徑0.8釐米。SZM111∶4（圖一四，10）作半球形，上有凸弦紋兩道。泥質紅陶。底徑3.7釐米，厚1.1釐米，孔徑0.5釐米。孔中殘留有白色朽木灰。SZM1B∶2（圖一四，12）兩面凸出，橫截面略呈菱形。細泥紅陶。製造粗拙，火候甚低。徑4釐米，厚3釐米，孔徑0.4釐米。

此外在龍袍砦殘墓中採集了一件石制紡輪（圖一四，13）。板岩磨製，圓盤形。中孔系從兩面鑽透。直徑3釐米，孔徑0.5釐米，厚0.8釐米。

10．泥杯形器 共13件，均出在子達砦。略呈圓柱形，頂部有一凹洞，略如小杯。（圖一四，14、15）直徑3—6釐米，高1.5—3釐米不等。杯形器系用黃土捏成，製作極為粗糙，有的未經焙燒，有的僅低溫燒過，在子達砦的墓葬中為一常見的隨葬品，多者兩枚，少者一枚，甚至有單以此物殉葬者。作用不明。

二、金屬器

除特別註明者外，均出於SLM1墓中。出土情況詳見圖一一。

1．武器和工具

（1）銅劍 一件（圖一五，3），置於右肩側。劍首圓形，莖上有兩道凸起的圓箍，中脊隆起，臘平斜而無明顯的邊刃。長40.5釐米。



圖一五 銅、鐵、銀器

1．鐵矛（龍袍砦殘墓採集） 2．銅劍柄（龍袍砦殘墓採集） 3．銅劍（SLM1∶11） 4．鐵刀（SLM1∶15） 5．鐵矛（SLM1∶19） 6．鐵刀（SLM1∶13） 7．銅釦（SLM1∶16） 8．銅泡飾（SLM1∶17） 9．銅帶鉤（SLM1∶7） 10．銀臂韝（SLM1∶10） 11．銅盔旄座（SLM1∶6）（1—5.1/4；6—9.1/2；10、11.1/3）

（2）銅柄鐵劍 一件（圖一一，12），置於骨架左側。鐵刃腐蝕嚴重，殘長40釐米左右。銅劍柄長10.2釐米，劍首作半圓形，柄上鑄螺旋形凸紋，便於把握。劍格甚長，鑄有條紋和方格。此外在龍袍砦殘墓中亦曾採集一銅劍柄（圖一五，2），柄上鑄有突起之小圓點。劍柄中空，系用兩範對合鑄成，並有內範。長8.5釐米。近30年來，四川省博物館、四川大學歷史博物館、四川省民族事務委員會收集甚多，但均僅存銅柄。銅柄鐵劍是石棺葬中的特徵器物，其銅柄部分為本地所鑄造，這是可以肯定的。長城地帶雖然也出土不少銅柄鐵劍，但柄的形制與此完全不同。至於鐵刃，估計鐵材可能是由漢族地區輸入，而且可能是在接受了漢族的冶鐵技術之後，在本地鑄造的。

（3）銅戈 一件。出土在棺底上部靠右。長鬍三穿，援略向上昂，長方形內，內上一穿。長21.6釐米。

（4）銅鉞 一件，置於頭骨右上部，出土時立置。刃呈半月形，略斜收接於銎部，近銎處有四道弦紋，弦紋下有一排懸垂三角紋。長12.3釐米。成都西南民族大學文物陳列室在茂、汶地區採集有陶範一件，與此鉞的樣式完全一致，故此鉞當系本地製造。

（5）鐵斧 一件（圖一一，14），出於顱骨右側，鏽蝕嚴重，但其銎部上端尚完整。

（6）鐵矛 兩件。一件（圖一五，5）出SLM1骨架顱頂上部，短骹，骹刃無顯著之分界，長18.5釐米。另一件（圖一五，1）自龍袍砦殘墓中採集，長骹寬刃，刃部略呈菱形，骹長佔全長二分之一強。長30釐米。

（7）鐵刀 兩件。一件（圖一五，4）出骨架左側，全長18釐米。一件（圖一五，6）（或稱削）出白骨架左肩側，環首。全長14釐米。

（8）鐵鋸片 殘長7.5釐米。

以上各種鐵器，均與四川西漢初期墓葬中所出者形式相同。又在骨架的兩側發現鏽蝕過甚的殘鐵塊多塊，不辨其形狀，可能是工具或兵器之類。

（9）銅連珠鈕（圖一六） 出骨架左側。有三連鈕和四連鈕兩種形式。出土時的排列情況是：鈕的正中是一銅泡，四連鈕從中心朝四周輻射，三連鈕環列於四連鈕的邊緣。從排列情況推測，可能是盾的飾物。此外，在龍袍砦殘墓中亦曾採集一枚三連鈕。



圖一六 銅連珠鈕（SLM1∶1）「盾飾」復原圖

連珠鈕是盾飾的推測如果可以成立，則盾大約為革制，故已全朽無痕。此種連珠鈕亦可增強盾的受擊力，是以裝飾而兼實用者。按唐樊綽《蠻書·南蠻條教》雲：「羅苴子皆於鄉兵中試入，故稱四軍苴子，戴光兜鍪，負犀皮銅股排，跣足，歷險如飛。」《新唐書·南詔傳》作「戴朱鞮鍪，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清四庫全書本已指出「光兜鍪」之「光」當為「朱」字之誤，(參閱向達：《蠻書校注》卷九，中華書局，1962年。)而「犀革銅盾」我們認為當即「犀皮銅股排」，因既是「犀皮」，又何以稱為「銅盾」？自當以「犀皮銅股盾（排）」為正。此種「銅股」也可能與此銅連珠鈕飾的盾相似。「羅苴子」當為現在的彝族，約百年前彝族的皮盾，其上的紋飾尚有作此種母題者（即圓形輻射）。

（10）銅盔旄座（圖一五，11） 三件，一在顱頂部，二在兩側。圓形，座中央有圓柱凸起，上套一小銅環，可能是系鍪用者。座背底部有一圓凹，中橫一栓，其用途當為便於將其繫於兜鍪或帽上。直徑9.7釐米。

（11）銀臂韝（圖一五，10）(按此類具近來在考古工作中頗有發現，而報道時所給之名稱不甚一致，今宜正名為「韝」或「臂韝」。《史記·滑稽列傳》：「髡帣韝鞠跽。」徐廣曰：「韝，臂捍也。」又《漢書·東方朔傳》：「董君綠幘傅韝。」韋昭曰：「韝形如射韝，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韝即今之臂韝也。」按射韝當著於左手，今此在右臂，是兼裝飾及護臂作用。)戴於骨架右腕上，長10.5釐米。銀片厚僅1毫米且壓行凹槽飾，其內可能原制有皮革，但完全朽腐無痕。

2．服用器

（1）銅釦（圖一五，7） 大小四件，出土時散置於骨架上部兩側，直徑4.3釐米。可能是衣甲上者。

（2）銅泡飾（圖一五，8） 大小七枚，也可能是衣、帶上的裝飾。

（3）銅帶鉤（圖一五，9） 一件。出土於骨架腰部。全長8釐米。

（4）銅牌飾 於龍袍砦殘墓中採集，形如一展翅之梟。近身處有二穿，背面一穿，似附屬於某種衣物上之飾物。長4.7釐米，寬5釐米。

（5）金銀項飾 出SLM1骨架項下右肩上。上面一層為金質薄片，下面一層為銀質，中間夾以皮革，形如新月，在其兩端各有兩小孔，可能是便於繫帶戴於頸脖上者。

3．銅錢（圖一七） 共發現半兩銅錢131枚，出SlM1顱骨上部。為了慎重起見，我們請了幾位精於鑑定古錢的同志共同研究。大家認為，這批半兩錢包括呂后八銖半兩和文帝四銖半兩兩種，其中四銖半兩45枚，餘均為八銖半兩。我們挑選其中有代表性的各四枚，分別測定其直徑，重量如下表。





圖一七 銅錢

1—4.八銖半兩 5—8.四銖半兩

此外，在龍袍砦殘墓中亦採集到半兩銅錢一枚，徑2.7釐米，接近八銖半兩。

三、其他質料的服飾品

1．琉璃珠 有管狀珠、穿孔圓盤狀珠和圓形珠三種。前兩種發現於SLM1骨架項下附近，大概是一種串聯的項飾。管狀珠22枚，單枚長2.2釐米。穿孔圓盤狀珠三枚，珠徑約0.7釐米。圓形珠三枚，採於龍袍砦殘墓中，徑長約0.7釐米。此類珠飾均為藍色，便是所稱為「埃及藍」者。

2．珉玉珠 發現於SLM1中，與琉璃珠共出。形狀如管狀珠，長1.3釐米。

3．石環 兩件。出土於龍袍砦一殘墓頭骨兩側，可能為飾物。系從板岩薄片上旋下，旋痕清晰可辨。一件外徑7.6釐米，內徑5.5釐米，另一件殘缺，外徑6.2釐米，內徑4.4釐米。

4．野豬牙 三件。出於SLM1墓，曾經磨製。可能作裝飾之用。

5．骨飾（或工具） 一件。出於SLM1墓，近三分之一已破碎，中部有槽，並穿有二小孔。

7．麻布 採集於SZM3墓中，系用以纏裹屍體者。麻線頗粗，但很勻淨，在1平方釐米中約有經緯線各九根。已成深棕褐色。

四、糧食作物

發現於SLM3墓中，經四川農學院楊允奎教授初步鑑定，為粟稷屬（Paniceae）作物。

結論

關於石棺墓所經歷的年代，現在一時尚難確定。由每一地區的墓地範圍之廣大來看，它們不是一個短時期內所葬下的，必定經歷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批墓葬的年代，可先從SLM1入手。這墓出土了中原或四川地區的金屬器物，從推斷年代來說，當以半兩錢為最重要。SLM1共出半兩錢131枚，包括呂后時鑄行的八銖半兩和文帝時鑄行的四銖半兩兩種。不見秦半兩，亦無五銖錢。(在以前的一些報道中，多有言石棺墓中出五銖錢者，但在我們的幾次調查和試掘中，均未見過五銖。此種情況，是否是將石棺墓與當地的漢代石室墓相混所致，尚不得而知，這一問題，還待將來的詳細調查和發掘來證明。但即使其中有較晚的墓出五銖，亦不影響本文推論的大體上的年代。)所以這一墓葬的相對年代不能早過文帝行四銖半兩（公元前175年）和晚過武帝發行五銖（公元前118年）。其他器物的時代，亦略與之相當，如銅劍、銅戈，鐵斧、鐵矛、鐵刀、帶鉤等，其形制皆為中原和川中自戰國末至西漢初所常見的形式。又此墓中銅兵器與鐵兵器、銅工具與鐵工具並存，亦與川中西漢初期的墓葬情況相似。所以推測這座墓的入葬年代約在公元前175—公元前118年之間，大致上是可靠的。

至於其他墓葬的年代，與SLMI可能相去不遠。如在龍袍砦一殘墓中出土半兩一枚，與八銖半兩接近。再者，據我們調查和發掘所及，從未見出五銖錢，凡出半兩錢的，又都是漢半兩。所以整個此類墓葬，當不晚於武帝初年，有的或稍早。四川巴縣冬筍壩35號船棺墓中出有雙耳罐一件，陶質、色澤、形狀與這批石棺墓中的Ⅱ式雙耳罐完全相同。(四川省博物館編：《四川船棺葬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第72頁，圖七一。)而在冬筍壩墓葬所出的全部陶器中則僅此一例，故就冬筍壩來說，當系一輸入品。冬筍壩35號墓屬於該地的中期墓，即相當於戰國末期至西漢初期的墓。假使它與石棺葬有一些聯絡的話，它們之間的時代，也應該大體相當。又，最近在成都南門外發掘一座戰國時期的「巴蜀」墓，墓中出土的一件金項飾(此墓出於成都南關外約2千米的圓通橋附近包家墳壩，系一土坑豎穴墓，其中出土四川「巴蜀時期」的銅兵器和工具多件，報告正在整理中。金項飾亦為金薄片兩片，其大小、形狀與SLM1中所出者，極為相似。)，與SLM1出土的金銀項飾完全相同，而在「巴蜀式」墓中則屬僅見。由此推想，當時西部山區與平原間應有一定的交往。

總之，石棺墓的時代下限是相當明確的，即不晚於西漢武帝初年；其上限現在則尚無法知道。幾處墓葬中所出的陶器雖大體上相同，但亦有相當的差別，如泥杯形器是子達砦常見之物，但在他處卻不見；高頸罐（包括髮掘的和收集的）僅見於蘿葡砦。葬式上亦如此，I式仰身直肢葬僅見於蘿葡砦，二次葬及火葬僅見於子達砦。此種差異，是否屬於時代上、地域上的不同或系我們見識上的不足，現在尚難推知。從各地墓地之廣大，墓與墓之間又有打破、壓疊等現象來看，時間上當有先後。又從墓中全不出石器而言，推測這批墓葬的上限時間可能不會太早，大體上說，恐怕不早於戰國末期和秦漢之際。

關於石棺墓的族屬問題，因為掌握的資料過少，尚不能做出適當的推斷。不過有一點似乎是可以斷言的，即它們與現在居於當地的羌族的祖先似乎無關。因自戰國後期以來，都記載羌族舉行火葬而不行穴葬。如《太平御覽·四夷部》引《莊子》雲：「羌人死，燔而揚其灰。」《呂氏春秋·義賞篇》亦云：「氐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繫累，而憂其死而不焚也。」《呂氏春秋》這段話雖帶有譏諷意味，但由此可知當時羌族人民對「焚屍」的看重。《後漢書》亦說冉駹夷「死則燒其屍」。火葬之俗在此地的羌族中一直儲存至清代末年，民國初年以後才逐漸採用漢人的穴葬，但上層頭人仍舉行火葬。這批石棺墓，絕大部分是土葬，僅子達砦的SZM202—203兩墓有火燔的痕跡，但仍照樣建一石棺而將焚餘的殘骨拾而葬之，這可能是受當地羌族的影響。羌族的「焚屍」則不同，各砦中每族都有一焚屍的場所，羌族稱之為「火墳」，人死後各於其處焚之，典禮十分隆重，以後並不拾其餘骨而另葬之，故羌族以往無墳地。

現在理、汶一帶的羌族也不認為石棺墓的建造者是他們的祖先。他們對這種石棺墓有種種稱法，如「徭洞子」「徭人洞」「矮子墳」「嘎爾布」「戈基戛缽」等等。(按「嘎爾布」「戛缽」等語義不明，不知是否源於藏語「甲爾波」（jelbo）、「果爾」，則為「王」或「酋長」。)關於這種人的傳說頗多，一種傳說是，這裡原是「戈基人」的住地，羌人遷入後，驅逐了「戈基人」並佔有其地。另一種傳說是，羌人自遠古即居住於此，「戈基人」遷入後，征服了羌人，對羌人的生產、習俗影響很大，後來又與羌人一道擊敗了其他部族。但不多久，「戈基人」又遷徙到其他地方去了，而石棺即為「戈基人」所遺留下來的墳墓。後一傳說，似乎與發掘的情況和史籍記載較為吻合。(《後漢書·西羌傳》說：「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跡，兵臨渭首，……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裡，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犛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這段記載如近於事實的話，那麼，在公元前4世紀時，羌族已經達到四川以西各地區了。)石棺墓的建造者（戈基人？）在此地的居留時間不會太長，而所佔據的地域亦不甚廣闊，似乎是一種突入的民族，其來蹤去跡，現在尚不太明瞭。當他們初來時曾與羌族發生過戰鬥是可以想象的。1949年前，羌族在過年（過去羌族以農曆十月一日為歲首）祭祀時，其端公（巫師）在晚間的法事中有一折，演唱與戈基人戰鬥的情形，所以戈基人給羌族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故在兩千餘年後猶能憶其彷彿。

西漢初期，此一地帶的民族是相當複雜的，據《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中的「冉駹夷」條：

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屍。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違暑，反其（聚）邑。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邛籠。

由上面的記載，可以看出冉駹與現代的羌族有著直接的關係，如「焚屍」「入蜀為傭」等習俗，直至1949年前尚部分保留著，至今羌族地區，仍可見到各砦的巨大碉樓（邛籠）自半山高插雲表。至於「六夷、七羌、九氐」等部落，當然已無從考見了。石棺墓的建造者有可能包括在此之中，但也有可能當漢武帝設立汶山郡時，他們已經離開此一區域了。

以石棺墓的建造及其中所出的器物而論，它與北方草原地帶可能有點關係。石棺墓的建造，東自遼、吉平原，西至新疆，其間都有間斷的發現。以石板建築的形式而言，以遼寧赤峰(1979年前，赤峰市歸遼寧省管轄；1979年至今，赤峰市屬內蒙古自治區。本文發表於1973年，故保留舊說。——編者注)、河北唐山等地的石棺與此地者最為相似。雖在這一遼闊的地區內石棺墓的時代各有不同——上自西周而下至戰國(關於東北、內蒙古石棺墓的時代，根據安志敏同志的推測，唐山小石棺早於西周，赤峰紅山後第二期文化石棺早於戰國，吉林延吉小營子、吉林西團山均為戰國，總之，這都是漢代以前的遺存。見安志敏：《唐山石棺墓及其相關的遺物》，《考古學報》第7冊。)——其間恐怕不會沒有一些關係，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石棺墓中最為普遍和最有特點的陶器雙耳罐，似與甘肅、青海、陝西地區的同類陶罐有一定的歷史淵源。如陝西客省莊第二期文化中的雙耳罐(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灃西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圖三九，4；圖版三一，6、8、10等。)、青海都蘭縣諾木洪搭裡他裡哈遺址所出的Ⅰ式雙耳罐(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隊：《青海都蘭縣諾木洪搭裡他裡哈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學報》1963年第1期，圖一五，10；圖版五，5、8。)與此地的Ⅰ式雙耳罐均十分近似，而三地所出的單耳罐亦大致相同(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灃西發掘報告》，圖版三一，1—5；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隊：《青海都蘭縣諾木洪塔裡他裡哈遺址調查與試掘》，圖一五，5；圖版五，3。)。特別是Ⅲ式雙耳罐口沿俯視呈尖桃核形，平視呈馬鞍形，而橢圓形之馬鞍口式雙耳罐則為寺窪文化的典型陶器之一。夏鼐同志推測其與此地的雙耳罐不無一定的關係，是十分可能的。(夏鼐：《臨洮寺窪山發掘記》，《考古學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61年，第43頁。陝，甘、青地區，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後即盛行一種大耳陶罐，所稱為「安弗拉」式者，其樣式及變化雖多，其間大概都有一定的聯絡。)又此地的高頸罐，與寺窪山和客省莊第二期文化中所出的同類陶罐也十分相似。(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灃西發掘報告》，圖版三一，4等。並參見甘肅省博物館：《甘肅古文化遺存》，《考古學報》1960年第2期。)

以金屬兵器而論，銅柄鐵劍是此中最典型的兵器，而銅柄鐵劍似乎是漢代北邊若干少數民族常用的一種武器。1956年在遼寧省西豐縣西岔溝曾發現一批，報告的作者認為屬於「匈奴文化」。銅柄的樣式雖有些不同，但其製造技術大體上則是相同的。(孫守道：《「匈奴西岔溝文化」古墓群的發現》，《文物》1960年8、9期，圖2—3。)又西岔溝所出的「小銅斧」，亦與SLM1所出的銅鉞近似。(孫守道：《「匈奴西岔溝文化」古墓群的發現》，圖八上：小銅斧。其中的小「銅圓泡」亦相同，見所附圖版，10。)相類似的銅斧，也出於瀋陽附近的鄭家窪子和撫順附近的大夥房。(瀋陽市文物工作組：《瀋陽地區出土的青銅短劍資料》，《考古》1964年第1期，圖一，13；孫守道、徐秉琨：《遼寧寺兒堡等地青劍短劍與大夥房石棺墓》，《考古》1964年第6期，圖七，1。)此雖時代較早，其間亦當有淵源關係。連珠鈕是長城地帶很通行的服飾，(吉林省博物館：《吉林江北土城子古文化遺址及石棺墓》，《考古學報》1957年第1期，圖版四，7。又如內蒙古文物工作隊編：《內蒙古文物資料選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圖版三〇，138的銅飾，亦為類似的東西。其他如江上波夫、水野清一：《內蒙古長城地帶》，1935年，圖六九的連珠鈕並同。)而在龍袍砦殘葬中採集的一銅牌飾，與內蒙古出土的所謂「鄂爾多斯式」銅牌(參看內蒙古文物工作隊編：《內蒙古文物資料選輯》圖版二二、二四等。)為同一風格。其他如銅泡飾、琉璃和石制珠飾等亦多見於長城以及東北地區。(例如吉林北江石棺墓中之白石管，見吉林省博物館：《吉林江北土城子古文化遺址及石棺墓》，圖版四，6。)

顯而易見，石棺墓的建造者所表現的文化，其中雖雜有很大一部分漢族的東西，其帶有的北方草原地區文化的色彩，也是極為明顯的。所以，他們可能原系青海、甘肅東南部的一種部族，大約在戰國或秦漢之際，因種種原因而南下留居於此。在這裡又受到川西一帶的漢族的影響，如其中所出的半兩錢，有很大可能是當時四川所鑄。(按西漢初各地列侯及豪強得自鑄錢，《史記·佞幸列傳》記蜀「‘鄧氏錢’布天下」，想當時四川所鑄之錢必多，其中亦可能有流入此間者。)他們受羌族文化的影響似尚不顯著，只有少數「火焚」的痕跡可能與羌族文化有關。

從另一方面講，這一文化在西南方面影響也是很大的。巴縣船棺墓中的雙耳罐，成都平原戰國墓中的金項飾，前已提及；其他如雲南晉寧石寨山、安寧太極山古墓群中所出的40多件銅柄鐵劍，其中除一部分裝上滇族特製的金鞘以外，其銅柄及鐵劍的樣式與石棺墓中所出的完全一樣。(雲南省博物館編：《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第108頁，圖版一〇〇，共出土48件。又雲南省文物工作隊：《雲南安寧太極山古墓葬清理報告》，《考古》1965年第9期，圖版四，8。)晉寧的銅柄鐵劍，僅出於第Ⅱ型的墓葬中，可能是由北方傳入的，其時代較這批石棺墓為晚。晉寧M13出土的一件貯貝器上鑄有立體人物一週，其中有一組四人，首二人皆挽長形髻直貼於腦後，留須，著短窄稱身之衣，窄袖長過手，窄長褲至足背，佩長劍。此外，M13又出鎏金扣飾一件，上鑄二人（青年）執盤而舞，服裝佩劍與上二人同，當系同一民族。(雲南省博物館編：《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圖版四七；圖版六八，1。)按留須和窄長的衣褲，均非西南少數民族的習俗，而西北氣候較寒地區的遊牧民族中，多有著此種裝束者。其所佩的長劍似為銅柄鐵劍，因青銅劍鮮有如此窄長者（又晉寧出土之青銅劍均為短劍）。銅柄鐵劍傳入雲南也可能與此種人有關。他們與石棺墓的建造者有沒有關聯，現在還不能斷言，但不是沒有可能的。例如晉寧出土的金和銅「臂甲」(雲南省博物館編：《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圖版一〇三，3—4。)與SLM1出土的銀臂韝是同類的東西，直到1949年前，當地彝族人民仍沿用皮製的臂韝。晉寧出土的許多小金飾片，均帶有強烈的所謂「鄂爾多斯」風格，(雲南省博物館編：《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圖版一〇五中的各種「獸形金片飾」，若置之長城帶同類的飾片中，幾乎不能區別。)想不為無因了。川康之間的橫斷山脈，歷來為南北民族過往的通道，秦漢之間有若干部族自北南下，亦是可能的事。綜上所述，均足以成為我們探求其間文化聯絡的線索。

石棺墓的建造者大概是畜牧兼農耕的民族。《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中的「冉駹夷」條言其地「土地剛滷，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麥為資，而宜畜牧」。大概是紀實的。此地高寒，全靠農業是不能維持生活的，當時可能系以畜牧為主而輔以農業，故出土陶罐中往往有肉骨的殘存，而蘿葡砦SLM3墓底上尚撒有一層糧食。服裝的樣式無從得知，其質料大概與從前的羌族一樣，係一種粗麻布。不過羌族尚白，其衣著皆白色。(參見《明史》卷三一一。1949年前羌族男女皆衣白麻布，頭纏白帕。)石棺葬葬的人們可能用其他顏色，SZM3剛開棺時屍衣尚可見紅、白、黑諸色；SZM2、SZM102、SZM103、SZM105、SZM106、SZM107、SZM108、SZM111等墓中均發現紅黑二色的麻布痕跡。

從各墓殉葬品的豐儉看，貧富（或者等級）分化已顯著，其中多者金、銀、銅、鐵、陶器皆備（可能是部族酋長之類），少者僅有粗製的小泥杯形器一件。但皆得到同樣的石棺建築，並皆同葬於共同的墓地，可能他們尚處在一種父系家長制階段。

石棺墓的發現至今雖有數十年的歷史，也是此地區內最重要的遺蹟，但對它的研究尚處在開始階段，因所掌握的材料有限，並且還有幾處集中地區情況不明，如綿虒對岸的墓葬區、上孟鄉的墓葬區等，均未經過科學的觀察，以上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不過是初步的探索，是否正確，尚待將來的發掘來證明。

附記：本文系將前後兩次調查和清理的材料綜合敘述。此項擱置已久的工作得以初步完成，主要是得到四川大學科研處，四川大學歷史系以及理縣、汶川縣領導同志的大力支援，並承四川大學資料室協助繪圖，四川省博物館協助拍照，均特致謝忱。

（原載《考古學報》1973年第2期）

四川的畫像磚墓及畫像磚

畫像磚是四川東漢時期磚室墓中一種特有的東西，是當時一部分社會生活現實的寫照。它在歷史科學上及藝術上的價值早已為人們所注意，但是它在墓中的位置和意義以及出土的經過，談及者尚少。茲就這一方面的情況，做一綜合的敘述。

發現經過

漢畫像磚的出土及為收藏家所注意，開始於清代末年，至民國初年而漸多。但當時以其上有文字者方為收藏家們收購，如無銘文，雖畫面重要，亦在摒棄之列。現在存留的當時出土的畫像磚，所知者僅有「桑園」和「東市」兩方。「東市」磚上有少數銘文，(「東市」磚相傳為1930年前後出土於廣漢縣周村附近，其上有「東市門」「市樓」等字，影象可參見劉志遠編：《四川漢代畫像磚藝術》，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8年，圖10「市集」。此磚1949年後歸四川省博物館，現存中國歷史博物館。)「桑園」磚則本無銘文，古玩商人慾欺世以求售，在磚側偽刻年號，因之得以為收藏家所注意而流傳到現在。(此磚清光緒末年出土於廣漢縣的五里巷，五里巷相傳為古雒城舊址。影象可參見劉志遠編：《四川漢代畫像磚藝術》，圖6「採桑」。此磚現藏四川省博物館。)其他無銘文的畫像磚，據傳說，不是當時被譭棄，即被鑿為漢磚硯出售。而「二十四字」磚，卻得到重視，流傳甚廣。(亦稱「富貴昌」磚，以其銘文的首句而得名。此磚相傳清光緒初年出土於距成都西北約20千米的新繁縣東郊，一共出八方，斷缺各有不同，但皆為一模所制。1946年修《新繁縣誌》（卷三十一）金石門載，劉德馨跋曰：「吾繁出土之吉語磚文曰‘富貴昌，宜公堂，意氣揚，宜弟兄，長相思，毋相忘，爵祿尊，壽萬年’。共二十四字，分四行，行六字，順行有闌。橫行每三字亦有闌。惟‘長相思，毋相忘’兩句每句字各有圍。皆陽文，篆法方整。自來金石家著錄漢磚，無如此磚之字多且精者，初為東郭耕者犁田所得，石止一品，厥範皆同。出甫數年，福山王文敏公懿榮遊繁見之，詫為異寶，因攜數品以去，此磚遂流傳海內。顧其出土年歲，談者無能詳也。」)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許多愛好文物的知識分子來到了四川，此時才開始認識到畫像磚的重要，而從事收集和研究。於是收藏家亦起而效尤，互相爭購。此時期中出土的畫像磚為數雖不少，但大多數散失，最著稱的一批，相傳為成都北郊鳳凰山麓賴家店附近所出，出土的數目及情況均不詳，其中有車馬等磚，而最有名的鹽井、弋射收穫等畫像磚的出土，亦以此為最早。特別是弋射收穫磚，畫面複雜生動，其拓片傳佈最多，當時的雜誌上，也時有登載。不過此時對於畫像磚在墓中的位置及其意義，是不明瞭的，因為都是由古玩商轉手而來，沒有經過科學發掘。實際上，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也無法來做科學的發掘。(如抗戰期中郭沫若同志在重慶江北發掘漢墓，即遭到反動統治的阻撓和迫害而被迫停止，見郭沫若：《關於發現漢墓的經過》。)

畫像磚墓的科學發掘，開始於1949年以後。1952年成渝鐵路通車之後，即開始興築寶成鐵路，此時前西南文教部為了保護和徵集在築路工程中出土的文物，成立了「寶成鐵路文物徵集小組」。該小組於1952年8月初在成都站東鄉青槓包發現了漢墓群，其中第3號墓即為畫像磚墓，此墓已殘毀，但畫像磚在墓中的位置尚大半儲存，當時即做了清理。(徐鵬章：《成都站東鄉漢墓清理記》，《考古通訊》1956年第1期。)隨後該小組在德陽黃許鎮等地發現大批畫像磚，雖皆系從築路工人和農民手中徵集到的，但其出土的詳細地點及情況，還可以搞清楚。(此批畫像磚中之重要者，見全國基本建設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覽會工作委員會：《全國基本建設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覽圖錄》，中國古典藝術社，1955年，圖版二三五、二三六、二三八、二三九、二四〇等。)1953年成都北郊羊子山發現墓群，羊子山以北（略偏西）約100米的小羊子山第1、2號墓，羊子山以東約70米的第10號墓及羊子山第187號墓，共四墓為畫像磚墓。第1號墓為畫像磚及石刻畫像墓。(於豪亮：《記成都揚子山一號墓》，《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9期。)此四墓雖已被盜掘，但除第187號墓曾受嚴重破壞僅剩畫像磚兩方和2號墓墓壁倒塌致畫像磚散亂外，1號墓及10號墓畫像磚砌在墓壁上的位置則完全儲存。1954—1956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德陽、彭縣等地收集了大批的畫像磚(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四川德陽縣收集的漢畫像磚》，《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7期；陳建中：《彭縣太平鄉農民挖掘古墓造成死傷事故》，《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8期。)，並於1955年在新繁清理了一座畫像磚墓(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新繁清白鄉東漢畫像磚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6期。但報道不詳。)。此墓的建築在四川東漢時期的磚墓中是比較複雜的一個，共有畫像磚54塊，但種類不多。值得注意的是，西王母畫像磚砌於最後正中的墓壁上，價值特高，想是有特殊意義的（圖一八、一九、二〇、二一）。



圖一八 新繁畫像磚墓的平面圖



圖一九 新繁畫像磚墓橫剖面及耳室縱剖面圖



圖二〇 新繁畫像磚墓中室及東西兩側室橫剖面圖



圖二一 新繁畫像磚墓墓道、東前室、中室及中後室縱剖面圖

近七八年經過科學發掘的畫像磚墓連殘破者在內，僅有以上六座。數量雖少，但各種畫像磚在墓中的位置及它們的意義，我們已經弄得比較清楚了。一般說來，畫像磚墓在東漢磚室墓中是比較少和特殊的，例如在青槓包的20餘座磚室墓中，畫像磚墓僅有一兩座，在羊子山墓群的三四十座磚室墓中，畫像磚墓亦只四座，大概建畫像磚墓的人，在當時的封建官僚地主階級中，是官階較高和較富有者。再者，東漢時期磚室墓雖全川皆有，但以現在所知，畫像磚墓僅限於川西平原及其附近的一帶，四川其他各地尚未有發現。

畫像磚墓的建築

四川東漢時期的墓葬，主要有兩種，一為磚室墓，一為崖墓，而崖墓在數量上則較磚室為多。不過崖墓均限於丘陵地帶和有紅砂岩的地方，而磚室墓則多為平原地區的一種墓葬建築。此不過僅就一般而言，丘陵地帶亦間或有建磚室墓者，但為數不多。此兩種墓葬中均出有大量的陶器、陶俑、銅器、鐵器等物，各種器物的性質、形狀等亦大體相同，唯崖墓中尚未出土過畫像磚。崖墓中的雕刻，大半均刻在所謂「石函」之上。石函在崖墓中的作用，相當於「槨」，因石函中往往另置瓦棺或有瓦棺的碎片，但崖墓中亦有僅置瓦棺而不用「石函」的。磚室墓中到後期則多用瓦棺，但絕少用「石函」。

磚室墓在建築上頗為簡單，形制亦不甚大。一般均為長約3—4米，寬、高約2米多的磚券建築，有的較此更小，且多為叢葬，即「一冢數藏」（稍為大型的崖墓亦均為叢葬，即一墓中數棺，因崖墓中不出畫像磚，故在此處從略）。磚券的建築大體上亦可分為兩種，但均使用「花磚」。花磚一般長約37釐米，寬約24釐米，厚約9釐米。花紋多用幾何紋，或配以「聯璧」「五銖」「鳳凰」「瑞草」等紋，均在側面。建墓時先在地平上築基，墓基或墊以卵石，再於基上起牆，牆砌至約1米或1.5米（視墓之大小而定）時，再用楔形磚砌券。砌磚時使磚上的幾何花紋互相連續，在墓壁上構成一個完整的圖案。砌磚時不用白而用泥漿合縫。墓的前後均用花磚封閉。比較大的墓葬，墓室前另建一約2米長的磚券墓道，高矮寬窄略小於墓室。墓道前有先用石門封閉，門外再封以磚的。墓內亦間有建耳室的，但為數極少。墓室地平則橫砌或斜砌磚面地平。畫像磚（如有的話）均出在此類的磚室墓中。（圖二二）



圖二二 成都北郊小羊子山1號墓縱剖面圖（東壁）

此墓為一磚石建築，室前有墓道，後附後室，墓道兩壁嵌畫像磚，墓室壁上則為石刻。

另一種磚室墓，起券不用楔形磚，而用子母榫磚，磚亦較厚大。子母榫磚券實際上亦可分為兩種，一種（圖二三）子母榫在磚的兩端，榫面稍斜，起券時子母榫相合即成券。此種券拱比較單薄，載重力不大，故埋葬後雖不經破壞，在封土的壓力下亦往往自行坍塌。再一種（圖二四）子母榫在磚的兩側，磚作楔形，砌券時亦以子母磚相合而成券。此種磚券較厚，載重力亦較大。這種子母榫磚券均僅宜於跨度不大的小型磚室墓，大型磚室墓中絕未有用此種砌法的。自時代上言，子母榫磚券墓多為西漢後期和東漢前期的墓葬，至東漢後期則絕少，亦無有畫像磚者。



圖二三 羊子山121號墓橫剖面圖



圖二四 羊子山67號墓橫剖面圖

畫像磚在地域上的區別

成都地區所出的畫像磚（新繁縣距成都市僅10餘千米，所出土畫像磚亦與成都地區所出者相同，故列入成都地區以內）與其鄰近各縣所出的畫像磚，在形制上是極易區別的。成都地區的漢墓，均出在現成都市的北郊和西北郊，東、南、西郊漢墓甚少，亦未發現有畫像磚墓。(在1949年前古董商有言畫像磚出在成都西郊者，但不可盡信，亦不能確指在何地，因在以前，古董商人對於古物的出土，從不告人以真實地點。自民國初年以來，在成都西北郊發現的漢墓，僅五里墩一處，現尚有該墓出土的少數花磚及銅器，存四川省博物館。其他尚未見西郊發現有漢墓。自兩漢以至唐宋，西郊、南郊為成都的住宅區，記載中許多有名的住宅（如司馬相如宅、薛濤宅），均在西南郊。)成都地區的畫像磚均為約40釐米見方的方磚，畫面比較複雜，線條亦比較遒勁。同一題材雖發現有用兩種不同的版模的，但大致上則似為一家所制。成都附近各縣（如廣漢、德陽、彭縣、新津、邛崍、彭山、宜賓等）所出的畫像磚，均為長約46—47釐米，寬約26—27釐米的長方形磚（有的還稍小），而絕無方形的。畫面一般不及成都方面的複雜，人物也不如成都方面的生動。以磚的質料來說，砂粒比較多，故磚質較為粗糙。

此兩類磚在畫面的技術表現上，亦各有不同。成都方面的畫像磚，表現方法多采用線條，間或採用淺浮雕形式，或者用二者相結合的方法，故顯得特別生動而富於變化，使主要部分鮮明突出。這是一種很高的藝術造詣。成都郊區以外的畫像磚，一般都採用淺浮雕的形式，而少用線條，即使偶爾用一些線條，亦不如成都地區的簡練，所以在畫面上略微顯得粗糙呆板。(以《四川漢代畫像磚藝術》中所收的畫像磚而言，圖1、3、4、13、14、15、17、23、24、31、32、33、43、44、49、50、52、54、55、56、57、58、62、63、64、69、70等磚均為成都區域的畫像磚。圖2、5、6、8、9、10、11、12、20、21、22、26、27、28、30、34、35、36、37、39、40、41、42、45、46、47、48、51、53、61、65、66等均為成都區域以外的畫像磚。見劉志遠編：《四川漢代畫像磚藝術》，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8年。)

以上系就畫面印在磚的平面上，專作為裝飾的畫像磚而言，這一類的畫像磚在墓中並不起建築上的作用。另有一種畫像磚（一般稱條形磚）其畫面都印在磚的側面，畫面均寬不到10釐米，長不及30釐米。磚則為一般砌墓的花磚，用畫像代替幾何形花紋而已。因為面積很小，所以畫面都比較簡單，表現方法一般均用浮雕形式。(如《重慶市博物館藏四川漢畫像磚選集》（重慶市博物館編，文物出版社，1957年），圖版一三、一七；《四川漢代畫像磚藝術》，圖版一六、二九、五九、六〇、六九等，均為所謂「條形磚」。)這一類的畫像磚，我們認為是比較早期的作品，因為從四川漢代花紋磚演變的情況來看，早期的花磚都比較厚大，花紋也較生動複雜，到了後來，磚的體積愈變愈薄小，花紋則愈簡化而愈圖案化，到了西晉時期，磚的厚度一般不超過5釐米，不僅花紋更加單調，且其上多有印造作年號的。西晉以後則一般不作花磚。

畫像磚的製作

所有畫像磚的畫面，均為模製，故往往在不同的墓葬中發現有同模的畫像磚。例如弋射收穫畫像磚，先後出土者共有六七方之多，均為一模所制。又如講學（亦有稱為「傳經圖」者）畫像磚，一出青槓包3號墓，一出小羊子山2號墓，但模則完全相同。其他亦有題材雖同，印模則異的。例如鹽井畫像磚，羊子山1號墓所出者(重慶博物館編：《重慶博物館藏四川漢代畫像磚選集》，圖一。此磚與羊子山10號墓所出者系同模。)和四川省博物館所藏者(劉志遠編：《四川漢代畫像磚藝術》，圖3。此磚相傳為1940年新（津）、邛（崍）道上的花牌坊出土。)畫面雖大體相同，但所突出的重點則各有不同，顯系兩模所制。在成都以外各縣出土的畫像磚，尚未發現有同模製造的，大概當時各縣各自制造當地所需要的畫像磚。

畫像磚的製造法，系在木板（據推測如此，有的畫面上偶爾留有修補木模的「細腰」痕跡）刻上畫面的陰模，再用泥製成與木板同大小的方磚，趁磚泥未乾時將木模印上。在羊子山10號墓所出土的一方雙闕磚上，當畫面印上後，有狗踏上的足跡，且痕跡甚深，(重慶博物館編：《重慶博物館藏四川漢代畫像磚選集》，圖三八：鳳闕畫像磚。)可見當畫面印上時，磚泥尚是很溼的。

磚上原來均繪有彩色。在羊子山四座畫像磚墓中所出各磚，上面尚區域性儲存有紅、綠、白三種顏色，特別以10號墓磚上儲存得最多。上顏色時是否先將整塊畫面塗白色後再上其他顏色，現在尚無法確定，大概很可能是如此。各磚因在土中浸潤了約2000年之久，故絕大部分的顏料均已完全脫落，只剩下用模印上去的凸出的部分或線條。所以我們現在所見的印在畫像磚上的畫面，在當時只不過是供繪彩色時作輪廓用的。將這種彩繪的畫像磚砌在用花磚組成美麗圖案的墓壁上，裝飾的效果是很好的。

畫像磚在墓壁上的嵌法，系在墓壁砌至30—40釐米處，將壁磚內收約4—5釐米，恰容畫像磚的厚度，再砌至畫像磚的高度時，將壁磚伸出與畫像磚相齊，(墓券低矮者，在地平一兩層磚上即開始起龕，如羊子山10號墓即是。)故畫像磚在墓壁上與其他的花磚平齊，構成墓壁的整個牆面。

畫像磚在墓壁上的排列，近墓門處首為「闕」畫像磚（有短墓道者，則嵌於墓道近門處），兩壁左右各一方，此是象徵墓主人的官階和地位的表徵之一。在漢代，官階至「二千石」以上者墓前方可立闕，例如現在尚儲存的四川漢代墓前的石闕（如有名的八闕），其墓主均是做過太守以上的官吏的。畫像磚上的闕，當然是代表墓主在生前門前所立的闕觀。

闕磚以後的各畫像磚的排列，在墓中似無一定的順序。大體上言之，闕磚以後，則砌車馬和出行等畫像磚，再後砌生產及室宇等畫像磚，最後則為墓主的生活及行樂等畫像磚。故一個墓中的畫像磚，往往是當時封建統治階級在生時的生活寫照，而畫像磚中所描繪的勞動生產的人民，則是墓主在生時的奴僕。按漢人的觀念，「事死如事生」，凡生人所需者，死後亦需之。故將這些生產的畫面置之墓中，以供死者繼續享用。

畫像磚的年代

四川的畫像磚一般均以漢畫像磚稱之，但嚴格來講，所有的畫像磚均系東漢後期和蜀漢時期的作品——條形畫像磚或者稍早——大致相當於2世紀後半葉至3世紀前半葉。此為我們利用這一批畫像磚作為歷史研究資料時，所不可不知者。



圖二五 羊子山 59號墓楔形 磚端年號拓片

按四川東漢時期的磚室墓，絕大多數均沒有文字資料以資判明其絕對或相對年代，僅有少數墓葬的花磚上印有年號。如廣漢太平場附近一般所稱「黑將軍墓」者，其中的花磚上少數有「永元八年」（公元96年）年號。(劉志遠編：《四川漢代畫像磚藝術》，圖29「猿戲」。)又如羊子山59號墓，在起券的楔形磚上印「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年號（圖二五）。這類有年號的墓在磚室墓中僅佔極少數，但為四川磚室墓的相對年代的推斷，也提供了一些根據。總的說來，四川磚室墓的年代，主要是靠墓室的建築、葬具、陶器和陶俑等的演變來推斷的。

據現在四川磚室墓發掘的材料來看，其發展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或者四個時期：

Ⅰ西漢晚期。相當於元帝以後至新莽以前，因此期墓葬中大量出土宣帝以後的西漢五銖，而絕不出新莽時期的錢幣。墓券用子母榫磚砌建，花磚厚大。葬具用木製。無陶俑。陶器中有扁圓、短頸、卷脣大平底罐，圓筒形井，曲突形灶，蹄形足案，小底厚脣碗等。這些陶器與其前或與其同時的土坑墓中的陶器，大致上是相同的。

Ⅱ新莽至東漢初期。大致相當於新莽至東漢明帝年間。墓室的建築與前一期同，棺槨仍為木製。陶器中亦有大部分與前一期相同，唯新增加了製作粗糙的小陶俑，數量亦不多，並出土了大量的新莽錢幣和東漢初期的「五銖」。

Ⅲ東漢中期。大約相當於章帝至桓、靈以前。此一期的磚室在結構上有了變化，起券不用子母榫磚而用楔形磚，墓室的規模仍不大，多為單室，但已有小耳室及短墓道出現。鋪地磚雖仍有直鋪，但已有橫鋪或橫、直相間和斜鋪。葬具雖仍有木製者，但瓦棺已成為主要形式。前一期的陶器已不見或極少見，為一般所認為標準的東漢時期的陶器所代替，如短頸、斜肩、大腹的平底罐，方形陶井，兩端小、中間大的圓柱形囷等。錢樹座於此期中開始出現。陶俑的製作較前精緻，形制較大，種類亦較多。莽錢完全絕跡。永元八年和永初三年的墓即屬於此一期。

Ⅳ東漢晚期。大概相當於自桓、靈以至蜀漢這一期間。此一期的墓室建築仍如Ⅲ期，唯大型墓多有復室（如前後間、耳室等）及短墓道。葬具仍以瓦棺為主。前期的陶器仍保留，唯種類加多，且有釉陶出現。陶俑的製作不僅愈發精緻、生動，且多大型俑，有高達1米以上的。四川最精美的陶俑，均出在此一期的墓葬中。鎮墓俑頭為此期墓葬中的特有物。錢樹座的形式亦多，有的為「神山」式，高達1米左右。錢幣則有「剪邊」和「直百」五銖等出現。此時期墓葬中最特別的東西則為畫像磚。

以上系四川東漢時期磚室墓演變的主要情況，其演變的過程僅列舉墓室的建築、陶器（包括陶俑）和葬具等方面，但在銅器（如銅鏡）、鐵器（如鐵刀、劍）方面亦可看出同樣的情形，不過因此類墓葬幾已全數被盜毀，有的還不止一次，金屬器存留者甚少，故此處從略。再者以上四期的分法，若從大體上言之，不過僅有兩期，現在因為要說明畫像磚墓的確切年代，故將其分為四期。換言之，四川畫像磚均系東漢桓、靈以至蜀漢時期製作的，而精美的、大型的陶俑亦是如此。

畫像磚的內容

畫像磚所取的題材是非常豐富的，其內容主要包括封建地主階級的剝削生活和勞動人民的生產活動。如從墓主方面而言，出則伍伯前驅，騎吏、鼓吹等前導，後有屬車隨擁，可謂極盡武之能事。入則院宇深邃、酒餚羅列、歌舞雜陳，亦可謂極盡人間之奢淫。至於勞動人民，大都褐衣短袴，不是操作于田中，就是奔走於統治階級的家庭勞役，與那些峨冠博帶不勞而食的剝削階級，成一鮮明對比。其他如庭院的佈置、田圃的形狀、車馬的制度、兵仗的種類以及統治階級與勞動人民的服裝、生產工具的樣式和操作的方法、雜技、舞蹈、音樂、遊戲等等，都能從畫像磚中看到，一方面可以與文獻記載相對照，另一方面可與出土的實物相印證。所以這些畫像磚是我們研究東漢晚期生活（至少是在四川方面）最生動、最可靠的資料。

1949年以來所發現的畫像磚，一共不下200方，除重複者外，不同題材的約有50餘種，按其內容可分為以下五類，由此可以窺見四川畫像磚的全部內容。

第一類為生產、勞動畫像磚。其中包括播種、收割、舂米、釀造、鹽井、桑園等，以及剝削階級的家庭勞動如庖廚等畫像磚。這是畫像磚最突出的部分，不僅將當時的主要生產活動收入其中，也是當時人民一般生活最真實的寫照。

第二類為建築畫像磚。這一類的磚是比較少的，除庭院的建築和室內佈置外，其中主要的為「闕觀」，它不僅可與四川現存石闕做比較研究，亦可與文獻記載相印證，是研究漢代建築的珍貴資料。

第三類為社會風俗畫像磚。這一類的磚內容比較豐富，其中有市集、宴樂、遊戲、舞蹈、雜技，以及剝削階級的家庭生活等。從其中可以看出當時統治階級奢侈淫逸生活的一斑，亦可與勞動生產情況做一對照。

第四類為車騎出行畫像磚。這一類畫像磚所描繪的，都是統治階級出行所謂「鮮衣怒馬」「以財相雄」的情景，是他們威嚇人民所擺的臭架子。從其中雖可以考見當時的一些制度，更重要的，是與以前各類畫像磚一起可以看出許多民間藝術家成功的創作，因為他們隨便在處理哪一類的題材上，都表現出高度的、寫實的稟賦。

第五類為神話畫像磚。四川漢墓中的神話題材，主要為「西王母」的傳說和「日」「月」二宮，二者在墓中或均具有厭勝的作用。又漢墓中有置所謂「祕戲」磚的及崖墓石門上刻男女生殖器者，說者亦有謂為同樣的意義。此類畫像可以表明當時的一些傳說及迷信思想。

畫像磚的種類雖可以以上的五大類統括之，但此不過系就整個畫像磚的內容而言，而它們在每一個墓中，則系表現一種固定的社會生活——特別是剝削階級的固定社會生活。從已發現的畫像磚來看——以成都地區出土者為例——凡是同一題材的，都系一模所制，很少有不同模的，就是有，也不超過兩種模。由此可以證明在當時僅有一兩家制造此種畫像磚的場所，有如近代的「紙紮店」。喪家在建墓時，即可按照墓主的身份和社會地位，購買與其相合者砌在墓壁上，作為墓主在死後的享用。這種情況，從畫像磚墓另一種現象中，亦可看出：墓有大小，墓壁有廣狹的不同，在沒有與墓主身份相符合的畫像磚時，為了將墓壁填滿，有的就只得將相同的畫像磚反砌於墓壁上。成都羊子山10號墓（圖二六、二七）即是如此。又如羊子山1號墓（圖二二），此墓為東漢後期最大的磚室墓之一，前有墓道，後有後室。墓道兩壁及進入墓室轉角處共砌畫像磚十方，墓室兩壁則為複雜的石刻畫像，以描寫墓主的生活。推想其用意，大概是能購買到的畫像，不能全部表現墓主的社會地位及生活，故用專刻的石刻來表現。其他幾座畫像磚墓，僅按磚的多寡，在墓壁上留出受磚的龕穴，墓壁並未全砌滿畫像磚。凡此種種現象，大約並不是無意義的。再如每個墓中均有出行的車騎導從畫像磚，但各有多寡繁簡的不同，這顯然是與身份有關的，在當時的封建社會中有一定的制度，是不能逾越的。所以我們在研究這些畫像磚時，除了研究它們的整個內容之外，還須注意它們在每個墓中相關的關係，如此方能明瞭它們的整個意義。這並不是說僅注意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定的社會生活，我們須知，剝削階級是一個寄生階級，是靠剝削人民的勞動成果而生活的，是離不開勞動人民的，這是墓中嵌置各種生產和各種勞動人民活動的畫像磚的意義。若將一個墓中表現一定生活的全部畫像磚加以考慮，則更能顯露出勞動人民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關係。



圖二六 羊子山10號墓平面圖

此墓「布幣形」，為磚室墓中比較特殊者。其中有瓦棺四具，石棺一具。畫像磚均砌於墓道及前室兩壁。



圖二七 羊子山10號墓縱剖面圖及南壁畫像磚的位置

（原載《文物》1961年第11期）

記唐印本陀羅尼經咒的發現

1944年4月，四川大學修築校內自荷花池至錦江（俗稱府河）邊的道路，於近江邊約50—60米處發現小型墓葬四座，其中三座（相連的）為小型南宋墓，另一即出印本陀羅尼經咒的唐墓。當時我同楊有潤同志前往清理，費了一天的工夫將此小型唐墓清理完竣，唯因天色已黑來不及將人骨架取出。俟次日清晨再往取時，人骨架已在夜中被人擾亂打碎，墓底磚已被掘起。此墓中的文物雖已全部取出，各種圖亦已繪製，但人骨架的被毀，亦是一種損失，因為在四川地區明以前的墓葬中，很少儲存有比較完整的骨架的。於此亦可見當時做考古工作的困難了。

清理後曾編有發掘報告，一直沒有機會發表。1949年後我於1951年調至重慶前西南博物院，遂將全部資料連同照片底片、繪圖等移交前川西博物館。1955年我又調回成都四川省博物館後，即想著手整理此項報告，但除了墓葬圖一張和器物照片的底片三張以外，其他均尚未查著。現在我只能根據自己所儲存的當時的日記，做簡短的報道，以備研究者參考。不過日記中只詳於記事和推測，而略於測量及現象的描寫，故此文中所舉出的各種測量數字，只能以大概視之。此墓位於當時新修路基的北邊，東南距江邊約50—60米，西南距相傳的唐薛濤墓不及0.5千米，東北距望江樓亦不過1千米。此地原為水稻田，故墓的上部建築全毀，只餘墓下部的磚牆約高30釐米。修路掘土填墓時將上面的農耕土取去後，即露出殘存的磚牆，未擾及墓的下部。（圖二八、二九）



圖二八 唐墓附近地形剖面圖



圖二九 墓葬平面圖

墓的建築，以江中卵石築基，在基上起磚牆。磚牆的鋪砌法，為「三平一豎」式，即平鋪三層再立砌一層，如此重疊而上。墓頂早毀，故其建築形式不可知。墓底平鋪磚一層。全墓長約2米，寬不及1米。墓的下部完整，未經擾亂。

棺槨已全朽，只餘少數鐵釘的痕跡。屍體仰臥，西南向。兩乳上各復置一碗，口中含開元錢兩枚，兩手各握珉玉小棒及開元錢兩枚。右臂上戴銀鐲一隻，印本經咒即裝置在銀鐲裡面。頭的右部置雙耳陶罐及陶盞各一個。左足附近仰置陶碗。從殉葬器物的數量來說，是不豐富的，但其放置的位置，則頗為特別。如雙乳上各復置一碗，為四川墓葬中所僅見，直至現在尚未發現類似的現象。

墓中未發現有墓誌或地莂，(「買地券」在四川起於五代，盛於兩宋及明。像這樣規模的宋墓中，一般必有「地券」。於此，亦可證其時代系在宋以前。)故其確實年代不可知，只能從墓的建築及隨葬物品來加以推測。

此墓建築的砌磚法，是「三平一豎」式。這種砌磚法在長江中下游南北朝時期即已有之，(武漢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武昌任家灣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12期，插圖二；屠思華、李鑑昭：《南京梅家山六朝墓清理記略》，《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4期。)但在四川至唐代方始盛行，這許多年來我們在四川所清理的中小型唐墓，幾無一不是這樣砌建的。(可參看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官渠埝唐、宋、明墓清理簡報》中的唐墓，《考古通訊》1956年第5期。)此種砌磚法到五代時則漸稀少，宋代雖亦有之，但極少，砌法亦有變易。如豎砌的磚，往往為「三橫一直」，使壁上形成許多小龕，墓底大半有「腰坑」。今從此墓的建築形式看，還是四川此種砌磚法的比較早期的形式。

此墓中出有陶器五件，計碗三件、雙耳罐一件、盞一件，均為四川所稱的琉璃廠的「廠窯」。按琉璃廠的舊窯址在成都東門外距中和場不遠的地方，距此墓所在地不過5千米。琉璃廠窯所經歷的年代，因尚未經過發掘，還不能確知，不過從現有的材料看，最早者可到盛唐，最晚者可至北宋初年，北宋以後似被放棄。在明代曾一度恢復，但明代的「廠器」與唐五代的「廠窯」則迥然不同。(琉璃廠遺址中發現有若干有年號的陶片，其中最早者為「天寶」，最晚者為後蜀「廣政」。但琉璃廠系的陶器，即一種紫胎帶粉黃色陶衣（一般稱為粉釉）的陶器，在北宋墓中亦有發現，但其形式與早期者略有不同，在墓中的排列，亦與在唐墓中者迥異。關於琉璃廠的情況可參看林坤雪：《四川華陽縣琉璃廠調查記》，《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9期。)據我所知道的廠窯陶器，屬於早期者，多為實足；屬於晚期者，多為圈足。今此墓中所出的陶器均為實足，所以它們的年代，應在五代以前。

伴出的還有開元通寶六枚，兩枚在口中，兩手各握兩枚。六枚同為一式，幕有「益」字，系四川益州監所鑄。按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初行開元通寶之時，曾於洛、並、幽、益等州設監鑄錢，但不以監名名錢，其以監名名錢，始於武宗會昌（公元841—846年）年中。由此就限定了這一墓葬的時代上限，不能早過850年以前。至於下限，則不能以此確定，因後來的墓葬可用前代的錢殉葬。不過《新唐書·食貨志》曾說：「及武宗廢浮屠法，永平監官李鬱彥請以銅像、鍾、磬、、鐸皆歸巡院，州縣銅益多矣。鹽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為京錢。大小徑寸如開元通寶，交易禁用舊錢。會宣宗即位，盡黜會昌之政，新錢以字可辨，復鑄為像。」因為當新錢流行之時曾有「禁用舊錢」以及後來有新錢「復鑄為像」的記載，「監」錢似曾經大量被毀鑄，後來亦曾大量被銷燬。今從此墓中的六枚開元通寶盡為益州監錢來說，雖可解釋為此墓可能系葬於「監錢」流行之時，但這種現象也可以有另外一種解釋：因為有監名的錢大半為佛像所鑄，這對於佛教徒來說，當有一種吸引力，故留之以殉葬，故葬時不一定在此種錢流行之時。

另一方面，以我們在四川發掘墓葬的經驗，唐宋墓葬中所出的錢，大半都是當時所流行之品，如「開元」絕少與「五銖」同出，宋錢亦絕不與「開元」同出。雖南宋的墓可出北宋的錢，但亦是當時流行的貨幣。特別是將錢握於兩手之中，這是唐代的特殊葬法，宋、五代的墓葬中絕不如此，當有一種特殊意義。(可參看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官渠埝唐、宋、明墓清理簡報》中的唐墓，《考古通訊》1956年第5期。)根據這些事實，我們推測這一墓葬不會晚到五代初年，因為當五代初年王建據有蜀土時，鑄錢頗多，(前蜀王建曾鑄「永平」「通正」「天漢」「光天」，王衍曾鑄「乾德」「鹹康」等錢，其中以「永平」為最難得，其他流傳均多。)而此墓中未有發現一品。此一推測，由所發現的經咒印本亦可得到一些旁證。

此經咒印本系裝置在骨架臂上的銀鐲之內。在初發現時並不知道銀鐲裡面有東西。當取回館中整理時，因銀質已朽，小處有破損，覺其中裝有彈性物品，有如橡皮。乃將銀鐲剖開，乃知是紙，但已固結，不易展開。在將其展開時，曾小有破損。

此印本為31釐米×34釐米，對角緊緊卷裹，裝置於鐲中。紙為繭紙，極薄，半透明，但韌力甚強。據見過舊紙極多的裝裱工劉紹侯同志說，此為唐代繭紙，為繭、桑皮、麻加檀木漿所制，故在光線下視之，表面有光澤，甚薄而有韌力，雖在潮溼中浸潤千餘年之久，但仍能將其舒展，若系他種紙張，則早已成紙漿了。其他有許多對中國的舊紙有研究者亦均認為系唐紙，不過我對紙張的鑑別全系外行，此紙亦未經過化驗，今只略述對於紙張有研究者的意見於此。

印本中央為一小方欄，欄中刻一菩薩像坐於蓮座之上，六臂手中各執法器。欄外圍繞刻一種梵文，中國佛教經典中所稱為天城體(Deva-nagari，梵語義為「神聖經文體」（devine sccipture characters）。斯坦因稱此種體為Brahmr，在說明中又稱為Corrupt Sonskcit，未知孰是。按此種字型的經咒石刻，據重慶市博物館鄧少琴副館長告著者，在峨眉山大峨寺及西昌兩處均有之，皆為唐刻。不過我個人未見到，亦未見到拓本。鄧副館長對於四川的金石碑版所見甚多，蒐羅亦富，其言當必有據。)的經咒十七週。咒文外又雕雙欄，其中四角各刻菩薩像一，每邊各刻菩薩像三，而間以佛教供品的影象。

印本右邊首題漢文一行：「（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近卞□□印賣咒本□□□……」字型圓活秀勁，饒具唐人書法的風格。雖系雕版，不若北宋刻本之方板而顯示雕鑿的痕跡。從字型及刻法論，亦當系唐代作品。

「成都府」三字已漫滅其半，但以「成都縣」三字例之，則是很清楚的。在唐代成都稱「府」始於肅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因為唐代的慣例，凡是封建天子行幸駐蹕之地，例改稱為府。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玄宗逃到成都，後一年回到長安，遂改蜀郡為成都府，長史為尹。五代時成都為前後蜀的都城，故仍稱府。宋初歷有變動，如太平興國六年（公元981年）降為州，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又復為府等。龍池坊今不可考，大概在今成都城的東北部。據《舊唐書·地理志》說：「貞觀十七年，分成都縣置蜀縣，在州郭下，與成都分理。」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二月改為華陽。自是之後，成都縣在西北，華陽縣在東南，同城而治。龍池坊既在成都縣，自當在現成都城的東北部，因為在唐以前成都城內的諸大池多在東北，而以「龍」名者不其一處。(《華陽國志》及《水經注》均言「城北有龍堤池」，其處今已無可考。唐宋之時，今成都城中心有一大池，名摩訶，王建據蜀稱帝時曾改為躍龍池，或龍躍池。《新五代史·前蜀世家》說「元膺（建之太子）匿躍龍池檻中」，即係指此。王衍時改為宣華池，但一般記載中則仍稱摩訶池。孟昶《花蕊夫人》宮詞中屢屢提到龍池，如「龍池九曲遠相通」「龍池鳳苑夾城中」「宜使龍池更鑿開」「樂聲飛出躍龍池」等等，不一而足，大概均係指摩訶池。摩訶池系在前後蜀的宮禁中，外面的坊市自不能以之為名，除非在王蜀之前，已有龍池之稱，但此種可能性甚小。雖《方輿勝覽》言摩訶池名稱之起有：「隋蜀王秀取土築廣子城，因為池。有胡僧見之曰：摩訶宮毗羅。蓋梵語謂摩訶為大，宮毗羅為龍。謂此池廣大有龍耳。」但又有一說以為系蕭摩訶所鑿，故稱摩訶池。按摩訶池之稱龍池，大概僅限前後蜀的宮中，外間一般則仍稱摩訶，此於當時記載中及宋代宋祁、陸游等所記者均可證，想龍池坊或與此無關。)唐代街市稱坊，相沿至宋代不改。故由此印本上的地名不能定其時代為唐或為五代。

斯坦因在新疆、甘肅一帶盜竊我國文物時，在敦煌千佛洞亦發現與此類似的經咒印本一張。(見Serindia，Vol.IV，Pl，Cl。)雕版較此本為複雜，並刻有施主及刊刻人的姓名，並刊刻人的「手記」及年月，時為宋「太平興國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手記」首題「大隨永陀羅尼」。記中有：「若有人持此神咒者，所在得勝。若有能書寫帶在頭者，若在臂者，是人能成一切善事，最勝清淨，為諸天龍王之所擁護，又為諸佛菩薩之所憶念……」可見當時將此種「神咒」帶在身邊為一種風氣，有如現在藏族之帶「告烏」。特別是「若在臂者」與此墓中所發現的情況正為相合。

從雕版及所刻漢字的字型來看，敦煌的印本應較此墓中所發現者為晚。敦煌的雕版比較複雜精緻，可見雕版技術已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而字型的刻畫，已具北宋刻書字型的風格，比較呆板而呈露雕鑿的鋒芒，不如此墓中印本上的字型圓潤自然。

我們根據這一印本的出土情況及印本的本身來推斷它是唐末的東西，這從四川當時的雕版發展情況來看，亦可以得到一些旁證。我們知道四川在唐文宗（李昂）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前後就有「以版印歷日」之事。曆書是農民大眾所最需要的一種書籍，能「以版印」，其數量當不在少數，而雕版技術亦必定有相當的發展。在9世紀末葉，黃巢起義軍佔領長安後，隨著僖宗（李儼）逃到成都的柳，後來在他的家訓序中記載當時成都刻書的情況說：「中和三年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餘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浸染，不可盡曉。」(《舊五代史·明宗紀》注所引。)由此，可見當時蜀中刻版之盛，而宋朱翌直以墨版始於蜀，亦不為無因了。(《猗覺寮雜記》（卷六）：「雕版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

在9世紀之中，四川刻書之風既如此興盛，佛教徒利用雕版來印刷符錄經咒，是極為可能的。而論印刷史者，以為雕版之起，其始多為印刷宗教上的宣傳品，證之以所發現的最早的印刷品多為佛教經咒及佛像可驗。果其如此，蜀中在9世紀中能刊刻比較大部的「歷日」「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字書小學」之書，比較簡短的佛像經咒的刊刻應在其前，亦是自然之勢。敦煌所發現的最早的雕版印本，均無刊刻的地名，此印本中詳記有雕版及印賣的地方，在研究中國印刷史的掌故上，自是一種很珍貴的資料。

（原載《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5期）

前蜀王建墓內石刻伎樂考

王建墓中室內建棺槨的石座東南西三面雕刻有伎樂24人，計舞者2人，奏樂器者22人。此一群雕刻，不只在藝術上表現出極高的技術水平和現實主義風格，而且是一部極完整的、樂器最多的音聲隊，為考見唐五代音樂和樂隊組織的極重要的資料。

國內石刻中刻伎樂的，亦往往有之，如雲崗、龍門、麥積等石窟內佛座及頭光上所雕的伎樂天即是其例。敦煌壁畫中亦多有之。不過此類材料，到現在尚未經過學者們的整理，且多剝蝕不全，整理亦不易。又云崗等處石刻和敦煌壁畫中的伎樂天，在服裝及樂器上尚保持著純粹的胡樂風格，而王建墓內的伎樂，則完全是中國的音樂，是中國古代藝人精心的創造，所以它在研究民族音樂的發展上，更是珍貴的材料。

為了說明王建墓內伎樂的性質，先將唐代音樂的大概情況予以簡略的敘述，我想是有一些幫助的。

隋唐結束了自東晉以來南北對峙的情況，開創了政治上的統一局面，因之，社會、文化各方面都呈現出一種新的面貌，音樂亦進入了一新的綜合創造時期。在隋及唐初時，音樂上顯然有三種流別：一種即一般復古者稱之為「先王之樂」的雅樂；再一種為清樂，即自漢魏以來所創造的「新聲」；第三種為燕樂，即北朝以來結合外來的音樂所發展的一種新樂。燕樂特為唐人所重，它是中國音樂發展史上一種承前啟後的音樂，故特為重要。(「雅樂既無多，復遭摒棄，故其樂譜俱不傳。所傳於宋代者，燕樂一種而已。由是樂律生大變化，蓋宋元明諸代之樂，皆燕樂之支流餘裔也。燕樂非古雅樂，而襲用古樂黃鐘、太簇諸樂律之名；又顛倒錯亂其次序，並參以胡樂聲調名目。而後世治樂者，遂棼如亂絲，不易治理矣。凌廷堪謂‘今世俗樂，與古雅樂，中隔唐人燕樂一關’。故燕樂者，又研究樂律所必知者也。」見許之衡：《中國音樂小史》，商務印書館，1930年，第45頁。許氏所論不必盡當，但燕樂在中國音樂發展史中之重要性，於此可見。)所謂清樂、燕樂，對雅樂而言，都是俗樂。此外尚有「胡部」，即胡樂。如唐初承隋之舊於宮廷宴享中奏九部樂，九部樂中除清樂、西涼（即國伎）和禮畢外，(禮畢即開皇時七部樂中的文康伎，煬帝（楊廣）大業中改為禮畢，因「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故以禮畢為名」，見《隋書·音樂志》。其樂屬於清樂系統。)其他如扶南、高麗、龜茲、安國、疏勒、康國等均為胡樂，而太宗（李世民）平高昌後又加入高昌樂，為十部。其他如散樂(散樂系雜技中伴奏的音樂，《唐會要·雅樂下》說：「非部伍之聲，俳優歌舞雜奏，總謂之百戲。」)、凱樂(即軍樂，所以備軍容。源出於前代的鼓吹或騎吹。《通典》將其列於雜樂類。)，因其非「部伍之正聲」，均不在此三種主要流別之內。不過這些音樂，在當時都是互相影響的，如《舊唐書·祖孝孫傳》說：「陳樑舊樂（即清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即燕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樂。」由此可以知道當時各種音樂互相影響的情況了。

現在我們可將唐代的這三種主要音樂流別略為論列，藉以明其發展及互相影響之跡。

所謂雅樂，即中國所固有的（或者是最早的）一種原始的音樂，其樂器及音調是極其簡單的，其中雖包括了金（鍾）、石（磬）、絲（琴、瑟）、竹（簫）、匏（笙、竽）、土（壎、缶）、革（鼓）、木（、）等八種質料所製成的樂器的「八音」，但限於當時的生產技術水平，樂器自然是相當簡陋的，這從所出土的殷周的鐘磬、歷代復古者所制的「樂懸」（即雅樂樂器的總名，天子之用稱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以及史籍中所記載者，即可知之。這種音樂，到西周時期已經發展到了頂點，這也是歷代復古的儒家所向往及所欲恢復的標準。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社會生產力的進步、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當然不能滿足於這樣一種原始的音樂了，故在當時音樂上就有了新的發展。在當時大概各國都有新興的音樂，如《禮記·樂記》載魏文侯問樂於子夏，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闢喬志……」當時各國的這些音樂，總謂之為「鄭衛之音」或「鄭聲」。《論語》說「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又說「鄭聲淫」。所謂「淫」，大概係指其悠揚悅耳，易於感人，不若原始的雅樂之單調樸野而言。(《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醫和譬以樂說：「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疏謂「煩手淫聲，鄭衛之曲也」。按「煩手淫聲」，正謂其音樂之進步，能動盪心魂。)如《樂記》載：「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這當然不難索解，以簡單的樂器奏出簡單的音調，與當時新興的音樂相較，聽之當然唯恐其臥了。

實際上，雅樂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漸被淘汰，至秦漢時則已成了死的音樂。「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廟樂，唯《韶》《武》存焉……二世尤以鄭、衛之音為娛。」(《史記·樂書》：「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闢，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並國於秦。」司馬遷雖在慨嘆雅樂的衰亡，但對雅樂沒落的情況，寫來是很生動的。)漢初竟以「風起」之什，歌舞於宗廟，(《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按「風起」之詩為楚聲，自非雅音。)而世世在大樂官、以雅樂世其家的制氏，對於雅樂亦僅「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了。雅樂的衰亡自可想見。在當時亦有想恢復雅樂的，如《漢書·禮樂志》言：「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按河間獻王所集的雅樂，在當時亦曾試奏，但「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故所謂雅樂，在西漢時已是「聽者不知其為樂」了。)是知在西漢時，雖有雅樂，亦不過用之「以備數」，而「不常御」，所常御及在郊廟所奏的，均非雅聲。(《漢書·禮樂志》說：「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封建天子在郊廟中尚如此，民間更可想見一斑了。

歷來的封建統治者，往往借復古之名，來維持他們的封建特權，在音樂的發展上也不例外，也表現了這種新舊的鬥爭。欲恢復古代制度的儒家自孔子起，都反對新興的音樂，斥之為「鄭聲」，為「亂世之音」，而尊他們所謂「先王之樂」的古代原始音樂為「雅樂」。自漢至隋，各代皆曾製作雅樂，大抵皆置而少用，所用者皆為「俗樂」。到隋文帝（楊堅）時始正式把「雅」「俗」分開，《新唐書·禮樂志》說：「自周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唐初亦曾大創其「雅樂」，此時所作的雅樂，亦非完全的「先王」的原始音樂了，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的。所以唐代的所謂雅樂之中，實羼雜有胡俗樂的部分。然這絕不能挽救雅樂的死亡，而唐代所恢復的雅樂的性質，可得而知的，如白居易詩自注說：「太常選座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伎，又選立部伎絕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則雅樂可知矣。」(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三，新樂府《立部伎》。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二十四《立部伎》注與此略同。)總之，雅樂是一種已死的音樂，是為一般所拋棄的音樂，人民不只不能欣賞，亦且不需要。所以《宋史·樂志》很悲憤地說：「世號太常為雅樂，而未嘗施於宴享，豈以正聲為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悅豫和平，則不待知音而後能也。今太常樂縣鍾、磐、壎、篪、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幹、戚之制，類皆仿古，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為樂而觀者厭焉，古樂豈真若此哉！」當然，以「絕無性識」之人，奏極簡單原始的樂器，自然是「聽者不知為樂，而觀者厭焉」了。而唐代的雅樂，亦是「太常雅樂備宮懸，九奏未終百寮惰」(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二十四《立部伎》。)。反動復古者為了維持他們的封建統治，一貫地想恢復古樂來與新興的「俗樂」對抗，竟置歷史的發展事實於不顧，這在宋代已有人指出。房庶說：「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為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為箏笛。匏，笙也，攢之以鬥；壎，土也，變而為甌；革，麻料也，擊而為鼓；木， 也，貫之為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鎛鍾、鎛磬、宮軒為正聲，而概謂夷部、滷部為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椎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食以俎豆，後世易以杯盂；簟席以為安，後世更以榻桉。使聖人復生，不能捨杯盂、榻桉，而復俎豆、簟席之質也。八音之器，豈異此哉!」(《宋史·樂志》。)房庶此論，是與發展的觀點相暗合的，而復古者，欲使歷史停滯於原來的地位而不進，亦不過如螳臂當車而已。

唐代所制的所謂「十二和」「雅樂」，大概亦「不常御」，因唐代自太宗而後，歷高宗、武后、中宗、玄宗，均曾大制樂舞，其所制的樂舞，皆雜用龜茲樂。如《舊唐書·音樂志》所稱為唐初三大樂舞的破陣樂、慶善樂和上元樂，除慶善樂用西涼樂外，其他皆雜用龜茲樂。《舊唐書·音樂志》說：「自《破陣舞》以下，皆雷大鼓，雜以龜茲之樂，聲振百里，動盪山谷。大定樂加金鉦，惟慶善舞獨用西涼樂，最為閒雅。」這些樂舞在初唐不僅是平常宴享的樂舞，而亦用「以享郊廟」。如《舊唐書·音樂志》又說：「破陣、上元、慶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鐘磬，以享郊廟。以破陣為武舞，謂之七德；慶善為文舞，謂之九功。」(以上的樂舞，在唐代亦稱為雅樂，見儀鳳二年太常少卿韋萬石及刊正樂官等所奏。可參看《通典》（卷一百四十七）及《唐會要》。)由此可見唐代所制的「雅樂」，想不過亦以之「備數」而已。

至於清樂，則系自漢以來所創造的新聲，其源大概出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各國的音樂，至西漢時才加以綜合創造。《漢書·禮樂志》說：「乃（謂武帝劉徹）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又卷九十三《李延年傳》說：「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絃歌所造詩，謂之新聲曲。」由此可知西漢時所造的音樂，是根據原有音樂及採當時各地流行的音樂（其中抑或雜有外來音樂）而成的，故《隋書·音樂志》說：「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丘之祭，頗雜謳謠，非全雅什。」漢代的音樂雖曾留下一些曲名，但因文獻不足，不能知其詳。最近山東沂南出土的漢魏時期的畫像石，其上刻有相當複雜的樂隊，但是為雜技伴奏的音樂，亦即後來所稱的散樂，似不能由之窺見漢代音樂的全貌。(《考古通訊》第2期，圖版一、三。四川東漢時期的畫像磚中，亦有少數樂隊的影象，皆為雜技伴奏的音樂和「馬上樂」，亦即所謂「騎吹」，不是漢代音樂的主要部分。)

自西漢而後以訖魏晉，歷代均有製作，但皆因襲漢樂，略變新聲。而清商之名，亦起於魏晉之際，其源則出於漢魏的相和曲。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六《論相和歌辭一》說：「《宋書·樂志》曰：‘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為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和之為十三曲。’其後晉荀勖又採舊辭施用於世，謂之清商三調歌詩，即沈約所謂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也。《唐書·樂志》曰：‘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側調。楚調者，漢房中樂也。高帝樂楚聲，故房中樂皆楚聲也。側調者，生於楚調，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晉書·樂志》曰：‘凡樂章古辭存者，並漢世街陌謳謠，《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其後漸被於弦管，即相和諸曲是也。魏晉之世，相承用之。承嘉之亂，五都淪覆，中朝舊音，散落江左。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相和諸曲，亦皆在焉，所謂清商正聲，相和五調伎也。」由此可見「相和」與「清商」不過是命名的不同，以秦法言，即是「相和」，以調的情質言，即是「清商」（以清商概括其他二調），所以二者實是互相包括的。

《魏書·樂志》說：「初，高祖討淮、漢，世祖定壽春，收其聲伎。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荊楚四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庭享宴兼奏之。」《通典》卷一百四十六說：「清樂者，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世以來舊曲。樂器形制，並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於史籍。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張氏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樂府詩集》（卷四十四）論清樂的原委更為詳盡：「清商樂，一曰清樂。清樂者，九代之遺聲。其始即相和三調是也，並漢魏以來舊曲。其辭皆古調及魏三祖所作。自晉朝播遷，其音分散，苻堅滅涼得之，傳於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自時以後，南朝文物號為最盛。民謠國俗，亦世有新聲。王僧虔論三調歌曰：‘今之清商，實由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高，江左彌重；而情變聽改，稍復零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所以追餘操而長懷，撫遺器而太息者矣！’後魏孝文討淮漢，宣武定壽春，收其聲伎，得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荊楚四聲，總謂之清商樂。至於殿庭饗宴，則兼奏之。遭樑、陳亡亂，存者蓋寡。及隋平陳得之，文帝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乃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新定律呂，更造樂器。因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謂之‘清樂’。開皇初，始置七部樂，清商伎其一也。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涼等為九部。」將上面所引各段合而觀之，清樂在隋以前的演變，是很明白的。它是中國自秦漢以來一脈相承的舊樂，自東晉以後，主要流行於南方，而加入了當時南方的音樂，所謂「吳聲」「楚謳」，是當時南方人民喜愛的一種音樂。

清樂的樂器，據《通典》（卷一百四十六）所載有：「鍾一架，磬一架，琴一，一弦琴一(據《舊唐書·音樂志》，「一弦琴一」當為「三絃琴一」，其下當有「擊琴一」三字。)，瑟一，秦琵琶一，臥箜篌一，築一，箏一，節鼓一，笙二，笛二，簫二，篪二，葉一，歌二。」以樂器論，鍾、磬、琴、瑟、笙、笛、簫、篪等，皆中國原有的樂器。秦琵琶、臥箜篌、築和箏，則為漢代所發展的。秦琵琶（即秦漢子，與燕樂的胡琵琶有別）與箜篌，始或為受外來樂器的影響所創制的。葉則純為南方的樂器。清樂的樂隊在樂器上，自以笙、笛、簫、篪為主，故其數亦各二。清凌廷堪《燕樂考原》（卷一）說：「今之南曲，清樂之遺聲也。清樂，樑、陳南朝之樂，故相沿謂之南曲。」亦不為無因了。又自清樂的樂器完全缺乏鼓及其他響亮的樂器來看(清樂樂器中的「節鼓」，並非如胡樂中的鼓，它等於雅樂中的柷敔、胡樂中的拍板，是一種節樂的樂器。《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六）說：「節鼓不詳所造，蓋拊與相二器之變也。江左清樂有節鼓，狀如弈局，朱髹畫其上。中間圓竅適容鼓焉，擊之以節樂也。自唐以來，雅樂聲歌用之。」故節鼓不能與其他的鼓相提並論。)，其音調自是很緩慢靡弱的，所以杜佑說它「從容雅緩，猶有古士君子之遺風，他樂則莫與為比」。

清樂的樂器最接近於中國原有的音樂，故在隋唐時亦有稱其為雅樂的。其實它亦是俗樂，與一般復古者稱之為「先王之樂」的雅樂大有區別。不過到了隋唐時期，清樂已屆沒落，因其聲靡弱，唐人不重，故自長安以後，純粹的清樂逐漸亡佚。

燕樂系北朝的音樂。當時入據中原的外族不能欣賞中國的音樂，所以他們雖獲得了中國的樂器及工伎，亦置而不用。《舊唐書·音樂志》說：「元魏、宇文，代雄朔漠，地不傳於清樂，人各習其舊風。雖得兩京工胥，亦置四廂金奏，殊非入耳之玩，空有作樂之名。」他們所喜愛的音樂，是由龜茲樂轉變而來的西涼樂，在周魏之時稱為「國伎」。《隋書·音樂志》說：「《西涼》者，起苻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為之，號為秦漢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這種音樂及龜茲樂自魏至隋而流行更甚。論龜茲樂又說：「《龜茲》者，起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後魏平中原，復獲之，其聲後多變易。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凡三部。開皇中，其器大盛於閭閈，時有曹妙達、王長通、李士衡、郭金樂、安進貴等，皆妙絕弦管，新聲奇變，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炫公王之間，舉時爭相慕尚。」

西涼樂源出龜茲樂，是在涼州華樂化了的音樂。故《舊唐書·音樂志》言：「其樂（西涼樂）具有鐘磬，蓋涼人所傳中國舊樂，而雜羌胡之聲也。魏世共隋鹹重之。」其樂以琵琶為主而眾樂隨之。《新唐書·禮樂志》言其樂器說：「絲有琵琶、五絃（亦琵琶之一種）、箜篌、箏，竹有觱篥、簫、笛，匏有笙，革有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土則附革而為鞚，木有拍板、方響，以體金應石，而備八音。」(《新唐書》不過總括言之，《舊唐書·音樂志》記其樂器更詳。計有：鍾一架、磬一架、彈箏一、拸箏一、臥箜篌一、豎箜篌一、琵琶一、五絃琵琶一、笙一、簫一、篳篥一、小篳篥一、笛一、橫笛一、腰鼓一、齊鼓一、簷鼓一、銅鈸一、貝一。)以其樂隊的組織而言，琵琶為眾樂之準，而主要佐以鼓及觱篥。觀其樂隊之中，鼓即有五種之多，而觱篥聲音嘹亮清越，可想見其聲音之洪壯了。這是深合於北方人民的性格的。在隋以前，這種音樂被稱為「國伎」，或稱「西涼伎」及「秦漢伎」。至唐初張文收又據之以作宴樂，《通典》（卷一百四十六）說：「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協律郎張文收採古《朱雁》《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歌》，名曰宴樂，奏之管絃，為諸樂之首……樂用玉磬一架，大方響一架，拸箏一，築一，臥箜篌一，大箜篌一，小箜篌一，大琵琶一，小琵琶一，大五絃琵琶一，小五絃琵琶一，吹葉一，大笙一，小笙一，大篳篥一，小篳篥一，大簫一，小簫一，正銅鈸一，和銅鈸一，長笛一，尺八一，短笛一，揩鼓一，建鼓一，鞉鼓一，桴鼓二，歌二。」唐代燕樂之名，實仿於此。(以前所謂燕樂，系謂「房內之樂」，《隋書·音樂志》引：「鄭玄曰，燕樂，房內樂也，所謂陰聲，金石備矣。」與唐代燕樂的含義不同。)自張文收所造燕樂的樂器上言，是混合當時南北和中外的樂器而成的，在當時確是一種新的綜合及創作。但自其性質上言，仍是北朝的音樂。故凌廷堪《燕樂考原》（卷一）說：「此宴樂也，皆北朝之樂。」

亦有將隋唐時所有在宴享時所奏的音樂稱為燕樂者。如日本人林謙三說：「燕樂是燕享時所用的音樂，不問是胡是俗，凡隋高祖之七部樂，煬帝之九部樂，唐之九部樂（後為十部樂）及坐立部伎等，皆可稱為燕樂。燕樂諸調可大別為清樂（一名清商）、胡樂、俗樂三種，就中除清樂而外，胡俗二調幾乎是一體。在唐時可以說並沒有區別。」(林謙三：《唐代燕樂調研究》，第3頁。)這是把燕樂的含義加以擴大，除雅樂外包括一切宴享時所奏之樂，其中也包括各種純粹的胡樂。這樣的用法，是比較混亂的。我們應以唐宋人所謂「合胡部者為燕樂」為準，亦可謂為華樂化的胡樂（主要的是龜茲樂），因為它已不完全是胡樂，而是經過中國樂人的融會和創造，其中包括唐代所自造的大小諸樂舞，故《通典》將自周隋承襲下來的樂舞及唐代自造的樂舞，均列入坐立部伎（即燕樂）(唐人對於其自創的諸樂舞，均不自稱為燕樂，張文收所造的自稱宴樂者除外，故杜佑在《通典》中不立「燕樂」一類，皆隸於「坐立部伎」之下，可參看《通典》卷一百四十六。燕樂乃宋以後人的類別。)內，而與清樂及四方樂（即純粹的胡部）(《通典》的「四方樂」內包括隋文帝七部樂、煬帝九部樂及唐初十部樂中的各胡部。參看《通典》卷一百四十六。)對立。唐人對於燕樂的性質，於此即可知了。

龜茲樂自周齊以至隋唐間，對中國音樂的影響是很大的，西涼樂（國伎）當然是龜茲樂的變聲，而唐人所造的諸樂舞，除極少數外，幾乎全本於龜茲樂。《舊唐書·音樂志》說：「自破陣舞以下……雜以龜茲之樂……惟慶善舞獨用西涼樂。」又說：「自長壽樂以下皆用龜茲樂，舞人皆著靴，惟龍池備用雅樂，而無鐘磬，舞人躡履。」前已言之，西涼樂是華樂化了的龜茲樂，而此處所謂雅樂，亦即是清樂而雜胡樂成分者，觀其無鐘磬可知。林謙三也說：「隋唐代的龜茲樂之優越，致其所使用之樂調成為二代俗樂調之基礎，而於唐代則俗樂中最為重要的坐立部伎也有龜茲樂參與著。」(林謙三：《唐代燕樂調研究》，第145頁。)不只唐代的燕樂調主要是龜茲樂調，而樂器亦是如此。

以上是唐代雅樂、清樂及燕樂的一般情況。雅樂早已是一種死的音樂，隋時雖欲加以恢復而未能成功，唐時雖欲吸收胡俗樂成分而加以恢復，但因其樂器過於原始，音調過於簡單，仍回天乏術。清樂是自戰國以後源於雅樂而發展的一種新樂，經過漢魏及南朝，它有長足的發展。自隋滅陳清樂再入中原後，因其音調緩慢靡弱，不合乎當時新興北方人民的活潑口味，故逐漸歸於消亡。終唐之世，由龜茲樂轉變而來的燕樂，始終佔著優越的地位。清樂發展了約千年之久，到了唐代已達到了垂死的階段，若要繼續存在，則必須吸收新的成分而加以改變，這一變革自清樂重入中原時即已開始，後來發展成為唐人的法曲和道調，而尤以法曲為最重要。法曲即清樂中羼入了燕樂成分的音樂，但仍是清樂。

《新唐書·禮樂志》說：「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鐃、鈸、鍾、磬、幢簫、琵琶。琵琶圓體修頸而小，號曰‘秦漢子’，蓋弦鞀之遺制，出於胡中，傳為秦、漢所作。其聲金、石、絲、竹以次作。隋煬帝厭其聲澹，曲終復加解音。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人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為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禮樂志》又說：「文宗好雅樂，詔太常卿馮定採開元雅樂制《雲韶法曲》及《霓裳羽衣舞曲》。《雲韶樂》有玉磬四虡，琴、瑟、築、簫、篪、籥、跋膝、笙、竽皆一，登歌四人，分立堂上下，童子五人，繡衣執金蓮花以導，舞者三百人。階下設錦筵，遇內宴乃奏。……樂成，改法曲為仙韶曲。」《唐會要》（卷三十二）說：「文宗開成三年，改法曲為仙韶曲。按法曲起於唐，謂之法部。其曲之妙者，有《破陣樂》《一戎大定樂》《成長樂》《赤白桃李花》，餘曲有《堂堂》《望瀛》《霓裳羽衣》《獻仙香》《獻天花》之類，總名法曲。」

清樂的變革，大概開始於隋代，其後經過唐人的創造遂胡俗樂化而變為法曲。《堂堂》固屬舊清樂曲而改編的，《破陣》《大定》則系用清樂來演奏新聲的，而《霓裳羽衣》《獻仙香》《獻天花》等則系唐人新的創作。(這些樂曲，大概均是胡俗樂曲而清樂化的。例如《霓裳羽衣》即是天竺樂曲（原名婆羅門曲）經過加工改制的。參見沈括撰、胡道靜校注：《夢溪筆談校證》上冊，第235—245頁。)從法曲的樂器看，它確是屬於清樂系統，這從當時的記載中亦可看出。元稹的《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法曲》雲：「……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浸淫易沉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落；雅弄雖雲已變亂，夷音未得相參錯……」又白居易《法曲歌》：「法曲法曲歌大定，積德重熙有餘慶，永徽之人舞而詠。法曲法曲舞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法曲法曲歌堂堂，堂堂之慶垂無疆，中宗肅宗復鴻業，唐祚中興萬萬葉。法曲法曲合夷歌，夷聲邪亂華聲和，以亂乾和天寶末，明年胡塵犯宮闕。乃知法曲本華風，苟能審音與政通……」這裡所謂「雅弄」「華聲」或「華風」，都係指法曲是中國的原有音樂。當時「士大夫」均以清樂為「華夏正聲」，而欲保持其純粹。但當時清樂已不可復見，所行者唯法曲，故以法曲為「華聲」。觀乎白居易《法曲歌》自注說：「法曲雖似失雅音，蓋諸夏之聲也，故歷朝行焉。」法曲系屬清樂系統，更為明白。

在唐代有所謂「道調」者，因唐室帝王自以為系老子之後，故崇祀道教。「道調」則系祀老子及道教宗教上所用的音樂，亦隱有與佛教音樂相對抗的意思。《新唐書·禮樂志》說：「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後也，於是命樂工制道調。」玄宗晚年慕神仙之事，又大作道曲。《新唐書·禮樂志》說：「帝（玄宗）方浸喜神仙之事，詔道士司馬承禎制《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會元制《大羅天曲》，工部侍郎賀知章制《紫清上聖道曲》。太清宮成，太常卿韋絛制《景雲》《九真》《紫極》《小長壽》《承天》《順天樂》六曲，又制商調《君臣相遇樂》曲。」

道調的樂器組成，《舊唐書·音樂志》及《新唐書·禮樂志》均不載，《通典》及《文獻通考》亦均不言道調，想道調係一種宗教上的音樂，於一般的音樂影響不大，從《唐會要》所載諸樂曲的關係言之，大概亦系「承清樂之流而終至胡俗樂化者」(林謙三：《隋唐燕樂調研究》，第65頁。)。

總的來說，隋唐以前中國北朝的音樂，可以說是中國樂化的胡樂；而南朝的音樂，可以稱之為胡俗樂化的中國樂。在唐代這兩派音樂的進一步相互影響下，便產生出由北朝樂所發展的「燕樂」，及由清樂發展出來的「法曲」。這兩派的音樂在樂器上及奏法上雖有很大的混合，但在聲律上尚保持各自的特點。但是這種局面是不能長久的，是終究要融合的。

唐代音樂在玄宗時，又進入了一大變革及創造時期。因玄宗本人精於音律，對音樂特為提倡，故當時音樂特盛，且廣被於民間。最後在天寶十三載遂有「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新唐書·禮樂志》。)之詔，這在當時音樂的發展上自屬不可避免的趨勢，而保守者卻加以惋惜。沈括《夢溪筆談》（卷五）說：「外國之樂，前世自別為四夷樂。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新聲為清樂，合胡部者為宴樂。」凌廷堪更推衍之說：「唐之俗樂有二：一曰清樂，即魏晉以來之清商三調也。三調者，清調也，平調也，側調也，龜茲樂入中國前，樑陳之俗樂如此。姜堯章雲：‘琴七絃加變宮、變徵為散聲者曰側弄。’是清樂之側呼叫二變者也。又云：‘具宮、商、角、徵、羽者為正弄。’是清樂之清調、平調不用二變者也。荀勖之正聲、下徵、清角，亦只三調也。一曰宴樂，即蘇只婆琵琶之四均二十八調也，龜茲樂既入中國以後，周齊之俗樂如此。姜堯章所度之曲，遺譜尚存，無不用二變者，是宴樂二十八調皆用二變也。自是而後，清樂之側調，亦雜入宴樂，而不可復識矣。」實際上這種混合並不開始於天寶年間，而在隋唐之際即已開始，至天寶時始正式完全混合而已。這當然是一種更高階的發展，且為唐以後中國音樂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現在我們在描述了唐代音樂的大概情況以後，關於唐代「立坐部伎」的問題亦須交代一下，因為它與王建墓內的伎樂亦有一些關係。

唐代把樂舞分為立坐二部，不知起於何時。《舊唐書·音樂志》說：「高祖（李淵）登極之後，享宴因隋舊制，用九部之樂，其後分為立坐二部。」而未言分於何時。《通典》亦只言立坐二部。《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六）始言：「元宗時，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新唐書·禮樂志》亦言玄宗「又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者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者謂之坐部伎……」)不過據《通典》（卷一百四十七），高宗儀鳳二年太常少卿韋萬石與刊正東官等奏內已有立部伎之名。(《唐會要》（卷三十三）載：「神龍二年八月，敕立部伎舞人，以後並不得改補入諸色役。」此亦在玄宗之前。)大概坐立部伎之名，起於高宗或高宗以前，其初不過以其所奏的部位分之，沒有等級貴賤之分，至玄宗時始將其正式分開而別為等。如《新唐書》《舊唐書》及《通典》所載的立部伎八部(立部伎的八部：（1）《安樂》，後周武帝平齊所作，當時謂之城舞；（2）《太平樂》，一名五方獅子舞，其舞有如現代的舞獅子，大概原出於龜茲，經西涼轉變而來的（參見白居易：《新樂府西涼伎》）；（3）《破陣樂》，太宗所作；（4）《慶善樂》，太宗所造；（5）《大定樂》，出自《破陣樂》，高宗所造；（6）《上元樂》，高宗所造；（7）《聖壽樂》，武后所造；（8）《光聖樂》，玄宗所造。)、坐部伎六部(坐部伎的六部：（1）《燕樂》，張文收所造。其中又分四部：《景雲樂》《慶善樂》《破陣樂》《承天樂》；（2）《長壽樂》，武后所造；（3）《天授樂》，武后所造；（4）《鳥歌萬歲樂》，武后所造；（5）《龍池樂》，玄宗所造；（6）《破陣樂》，玄宗所作。)，皆系自太宗以至玄宗時所造的諸樂舞，於此則自可知了。

玄宗不只把立坐二部正式分開，還把「俗樂」自太常劃分出來，由他親自教練。他「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技，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範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見《通考》卷一百四十六。)。皇帝的梨園弟子也屬於坐部伎，這在唐代當然是一種新制度。

立部伎所奏者為一種豪放的音樂，坐部伎所奏者為一種比較精緻複雜的音樂，所以演變到了後來，立部賤而坐部貴，這當然與李隆基親自所教的梨園弟子也不無關係。白居易的新樂府詩《立部伎》說：「太常部伎有等級，堂上者坐堂下立。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鳴。笙歌一聲眾側耳，鼓笛萬曲無人聽。立部賤，坐部貴，坐部退為立部伎，擊鼓吹笙和雜戲。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樂懸操雅音……」白居易的這首樂府，本來係為慨嘆雅樂的沒落而作的，(《白氏長慶集》卷三：「立部伎，刺雅樂之替也。」)但它將當時各種音樂的情況說得很清楚。在白居易之時，立部伎直等於散樂「擊鼓吹笙和雜戲」了。《新唐書·禮樂志》也說：「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立坐部之分，亦可看出唐人對音樂欣賞的轉變。立部伎中的樂舞，均為比較粗豪巨集壯及胡樂成分較重的樂舞，而坐部伎中的樂舞，則系比較悠揚及華樂化程度較高的樂舞，特別是當時「梨園」所奏的樂舞。這在音樂的欣賞上當然是一種提高，從前「聲振百里，動盪山谷」、震耳欲聾的音樂，已不是此時欣賞的物件了。

王建墓內所刻的伎樂（圖三〇），自其演奏的情況看，自系屬於坐部伎一類。



圖三〇 王建棺座浮雕

1．南面 2．北面 3．東面 4．西面

王建墓內的伎樂，系刻在中室棺座東、南、西三面。棺座長7.45米，寬3.35米，高0.84米。座作須彌式，上鋪白大理石一層。上簷刻龍戲珠，皆著色貼金。簷下刻仰瓣寶蓮花。座腳刻覆瓣寶蓮花，原亦皆著色。座身雕壺門，東西各十，南面四。伎樂即刻在壺門內，均作深肉雕。使樂頭飾及服裝，原皆著色貼金，初出土時尚十分明顯。

南面為正面，正中刻舞伎二人，相對而舞。東首刻奏琵琶伎，西首刻擊板伎。此兩伎似為樂隊的領隊，故刻於正面，其衣飾亦略與其他各伎不同。茲將各伎所奏的樂器略做說明：

奏琵琶伎刻於棺座正面東首，服裝與西首執板伎同，與其他各樂伎異。髻上戴金鳳，肩著帔巾，在眾伎中顯然是一領隊。其所奏的琵琶為燕樂的琵琶，亦即胡琵琶，與清樂的琵琶不同。清樂的琵琶亦名秦琵琶，或稱秦漢子，傳為秦漢時所作。其制「圓體修頸而短」，四弦十二柱，所謂「弦鞀之遺制」者。這裡所刻的琵琶，體大而橢圓，所謂「充上銳下」者，曲頸、四軫，可知其為四弦。刻柱的地區已脫落，不知其是否是四柱，不過這種琵琶以四弦四柱為最普通的形式。「這種琵琶發祥於西亞細亞地區，是波斯、印度、中央亞細亞諸地方的最主要的樂器之一，隋唐時胡樂中天竺、龜茲、疏勒諸樂沒有不使用這種琵琶的。」(林謙三：《隋唐燕樂調研究》，第110頁。)雲崗、龍門、麥積等石窟中唐代石刻佛座上所刻的伎樂天，以及敦煌唐代壁畫中所畫的伎樂天所奏的琵琶，大都是此種琵琶。

琵琶用手，相傳起於唐代。《舊唐書·音樂志》說：「案舊琵琶皆用木撥彈之，太宗貞觀中始有手彈之法，今所謂琵琶者是也。《風俗通》所謂以手琵琶之，乃非用撥之義，豈上世固有之者耶？」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四）推唐以前已有手之法，但未有明證。或者，秦漢子原系以手，而不用撥，故《風俗通》有「以手琵琶之，因以為名」之言，而《釋名》亦有「推手前曰琵，引手卻曰琶」之說，皆非用撥之意。如麥積山「麥察127號窟」魏石刻佛像頭光上之伎樂天，有一位所奏者為秦漢子，正用手而不用撥。(見中國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麥積山石窟》，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1954年，圖版一〇二。)此其證。大概中國的秦琵琶原系用手，周隋時傳入中國的龜茲樂的胡琵琶，原系用撥。入中國後，在唐初有用中國的手法彈胡琵琶的，這在奏法上當然是一種改進。前人不察，不能分別秦琵琶與胡琵琶，所以連它們的彈法也混淆起來了。一方面說手起於唐，一方面又說前代已有手，而不能自決。

今觀此雕刻上仍用撥，其形甚大，可以想見其制度。

豎箜篌係一種外來樂器，唐代的胡俗樂中無不用之。《舊唐書·音樂志》說：「豎箜篌，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有二絃，豎抱於懷，用兩手齊奏，俗謂之擘箜篌。」所記正與此合。按此處箜篌的弦並未刻出，想原來系用顏色畫上的，但不知是否是二十二絃。

箏乃清樂的樂器，其制似瑟而小，十有二絃，其始蓋在秦漢之際。《通典》（卷一百四十四）說：「箏，秦聲也。傅元《箏賦》序曰：代以為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準六合，弦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斯乃仁智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能關思哉！」所謂蒙恬所造，大概系受外來樂器的影響而創造的。據《通典》及《舊唐書》，皆言清樂的箏十二絃，他樂皆十三絃。

觱篥是唐代胡俗樂中的主要樂器之一，又名悲篥、笳管。後來有頭管、風管等名。其制略似近代的嗩吶，但無下部的喇叭頭部分。《通典》（卷一百四十四）說：「篳篥本名悲篥，出於胡中，其聲悲。或雲儒者相傳，胡人吹角以驚馬。後乃以笳為首，竹為管。」《通考》（卷一百三十八）引陳氏《樂書》說：」觱篥一名悲篥，一名笳管，羌胡龜茲之樂也。以竹為管，以蘆為首，狀若胡笳而九竅，所法者角音而甚悲篥，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焉……後世樂家者流，以其旋宮轉器，以應律管，因譜其音，為眾器之首，至今鼓吹教坊用之，以為頭管。是進夷狄之音，加之中國雅樂之上，不幾於以夷亂華乎？降之雅樂之下，作之國門之外可也。宋朝元會，乘輿行幸，並進之，以冠雅樂，非先王下管之制也。然其大者九竅，以觱篥名之。小者六竅，以風管名之。六竅者猶不失乎中聲，而九竅者其失蓋與太平管同矣。「自此雕刻所按指數觀之，為六竅者。不過共拇指所按之處，是否還有竅，則不得而知。」「東五」所奏者略長，當為大觱篥；「西四」所奏者略短，當為小觱篥。

笛是清樂中的主要樂器之一。此處所刻之笛，與現在所用者無異。歷代論笛者甚多，此處不贅。

篪——管上有橫出之小嘴，以口銜之而吹。《舊唐書·音樂志》說：「篪，吹孔有嘴如酸棗。」《通典》卷一百四十四說：「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曰翹，橫吹之。」又有所謂義嘴笛者，亦加嘴，大概出於胡吹，故亦稱胡篪。此處之篪，乃清樂的篪，不可與胡樂的橫笛一概而論。

「西七」女所奏的樂器為笙，但樂器與手的部分已經剝落，無由得知其詳。但自其存留部分形狀及奏者的姿勢來看，大概知其為笙而已。笙在唐代的清樂中是主要樂器之一，在燕樂、胡樂中如龜茲、高昌、高麗樂中亦均有笙。胡樂中的笙與清樂中的笙，是否有所不同，現在尚不得而知。

簫雖為中國原有的器樂，但各種胡樂中均有之。簫的變化甚大，管的數目亦各不同，多者二十餘管，少者亦十六管。大概管的多少本無定製，各人得因時制宜，隨意增減。據《通考》，宴樂簫二十一管，清樂簫十七管，均與此處所刻的簫不合。唯《通典》卷一百四十四引《世本》說：「簫，世本曰：‘舜所造。’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而《通考》卷一百三十八言韶簫說：「韶簫，舜作十管韶簫，長尺有二寸，其形參差，象鳳翼，所以應十二之數，聲所由生也。」舜作韶簫，自系依託，但其制亦似與此不同。或晚唐俗樂中的簫，有如此處所刻的十管亦未可知。

正鼓與和鼓均繫腰鼓，亦為胡鼓。正鼓係一種杖鼓而兼拍鼓，所謂「右擊以杖，左拍以手」者，「東一」的正鼓正是如此。和鼓則全為拍鼓。《通典》（卷一百四十四）論正鼓、和鼓的用途說：「正鼓、和鼓者，一以正，一以和，皆腰鼓也。」又《通考》（卷一百三十六）論腰鼓說：「唐有正鼓、和鼓之別，後周有三等之制。右擊以杖，左拍以手，後世謂之杖鼓、拍鼓，亦謂之魏鼓。每奏大麴入破時，與羯鼓、大鼓同震作，其聲和壯而有節也。」

毛員鼓亦為一種腰鼓，在唐代的胡樂部中唯龜茲樂中有之。其制「似都曇鼓而稍大」，而都曇鼓則「似腰鼓而稍小」。不過都曇鼓系杖鼓，而毛員鼓則系拍鼓。

這是一種杖鼓，暫定為齊鼓。《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六說：「齊鼓，狀如漆桶，一頭差大，設齊於鼓，面如麝臍然，西涼、高麗之器也。」又說：「《大周正樂》所傳齊鼓，其形狀雖不甚相遠，其設飾不同。兩頭貫以綬帶。」《通典》及《舊唐書·音樂志》所言與此略同。齊鼓只高麗及西涼樂中有之，其在樂隊中的用法不甚明。

答臘鼓係一種指鼓，唐南卓《羯鼓錄》說：「答臘鼓即指鼓也。」其制「廣羯鼓而短，以指揩之，其聲甚震，俗謂揩鼓」。《通考》（卷一百三十六）說：「答臘鼓，龜茲、疏勒之器也。其制如羯鼓，抑又廣而短，以指揩之，其聲甚震，亦謂之鼓也。後世教坊奏龜茲曲用焉。」

鞀牢原是龜茲部的樂器，《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六）說：「鞀牢，龜茲部樂也。形如路鞀，而一柄疊三枚焉。古人嘗謂左手播鞀牢。右手擊雞婁鼓是也。」鞀的用法，《通考》引陳氏《樂書》說：「鼓以節之，鞀以兆之，作樂之道也。」大概作樂之時先鞀以兆之。鞀牢的每一小鼓上系兩耳，還而自擊，故鞀牢稱播而不稱擊。鞀牢必與雞婁鼓由一人同奏。《文獻通考》說：「後世教坊奏龜茲曲用雞婁鼓，左手持鞀牢，腋挾此鼓，右手擊之，以為節焉。其形如甕，腰有環，以綬帶繫於腋下。」

雞婁鼓的形制，《通典》（卷一百四十四）說：「雞樓鼓，正圓，而首尾可擊之處平可數寸。」《文獻通考》亦說：「雞婁鼓，其形正而圓，首尾所擊之處，平可數寸。龜茲、疏勒、高昌之器也。」由此雕刻上看，雞婁鼓亦為一種杖鼓。

羯鼓是唐代胡樂部中及燕樂中的重要樂器之一，因其用兩杖並擊，故又稱兩杖鼓。唐玄宗尤愛之，以為八音之領袖。《羯鼓錄》論羯鼓之制甚詳，今錄於後：「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簇一均，龜茲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曇鼓、答臘鼓之下，雞婁鼓之上。如漆桶，下以小牙床承之。擊用兩杖，其聲焦殺鳴烈，尤宜促曲急破，作戰杖連碎之聲，又宜高樓晚景，明月清風，破空透遠，特異眾樂。杖用黃檀、狗骨、花楸等木，須至幹緊絕溼氣，而復柔膩。幹取發越響亮，膩取戰嫋徤舉。棬用剛鐵，鐵當精煉，棬當至勻。若不剛、即應絛高下捩不停，不勻，即鼓面緩急，若琴徽之病矣。」

鈸為和樂之器，為胡樂部中重要的金屬樂器之一。《通典》（卷一百四十四）說：「銅鈸，亦謂之銅盤，出西戎及南蠻。其圓數寸，隱起如浮漚，貫之以韋，相擊以和樂也。南蠻國大者圓數尺，或謂齊穆士素所造。」《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四）說：「唐之燕樂清曲有銅鈸相和之樂，今浮屠氏清曲用之，蓋出於夷音也。」同時又說：「唐胡部合諸樂，擊小銅鈸子。合曲，西涼部、天竺部、龜茲部、安國、康國，亦用之。」可知鈸在唐代諸樂中的普遍應用。但有正和之分，正大而和小。此處所用者，自其形制看，大概為正鈸。

吹葉是清樂中的樂器，亦是中國南方的一種樂器，唐人的記載中亦時或言之，如白居易《楊柳枝》詞有「卷葉吹為玉笛聲」之句。《通典》（卷一百四十四）以為系八音之外的樂器：「葉，銜葉而嘯，其聲清震，橘葉尤善。或雲卷蘆葉為之，形如笳首也。」嘯葉之制，唐以後不傳，自此女伎所奏之姿勢推之，大概系將葉夾於兩片小薄板之中，中有縫隙，使氣激之能彈動以發聲。奏時銜於口中，以右手食指和中指按脣而嘯。葉易壞，故左手中尚持有數片。

貝亦稱蠡，原為天竺的樂器，唐代的胡樂部中多用之，在中國則以為系八音之外的樂器。《通典》（卷一百四十四）說：「貝，大蠡也。容可數升，並吹之以節樂，亦出南蠻。」唐以後中國俗樂部中均不用貝，唯僧道的樂器中尚用之。

我國古代節樂之器，用 而不用拍板，唐代清樂中用節鼓，亦為 之變器，拍板則系胡樂。《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九木之屬俗部有大拍板、小拍板之分。「拍版長闊如手，重大者九版，小者六版，以韋編之，胡部以為樂節，蓋以代抃也。抃，擊其節也。情發於中，手抃足蹈。抃者，因其聲以節舞。龜茲部伎人彈指為歌舞之節，亦抃之意也。唐人或用之為樂句。明皇嘗令黃幡綽撰譜，幡綽乃畫一耳進之，明皇問其故，對曰：‘但能聰聽，則無失節奏。’可謂善諷諫矣。宋朝教所用六版，長寸，上銳薄而下圓厚，以檀若桑木為之，豈亦 之變體歟!」今此用六板，亦即小拍板。由此可見唐人拍板與現代的拍板樣式和擊法均為不同。

自棺座正面西首擊板伎的裝束來看，與東首奏琵琶伎的裝束是一樣的，她們在樂隊中亦可能是居主要地位的，所以二人都刻在正面。

唐代的樂隊，不問其為清樂、燕樂和胡樂，均有舞者，所以表示音樂的形容的，唐段安節《樂府雜錄》所謂：「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像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蔓延，舞綴也。古之能者，不可勝記。」此二人相對而舞，一舉右手，一舉左手，姿態是很生動的。

王建墓內的伎樂，共計琵琶一、豎箜篌一、箏一、觱篥一、小觱篥一、笛一、篪一、笙一、簫一、正鼓一、和鼓一、毛員鼓一、齊鼓一、答臘鼓一、雞婁鼓一、鞀牢一、羯鼓二、銅鈸一、吹葉一、貝一、拍板二、舞二。共計樂器22種，25件。只羯鼓、拍板、觱篥各二。種類中以鼓為最多，計八種，九件（羯鼓二）。

從它的樂器的性質看，這一部樂隊無疑是屬燕樂系統的，特別是中國化了的龜茲樂系統，但其中羼雜有清樂系統的樂器。樂器中的琵琶、豎箜篌、觱篥、正鼓、和鼓（均為腰鼓的一種）、毛員鼓、齊鼓、答臘鼓、雞婁鼓、羯鼓、銅鈸等，都是和唐代龜茲部的樂器相同的。笛、簫、笙等是與唐代龜茲部和清樂部的樂器相同的，不過龜茲部的笛、簫、笙是否與清樂中的笛、簫、笙有所不同，現在尚不甚明瞭。(林謙三論唐代龜茲部之樂器說：「樂器的系統有伊蘭印度中國的三種。豎箜篌、琵琶、五絃、篳篥無疑是伊蘭系。橫笛、都曇鼓、毛員鼓、腰鼓、羯鼓、貝是印度系。笙當然是中國系，但簫於西域亦有之，龜茲部所用簫不知何所屬。銅鈸是伊蘭印度所共有的，由來已久。琵琶、五絃，於天竺部中亦有之，又屬於細腰鼓的正鼓、和鼓，伊蘭系的康國安國兩樂裡面均有，這些應該都是外來的。」)箏、篪、葉當然是清樂系統的樂器。以樂器的數量論，龜茲系統的樂器佔絕對多數，清樂系統的樂器只佔少數。

以樂伎在雕刻中的排列地位而論，琵琶似為眾樂之首，故排在最前面，而奏琵琶伎的裝束，亦與其他的伎不同，想其中或有等級。不過這一音聲隊的其他樂器，與隋唐時的西涼樂和張文收以造的燕樂的樂器，又大為不同，以意度之，或者是玄宗時「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以後所發展的一種音樂，它不完全是胡部新聲（燕樂），也不完全是法曲（清樂），而是二者的混合。但它屬於坐部伎，則是可以確定的。

本篇完全系從樂器上立論，這在一方面系受了材料的限制，不得不如此；而另方面，則因作者對於音樂是外行。固然，同樣的器樂，可以採用不同的樂律而奏出不同的音樂，但無論如何，音樂多少是受樂器限制的。

（原載《四川大學學報》1957年第1期）





        

前蜀王建墓出土的平脫漆器及銀鉛胎漆器

漆器是王建墓內出土的重要器物之一。其中的玉冊匣、寶盝等已由楊有潤同志在《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7期中加以介紹，但尚有未盡，特別是其中的銀鉛胎漆碟為所發現的此類器物中之最早者，鏡匣亦為出土平脫器中之最精美者，現分別介紹於後。

按鏡匣與銅鏡同時出土於棺內東北隅（棺為正南向），出土時鏡置於匣上。銀質花紋飾片儲存良好，其下尚帶有朱漆紋及朽木痕，故可據之做較準確的復原。

鏡匣系一銀平脫朱漆盒，27.5釐米正方。此係根據完整的銀平脫帖白（鑲邊）轉角的長短測定的，故十分準確。其高度因木胎全朽，僅能根據各銀鑲邊的寬度（每道鑲邊寬1釐米，共4道）和其上平脫銀花的寬度（蓋上者寬1釐米，盒上者寬2.4釐米），推定為8.5釐米，也可能稍高，為9釐米，但過此則不能相稱了。木胎的厚度，可能為1釐米，或稍薄。蓋、盒的合口用子母口式，因盒上的子口在揭開後顯露於外，故其上仍鑲Z形銀扣，可增強其力量，亦顯得美觀。

蓋面飾以方形團花，約23釐米見方。團花以麗春花紋為底，中刻雙獅戲球。（圖三五）周郭用四側的銀鑲邊卷轉約3毫米做邊。蓋的四側兩銀鑲邊之間，嵌條枝花紋一道。盒身較高，兩道銀鑲邊之間嵌約2.5釐米寬的麗春花紋一條。圖案的結構以花、葉為中心，兩邊各鏤瑞雀一。



圖三五 鏡盒蓋面銀平脫花紋

此鏡匣是墓內發現的最精美的銀平脫漆器之一，其木胎部分雖已全腐，但銀飾部分尚儲存完整，可以由之復原。其設計及雕鏤均臻上乘，系一極成功的作品。

按平脫之器，創始於唐，唐和宋初的記載中曾屢言之，唐段成式的《酉陽雜俎》說：

安祿山恩寵莫比，錫齎無數，其所賜品目有：……金平脫犀頭匙箸，金銀平脫隔餛飩盤，平脫著足迭子……銀平脫破觚……銀瓶平脫掏魁織錦筐……銀平脫食檯盤……

宋樂史《楊太真外傳》說：

妃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玉盒，金平脫鐵面碗。

平脫器在唐代為極貴重之器，故皆特記之，此種情況於《資治通鑑》所記為尤明顯，《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唐紀天寶十年載：

上命有司為安祿山治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器皿，充牣其中，有帖白檀床二，皆長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中使為祿山護役，築第及儲偫賜物，常戒之日：「胡眼大，勿令笑我。」

在此種情況下特舉出平脫器，其珍貴即可想而知。因平脫在當時被視為一種淫巧之器，故在費用匱乏時，亦加以禁止，例如《新唐書·肅宗本紀》說：

至德二載……禁珠玉、寶鈿、平脫、金泥、刺繡……

此處將平脫與珠玉、寶鈿等並舉，亦可知當時系視為極奢逸之品。但此時（至德二年）兩京剛復，戰爭方殷，而有暇及此，亦不過封建統治階級欲藉以收拾人心的一種騙人的做法，實際上當然不生如何效果，不過由此可知平脫器的珍貴。

自宋以後，因制漆技術的發展，或者亦因風尚的關係，平脫漆器幾於絕跡。五代以後即少見於記載，即如明黃成的《髹飾錄》記造漆之工極詳，但不及平脫，故知在明代已不製造。一般人對平脫之義亦不甚明白，故方以智《通雅》特釋「平脫」說（卷三十四）：

按古以平而凹起為脫，如土室為甌脫，如甌之脫也。高宗時欋椎碗脫之語，謂如碗所脫之易也。今以木為凹印以飴餅印之，謂之脫，言易成而滑脫也。故手釧曰跳脫，言滑也。此曰平脫，有專言鑲託者非，蓋自是前人語。

方氏所言雖詳，而實不免穿鑿之嫌。按「脫」有「出」義，如《管子·霸形篇》說「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言脫於口」即「言出於口」。故平脫亦即花紋平出之意。在制器之時，將金銀紋飾片用膠漆平黏於素胎上，空白處填以漆，再打磨出之，黏上的花紋與漆面平齊，故謂之平脫。

平脫花紋的質料，亦不一定用金銀，亦可用玉或他種寶石，胎也不一定用木胎，亦可用金屬，如宋陶谷《清異錄》卷下《器具門》中「玉平脫雙蒲萄鏡」條說：

開運既私寵馮夫人，其事猶祕。會高祖御器用有平脫雙蒲萄鏡，乃高祖所愛。帝初即位，舉以賜馮，人鹹訝之，未久冊為皇后。

此乃言五代後晉出帝與馮後之事。所謂「玉平脫雙蒲萄鏡」，大概系在銅鏡背面用漆平脫出雙玉葡萄，可知當時在銅器上亦可髹漆而在其上平嵌寶石花紋。這類資料儲存的雖絕少，但可見當時髹漆工技的發展之廣。

金銀胎或其他金屬胎的漆器，記載中均以為起於宋，其實在宋以前即已有之，如樂史《楊太真外傳》（捲上）中記有「金平脫鐵面碗」，此所謂「鐵面碗」，是否為鐵胎，尚不能確定，不過由王建墓中所發現銀鉛胎的漆碟觀之，至遲在五代初即有此種製作，其起始或者還在以前。

漆碟發現於後室石床前稍偏東的地方，翻轉覆置於地上。已破為三數片，但尚可復原。碟為五瓣形，圓底，圈足，最大直徑19.5釐米，深2釐米，圈足高1釐米。胎分兩層，內層為銀，外層為鉛，共厚約1毫米。外層表面極粗糙，其上髹漆，但漆已脫落，僅餘痕跡。碟面不髹漆，故銀胎露於外。銀胎上用極薄金皮一層，將花紋鑽於銀胎之上，鑽痕直透至鉛胎上。空白處將金皮鏤空，故銀胎與金花相映。

碟底刻飛翔的雙鳳而以卷草紋為地。底邊和口緣刻蓮瓣，而用分瓣紋將其分為五段，每段之中刻花草紋。空白處則刻極細的圓圈紋。（圖三六）



圖三六 銀鉛胎漆碟

這一漆碟，大概系記載中所稱的金銀胎剔紅，明黃成《髹飾錄》坤集「金銀胎剔紅」條說：

宋內府中器有金胎、銀胎者，近日有鍮胎、錫胎者，即所假效也。

金銀胎多紋間見其胎也，漆地刻錦者，不漆器內。又通漆者，上掌則太重。鍮、錫胎者多通漆。又有磁胎者、布漆胎者，共非宋制也。

又明高濂《遵生八箋·燕閒清賞箋上》「論剔紅倭漆雕刻鏤嵌器皿」條說：

高子曰：宋人雕紅器，如宮中用盒，多以金銀為胎，以朱漆厚堆至數十層，始刻人物、樓臺、花草等像，刀法之工，雕鏤之巧，儼若畫圖。

明曹昭《格古要論》卷下《古漆器論》論剔紅說：

宋朝內府中物，多是金銀作素者。

而明張應文在其《清祕藏》中也說道：

宋人雕紅漆器，宮中所用者多以金銀為胎，妙在刀法圓熟，藏鋒不露，用朱極鮮，漆極厚而無敲裂，所刻山水、樓閣、人物、鳥獸，皆儼若圖畫為佳絕耳。

由上面的記載來看，凡是談刻金銀胎者，均為剔紅（亦即雕漆），均以為系宋代宮廷所用，是極為珍貴的用器。我們由王建墓內此一銀、鉛胎骨看，可以認定它是一件雕紅器，所可惜者，漆痕全落，不能推見它雕鏤得如何。在初出土時僅以為它是一件鉛胎銀碟，但見其器內雕鏤如此精工，器外似不應如此粗糙，又其外泥土中及鉛胎上均黏有漆紋，頗為不解，後來才知道應為一種漆器。《髹飾錄》說：「金銀胎多紋間見其胎也。漆地刻錦者，不漆器內。」而此器正是「不漆器內」。今由此器的胎骨看，其不髹漆顯露的部分，則用一層薄薄的金皮加於銀胎之上。其堆漆的部分，可另附加一層較厚的鉛胎，使胎骨堅實，亦可節省貴重金屬而不損其美觀富麗。此一做法，則為前人所未道及者。再者，倘若要使其「文間見其胎」，則可全用金銀。

歷來之言金銀胎雕紅者，均謂始於宋代，而傳世者亦極少。按剔紅漆器創始於唐代，今由王建墓內此器觀之金、銀胎的剔紅器也應創始於唐代，而前蜀在五代中為最早，故至遲也當在唐末、五代中即有此類漆器了。

（原載《文物》1961年第11期）

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屬問題試探

雲南晉寧石寨山西漢墓所出的一批文物，從其數量性質語之，均是十年來考古學上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是研究當時滇池區域的文化及其民族的最真實的資料。(雲南省博物館編：《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以下簡稱《報告》）。)這一批精美的青銅器和其他器物的主人是誰，以及他們屬於當時的哪一種民族，應該是研究這一批文物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之一。作者於1958年冬承雲南省文化局之約，曾短時期參加過晉寧的發掘，1959年6—7月間，又承雲南省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研究所之約，對這批文物做了一些初步分析。茲將個人所能觀察到的，發表於此，以供研究者和關心這一批重要文物的人士參考。因為僅僅是對這一問題的初步分析，故稱之為「試探」，還望讀者予以嚴正駁正。再者，在研究這些文物時，承雲南省文化局陸萬美局長及雲南省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研究所侯方岳副所長多方面的鼓勵及指導，和雲南省博物館許多同志的熱誠協助，並許發表，特此表示謝意。

在探索考古學上所發現的文物的族屬問題時（指無文字發現者而言），可從許多方面入手，最普通者，乃根據出土文物的性質、樣式、花紋等特徵，與已知的古代或現代民族的文化特徵相對勘，從而找出其族屬關係。但是，這種方法侷限性很大。因為文化特徵往往可以離開民族的本身而獨立傳播，除非各種特徵相同的幅度甚大，不然，所得出的結論往往是不甚可靠的，或者僅能證明他們之間有著歷史的接觸關係而已。如果其中有人物影象發現時，則可以根據人物的形象、頭髻和衣飾的樣式等等來探索其族屬關係。這雖然比前者的可靠性大，倘用之不慎，亦易誤入歧途。不同的民族，亦可能有相似的服飾，特別是表現在相近的民族之中，在同一民族中，其間也可能有稍為不同的服飾，尤其是人口眾多、分佈區較廣的民族。並且同一民族的服飾在時代的推移上是要變動的，雖然在古代及較原始的民族中其變動較為緩慢，但演變是必有的。

利用人物影象來探索他們的族屬關係，在方法上雖然有它很大的侷限性，但在研究晉寧出土文物的族屬關係上，卻有著它的許多長處。因為晉寧出土的文物，其中有很多的人物影象，包括高至30—40釐米的銅俑，小至2—3釐米的銅鑄像和在各種銅器上鐫刻的人物影象，約略計之，不下二三百個。這些大大小小的影象，在造型藝術的造詣上都是很高的，往往能重點突出，把所要表達的特點活現出來。特別是這些影象都在各種不同活動場面中出現，這就更增加了它們的真實感。像這樣的材料，在考古學的發現中是少有的。它們若能得到正確的解釋，對於闡明當時的社會性質及民族情況，其準確性當不亞於文字。而且，正因為它們是影象，更具有文字所不能表達的真實感。

利用這種方法來研究晉寧出土文物的族屬問題時，還另外有一種長處，即可以用來與古籍中的記載相對勘。因為在古籍的記載中，往往以髻式和服裝的樣式來區別當時不同的民族，如「椎結」「編髮」「左衽」等等。這種描述雖然太簡略而且不甚準確，但如能得到當時的真實影象來加以對照，那就更為具體了。

利用服飾、頭飾來區分民族，雖然不一定可靠，更非唯一的方法，但也有它的實際用處，因為每一民族都有它特殊的頭飾和服裝，以自別於其他的民族。這種情況，特別表現在古代的民族和比較後進的民族中，是一望而知的。這也是在古籍記載中往往以此來區別不同民族的原因之一。

所以，根據晉寧文物的特點，應先從其人物影象分析出有幾類不同形象的人物，何者是主要的，何者是從屬的。將各種型別確定之後，再從各種活動場面中來加以核對，以視能否構成一種族屬，最後再推論它可能是當時的某一種民族，及其相互間的關係。

據初步分析的結果，其中除此一文化的主要民族而外，至少尚有七種族屬。茲將其男性者分為七組，用拉丁字母代表之；女性者分為七式，用羅馬數字代表之。

滇族

晉寧文化中的主要民族，在服裝上和各種活動中，是表現得非常清楚的。由於現在還不能將其與古代當時的某一民族或者是現代的某一民族相比較，所以暫稱為「滇族」。因為在漢代稱此一區域為「滇國」，在墓葬中又有「滇王之印」的發現，所以這些文物是當時「滇國」的東西，更確切些說，是屬於當時「滇王族」的東西，這是無可置疑的。

《史記》稱當時滇池附近的一些民族為「靡莫」，而「滇」為其中之一。《西南夷列傳》說：「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從《史記》的文義推之，「靡莫」似乎是一種民族的名稱，而滇則為其中的一個國名，或者君長之名。(在古代，國名與族名往往不分，如「巴」「蜀」等皆是。)《華陽國志》稱此地區的民族為滇或滇濮。故說者以為滇為濮人中之一種。(《南中志》說：「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葉榆、桐師、嶲唐侯王國以十數……」有的將「滇濮」連讀，並認為滇應該是濮人的一種。按此種解釋，不僅與《史記》所載不合，而且與《華陽國志》所載亦不合。在《南中志》中，凡言濮者，均為單用（加形容詞者除外，如裸濮）。如在敘述永昌郡的民族時說：「有穿胸、儋耳、閩、越，濮、鳩獠，其渠帥皆曰王。」又說：「有閩、濮、鳩獠、僳越、裸濮、身毒之民。」三國時，「李恢遷濮民數千落於雲南、建寧界」。晉時「祥（呂祥）子元康末為永昌太守，值南夷作亂，閩、濮反」。其所言之濮，均在永昌郡，想濮族是當時南中西南部的一種民族，與滇相去頗遠。)按靡莫自西漢以後即無聞，不知其為何種民族。而濮人之說古今以來更是眾說紛紜，(按濮人首先見於《尚書·牧誓》，孔傳以為「在江漢之間」。濮又稱「百濮」，《左傳·文公十六年》：「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疏謂：「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按此建寧在今湖北省石首縣南。此所謂濮或百濮，均距後來雲南的濮甚遠。關於濮人的族屬問題，有的以為屬壯、傣族系民族，有的以為屬於彝族系統，有的以為與古代的「巴」有關。眾說紛紜，未有定論。)今若稱晉寧文化中的主要民族為靡莫，或者為濮，則不如稱之為滇，似屬更為有據。

從晉寧出土的許多銅俑及鐫刻的人物上來看，古滇族與其四周的民族在服飾上及風俗上是有著顯著區別的。又從晉寧的各種人物影象場面上看，所描寫的物件，都是滇族的一些主要活動，或者是與滇族有關的其他族的一些活動。從服飾而論，滇族的服裝是相當統一的，而特別以女子為然。滇族女子的頭髻，與其他族的迥然不同。將發於額前中分而全部向後梳掠，於後頸上將發重疊而從中束之，成一在《報告》中所謂「銀錠式」的長髻。(《報告》，第82頁，「大銅俑」，圖版六九，1。)在髻的中部繫帶時可使上部稍寬而高，下部稍狹而短。有的髻可下垂至背上，大概貴族階級的髻多系如此。有的於額前留髮一小撮如「劉海」式，而後垂之髻則相同。頭上及髻上均不戴其他飾品。此種髻式，因其拖垂於後，今故名之為「垂髻」。「垂髻」為滇族婦女貴賤之通式，如乘肩輿者（見《報告》圖版五七）、坐而指揮者（圖四〇，9之中坐者）、勞動操作者（圖三七，3）、舞蹈者（圖三七，1），無不作此種髻式，亦為此一群人物中最多的一種髻式。



圖三七 晉寧銅器上的紋飾

1．舞蹈者（取自貯貝器M12∶2拓片，見《報告》圖版一二三）

2．抬肩輿者（取自貯貝器M12∶2腰部紋飾拓片，見《報告》圖版一二二，注意其衣的後幅）

3．運糧者（其所著外衣和內衣甚為清晰，取自《報告》圖版一二一，貯貝器M12∶1腰部拓片）

4．牧豬者（取自貯貝器M12∶1，第二層器蓋紋飾拓片，見《報告》圖版一二〇）

再有一種髮式，即將發總掠而披於背後，於後頸以下用寬頻束之。此種髮式，驟視之可能認為系另一種民族者，但其裝束則與滇族婦女完全一致，可能為滇族女子的另一種髮式。因自正面視之，與梳垂髻者完全無異，唯後垂之發有挽髻與不挽髻的不同。此種髮式不多，僅見一枚頭俑上（原編號M14∶9）和「殺人祭銅柱場面蓋虎耳細腰銅貯貝器」上有三四俑作此式。(見《報告》圖版五二、五三。)再者，此種婦女髻式上的區別，可能與婦女的社會地位以及已婚、未婚、已寡等有關，或與個人的嗜好與時髦程度有關。其究系如何，須待更多的資料發現，方能決定。

滇族婦女的服裝也是很統一的。無論貴賤皆服一寬大對襟式外衣，衣長僅及膝下，袖寬大而短，長僅及肘。衣領及緣邊皆有數道線條紋，衣上有垂直線條作飾。著時不繫不扣，使前胸之內衣微露。內衣因大部分均為外衣所掩蓋，故樣式不甚明瞭。其樣式大概緊稱身軀而較外衣略短，圓領，領邊及衣的下腳均有線條作飾。此種內衣是否為貫領式或另有衽，亦不得而知。（圖三七，1、2；《報告》圖版一，1）膝以下無飾，跣足。上層階級與貴族婦女的外衣亦均如此，唯衣上加各種紋飾，袖亦較長，此於幾個較大的銅俑上可以見之。耳皆戴環，環有兩式：一種僅為一小圈，大概為常人所戴，(《報告》圖版一一四，3。)再一種為「疊片式」，大概為貴族所用。(《報告》圖版一一四，1。用遞相縮小的極薄玦形玉片相疊而呈「蚌蛤」形，戴於耳上時則向兩旁突出。這類的耳環是男女通用的。又在《報告》第123頁列有「Ⅱ式」耳環（圖版一一四，2），形如野獸的尖形犬齒，但影象中未見有戴此種耳環者，抑或系我個人觀察的疏略。)再者，貴族婦女下臂上戴扁形鐲四五道，亦有很多實物發現，(見《報告》圖版一一三，2，和圖版一〇四，2，有金和玉兩種，M20∶40為金制，M11∶17為玉製，但形制則大體相似，僅金制者更薄而已。)幾將整個下臂籠罩。有的腕上還戴一璧形的玉環。(《報告》圖版一一二，4—7。)

作以上所述裝束的，又何以知其為滇族婦女？這於他們的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中可以見之。滇族的農業生產，大概主要系由女子任之，男子僅從事畜牧、狩獵和戰爭。此或為當時的一種男女分工。所以有關農業活動，或有關農業活動的祭祀中，均以女性為主體，而男性副之。又在許多社會活動中，如原編號M6∶41（鬥牛）(按此一銅釦飾，《報告》中未載。)和M3∶40(《報告》圖版七三，3。)兩銅釦飾上，她們往往與滇族的男子並列雜坐。再者，滇族的若干服飾是男女相通的，如疊片式耳飾、璧形玉臂環等。由以上諸端，我們可以肯定凡是著此種裝束者，均系滇族的婦女。

滇族男子的頭髻，將發總掠於頂（有的稍後）而疊成長形，從中以帶束之，有的將帶兩端突於後（少數突於前）以作飾。此種髮髻，從各種影象中看，為一般的通式，上下貴賤得通用之。從另一方面看，男子的頭髻是比較複雜的，往往在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髻式，但皆是從此種基本形式稍加變異而來的。大概滇族無冠，故在不同的儀式中或者用不同的髮髻來表示之。例如，有一種髻，將發向上梳掠而總結於頂，樣式特別鬆大，亦從髻中束之，髻根甚大而以發或窄帶盤於根際。如執蓋銅俑(《報告》圖版六八，2、3；六九，3。《報告》將此等俑均認為系女性，但從他們的頭髻、服裝和所戴的飾物等來看，均為男性，絕不能認為系女性，說詳後。)、銅舞俑(《報告》圖版六六，1—8。在《報告》中亦將此四個舞俑誤為婦女（見《報告》，第80頁）。此四俑「製作精細，造型優美」，且做舞蹈狀，固極易誤其為女性。若以滇族男女服裝的差別來稍一仔細觀察，其為男性是極為明顯的。此種高大的髮髻雖極易誤其為女性者，但通觀滇族的女子，絕不作此種髮髻，凡作此種髻或者均為男子，從此四個舞俑的服裝上看，如肩披帔巾、腰繫皮帶、帶前有大扣、股後拖三叉形後幅、腰佩短劍等，則均為男子服飾，滇族女子絕不如是。此雖系舞裝，樣式特別新穎巧麗，其為男性舞童，則一望而知。女子的舞裝與此不同，一望仍知其為女，可參看《報告》圖版一二三，及本文圖三七，1。)等，均作此種髻式，此或為青年或貴族的一種髻式。再者有一種高髻，髻根高出於頭頂五六寸，形如圓桶，再於上面結一如上式的髻。此種髻式，發中必實有物，否則絕不能如此高大。在所有滇族人物中梳此種髻者甚少，僅「殺人祭銅柱場面蓋虎耳細腰銅貯貝器」上所鑄平臺上正中高坐（垂足坐）者一人、臺下執事數人（但不如前者之高，二者均見《報告》圖版五二）以及一「銅戈銎」上一乘馬者（可能系滇王）等數銅俑而已。梳此種髮髻或僅系少數人的特權，或僅在重要的儀式中用之，詳情尚不明瞭。以上滇族男子的幾種髻式，驟視之似均不同，但基本上是相同的，不同之點僅在髻根的大小與高矮，其頂上之髻則無不從中以帶束之。以帶從髮髻的中部束之，男女相同，不過男子的髻在頭頂上，女子的髻拖在頸後而已。此亦可能是古代漢族中所謂束髮。滇族男子中亦有梳椎髻的，(《報告》圖版七九，2。此雖系「椎髻」，但其服裝則完全為滇族者，故仍認其為滇族。)但為數不多。



圖三八 晉寧銅器上的紋飾

1．乘馬滇族男子，可見共所著內衣的下部

2．乘馬滇族男子，其所披之氈有似現代彝族者

（此二圖取自一件銅鼓的殘片拓片，共有十騎，均為此二式，或小有不同）

滇族男子的服裝，其外衣基本上與女子的略似，但衣袖甚短，男子則腰中束帶，前有一大圓形帶扣。外衣內尚著有內衣，但均為外衣所掩蓋，不知其詳。（圖三八，1）滇族男女似不著褲，由少數半裸的銅俑視之，男子胯下僅系一寬頻，而上束於腰際。(《報告》圖版六六，舞俑。)膝以下裸露，跣足。耳皆戴環，環式如女子所戴者。

以上不過為最基本及一般人所通用的服裝。此外，似乎尚有階級、儀式、舞蹈上的附加服飾，形式頗為繁縟複雜。(如《報告》圖版六七所列之兩銅飾物上所鑄之人物，應為巫覡住儀式中的服裝。)例如有一種人著上述之服裝，而腿後拖一長幅，幅下端作三叉形尾飾。自抬肩輿、儀式中執事者以上、牧畜者，多如此（圖三七，3、4），僅勞動者後幅短，而其他者則曳於地。(《報告》圖版一二〇，畜牧者；圖版一二二，抬肩輿者；圖版六六，舞裝。此種後幅雖在極端詭異的變異下，但還是可以分辨的，如《報告》圖版一一九「銅鼓形雙蓋銅貯貝器」第一層器蓋上所刻的所謂「羽人」，即是一例。此上所刻繪者，大概為一種儀式中的舞蹈。)至於舞裝，此後幅更為繁縟華麗。(《報告》圖版六六，舞俑。)

有的在肩背上加一帔巾，前用帶繫於當胸，後面覆於背，而於尻上突起。(如《報告》中圖版六六；六八，2、3；六九，3。其他如貯貝器M12∶26上所鑄的人物，其中「執事者」亦著此種帔巾，參看圖版五三。)帔巾上往往飾有極細的花紋。著此種帔巾者大概僅限於少數的統治階級。如系乘馬，肩上亦披氈，有如現在的彝族（圖三八，2）。

貴族的耳上戴「疊片式」耳飾向兩旁突出，腹前垂一大圓形帶扣。此種扣飾的實物發現甚多，銅製鎏金，上鑲各種寶石，精工華麗。(《報告》圖版七〇、七一。此類帶釦亦有作長方形者，見《報告》第86—87頁，圖版七二，但在影象中少見於佩戴。)兩下臂上戴扁形銅鐲四五道，致將整個下臂罩住。腕上亦戴璧形玉環，有雙腕皆戴者，(參見《報告》圖版一二三，貯貝器M12∶2面上所刻之坐於銅鼓旁之男子；他如圖版六八，3，其下臂所戴者，亦清晰可見。)亦有僅一腕戴者。如佩短劍，則懸於左。但無論如何盛裝，皆跣其雙足。如系舞裝或在儀式中，膝下脛上往往系纓帶以作飾。(少數勞動者亦作此飾，如《報告》圖版一二〇中之畜牧者，圖版一二二中之抬肩輿者，膝下亦均系纓帶。)

男子的服裝在不同的場合中，雖有各種不同的附加服飾，但其基本形式在仔細觀察下，是不難看出的。

著以上裝束的男女，在出土的銅俑和各種鐫刻的人物中，均佔多數。如系在活動的場面中，則皆居於主導地位，故認為他們是這一文化的主要民族，即滇族。他們的服裝，輕便而美觀，富有民族色彩，既不同於當時漢族的服裝，也不同於其他銅俑所表現的不同民族的服裝。從其式樣看，寬大而稱體，是適合於當地的氣候的。

滇族所統屬下的各族

滇族的男女，在各種人物的影象中雖極易辨識，但除滇族以外尚有其他何種民族，則必須先找出一個大概輪廓，然後再從各種影象中加以核對。我們可先從M13∶2貯貝器上所鑄的人物開始。(此貯貝器出於13號墓，據《報告》中的分類，屬於「第二型」，推定的年代約為公元前175—公元前118年，大致上是可靠的（《報告》第14、133—134頁）。)此貯貝器為兩銅鼓相疊的形式，下大上小，兩鼓之間鑄有立體人物一週，人物高約9—10.4釐米，做牽牛馬負物之狀，製作極為精工逼真，為普寧出土的貯貝器上面塑鑄人物最精美的一件。所可惜者其蓋部已經失去，不知其作何圖景。

《報告》稱之為「趕集場面」，這是與實際情況不相符的。按貯貝器為滇王族的重器，其上若鑄有影象的話，都是表現滇族的重大事件的，如戰爭、祭祀等，若將趕集的情況鑄在上面，則失其意義了。(見《報告》第74頁，圖版四六、四七。《報告》中關於此一場面的解釋中，把「編髮」者均釋為婦女，以及在分組上均有可商榷之處。)此一群人物，很清楚地表現出七種不同裝飾及姿勢。每一種中最多者四人，最少者二人。每一種中為首之人皆盛裝帶劍或披披氈，其後隨者各牽牛馬或做負物之狀。從其所表現的情況觀之，當系滇王統率下的各種不同的民族（或部落）來向滇王進貢或獻納的圖景，正如《華陽國志》所謂「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對滇王來說，這是一件重大的事件，故將其形象鑄於「國之重器」的貯貝器上，有如中國所謂「王會圖」(《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南蠻列傳》：「貞觀三年，其酋（謝）元深入朝……中書侍郎顏師古因是上言：‘昔周武王時，遠國入朝，太史次為王會篇。今蠻夷入朝，如元深冠服不同，可寫為王會圖。’詔可。」)。可惜此器的上部已不存在，如其存在的話，此種意義可能更為明顯。此圖景的各群人物中為首之人，想系《漢書》中所說的「邑君」之流。如在成帝時陳立為牂牁太守，「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夜郎王興）國且同亭，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按當時夜郎王、鉤町王、滇王等為南中較大的王國，其下的「邑君」實相當於各族的酋長。而此圖景所表現者，當是來「進獻」的，其為首之人的穿著，應能充分代表該族服裝的特點。所以這一圖景中的人物對分析當時的民族，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也應是「滇王」統治下的各民族最具體的表現。

此一群人物，依其髮髻、服飾的樣式，及進行的行列，可分為七組，因尚不能與記載中當時各族的名稱相比合，故暫用拉丁字母以代表之。茲由其服飾、動作及地位，分述於後。

一、A組（圖三九，1）



圖三九 男子各組

此一組共四人。首二人皆挽長形髻直貼於腦後，頭頂髻上疊帶為飾，並以窄帶繫於頜下。第一人短鬚，著短窄稱身之衣，窄袖長過手，窄褲長至足背。衣上有半圓形紋飾，褲上飾斜方塊紋。右手持杖（杖已失去），左帶長劍（劍的下半段已斷失），劍以帶負於右肩。第二人須長過腹，服裝同於第一人，唯上衣飾斜方格紋，褲飾半圓形紋。亦佩長劍持杖（杖的上半段已斷失）。此二人應為酋長或邑君之類。

第三人短鬚，頭髻裝束與前二人同，唯發頂無帶飾，無劍。揹負一筐而以帶承於額，筐內另貯一箱。此人之地位低於前二者，應為隨從之類。

第四人挽長尖形髻凸於腦後，無髻飾，無須，身裸無褲，僅以寬頻繫於胯下，跣足。左懸布袋以帶負於右肩，袋中有物，但不識為何種物。左手執繩鞭，右手牽一高峰牛，牛不穿鼻，以繩繫於項，此人似為牧奴。

此種（前三人）服飾的銅俑，亦見於同墓出土的鎏金扣飾上。(原編號M13∶38，見《報告》圖版六八，1。)此扣飾上二人雙手各執盤而舞，服裝與所佩長劍和上述前二人相同，應為一種民族。

二、B組（圖三九，3）

第一人髻挽於頂，纏帕，右前方伸出一段帕端為飾。左耳有環。衣長下及股半，窄袖及腕。短褲及膝下。肩著帔巾，前繫於右肩，中束於腰際，其後曳於地。左佩劍而以帶負於右肩，劍長中等，鞘寬，似為銅柄鐵劍。跣足。此人應為邑君之類。

後隨二人，均髻挽於頂，纏帕，衣長及膝，似不著褲，或褲甚短。腰束帶，腹前有圓形帶扣。二人右肩共抬一物（槓與物已失落），各以右手做扶槓狀。此二人應為隨從或奴隸之類。此族與滇族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如滇族男子乘馬時，往往有纏如以上第一人之頭帕者，腰間之圓形帶扣亦大體相似，但衣式不同，頭髻亦異。而作後二人之裝束者，亦往往於其他場合中的服役者見之，如有些為滇族女奴隸主抬肩輿者，似亦為此種人。(《報告》圖版五七。)他們可能是構成滇族中的一種，而同時又與彝族有關。

三、C組（圖三九，2）

前一人髻挽於頂，雙層，下大上小，甚高，左右有兩股小發下垂為飾。衣長及膝，肩著帔巾，巾前以帶系下胸前，腰際束於帶內，其後下垂但不曳地。劍佩於左，短而寬。這類劍的實物發現很多，亦為滇族所常佩的一種。如《報告》第43—45頁，插圖九，8、9、15、16各短劍上鐫刻之裸體持劍搏獸之男子，自頭髻上看，應均為此族。其下臂上所戴之釧及環，亦大體上與滇族者相同。(《報告》第43—45頁，插圖九，15、16。)此族或者為長於狩獵的民族，除劍上所刻的裸身搏猛獸外，M17∶14「八人獵虎鏤花銅飾物」(《報告》圖版一，1。)所鑄之八人，自其頭髻、服裝上看，亦當為此一族。

後隨一人，髮髻略如前狀，但無雙股下垂之發。衣長及膝，似不著褲。右肩有帶，故左腰部原來似懸有物，但已失。右腕戴釧，衣袖甚短。揹負筐而以帶承於額。筐為小底大口（與A組之筐形式不同），筐中置豬腿一隻。

以上第一人應為酋長，其後為隨從或奴隸。

滇族之男子在舉行儀式時亦往往梳類似此式的高髻，但又有不同，如無下垂的雙股小發和無髻根等。所以他們應與滇族有一定的關係，也可能與當時的彝族有關。

四、D組（圖三九，5）

前一人梳雙辮垂於背後，額繫帶一週，額前帶內有平突之飾，亦可能系—種髮式。耳戴環，衣長及膝，袖長及手，腰束帶。衣上以垂直紋作飾，衣腳另接—段。不著褲，脛上似有裹腿。刀佩於左而以帶負於右肩。

後隨一人，髮髻如前，衣亦略如前人，唯較簡，無脛上之裹腿。不佩刀，雙手執—鞭，後牽一無峰垂角牛。

此類民族少見於其他場合之中，故與滇族的關係似乎不太密切。他們應為如《史記》所稱的一種「編髮」民族，可能為當時雲南西部的遊牧民族中的一種。

五、E組（圖三九，4）

前一人發分梳為兩辮垂於背後，另分兩股短髮垂於耳前如髫，頂又有小髻。左耳戴大環垂於肩上。衣寬大，長過膝以下，左衽，袖短而小，衣的下方另有一節，均以垂直紋為飾。左袒。腰間繫窄帶。劍佩於左，以辮形帶負於右肩。

後隨一人，髮辮亦如前，唯無頂上之小髻。衣為圓桶式，長僅及膝，無袖。其衣因無下方的另一節，故短。雙手捧盾負於右肩，盾為上圓下方的長形，盾中有一脊，兩邊各有二圓形牌，以長釘釘於盾上。此類形式的盾，於戰鬥場面中往往見之。

這種民族與滇族的關係是疏遠的，並且是滇族戰鬥和擄掠的物件。

此一「獻納圖景」中雖然有他們，或者僅是被滇族征服的一部分，其中的大部分，滇族不能加以役使，而僅是作為戰鬥和擄掠的物件。

六、F組（圖三九，6）

第一人發挽於頂作圓形髻，額以上束帶一週，故髻露於頂上。衣僅及股下，著短褲。衣上飾垂直紋。肩披長巾，上端以帶繫於胸前，巾的下端為方角而曳於地。左佩短劍而以帶懸於右肩。

後隨一人，發挽於頂作圓髻，但無帶飾。身所著者似為「貫頭衣」，無袖，似亦不著褲。雙臂前伸與胸平，做捧物之狀，但雙手及所捧之物已失。

前一人應為酋長，後一人應為隨從捧物的奴隸。

作第一人的裝束者於其他活動場合中亦往往見之，但多不著帔巾(如《報告》圖版七九，1、2騎兵狩獵銅飾之鑄像，髮髻、服裝與此略同，唯無帔巾。此二像可能有兩種解釋：一為F組的騎兵，二為滇族中之作F組裝束者。但以第一種解釋為適當。他如《報告》圖版五八M10∶53貯貝器上之騎兵，則可能為滇族之作F組裝束者，亦竟可能為「滇王」之造像（？），M10與M13為同期的墓葬。)，例如在祭銅柱及祭銅鼓中的抬肩輿者，似為此種民族。他們可能是滇國附近役屬於滇族的民族之一。

七、G組（圖三九，7）

前一人頭戴一圈形帽，帽前窄後寬而無頂，正中有一繩形樑，帽巾有「人」字紋三道，似為編織而成。帽前當額處有一大扁桃形飾片，帽圈的左邊內面有一片突起的飾片。雙耳戴大環。衣長及脛，衣下腳的線紋一道，線紋上又有回紋二道。跣足，無褲。左懸銅劍而以帶負於右肩。右手下垂似握一帶形物橫於腹間。

後隨一人戴帽如前，唯樑特高，而帽左無突出之飾。衣僅及膝而無下腳的飾紋。跣足，無褲。佩劍如前，腹前亦有一帶形物。右手執鞭，左手牽馬，馬後隨一高峰牛。此一人應為前一人之隨從而非奴隸。

此類民族於其他的活動場面中雖亦見之，但為不甚多(《報告》圖版八二，1。)之騎兵。他們既非居於顯著地位，亦非執役者。亦有時與滇王（？）並騎。他們大概是滇族統屬下的民族之一，地位亦不甚下。從他們的服裝上看，亦可能與彝族有關。

此一圖景上所表現的人物，均系來向滇王「獻納」或「朝覲」者。其領導人所穿的服飾，應系該族的一種正式服裝，在樣式上可能代表該族的特點。又從其隨從人員或奴隸的服裝上，不僅可以看出每一族在服裝上的等級差別，亦可看出他們的服裝上的變異。在其他的場合中所表現的人物，雖然在服裝上或小有不同，但某者可能系同族，某者可能不同族，是不難判定的。

在此圖景中的酋長皆佩劍，其隨從人員則不佩劍。所佩的劍雖各有樣式及長短之差，但皆懸於左。在騎乘之中有極少數將劍懸於右者，或劍首出於右者，此或與乘馬有關，而非民族的不同。因古代乘馬無足鐙，若劍懸於左，上馬則不便。

以上所描寫的七種不同裝束的人物，均系男子，至於女子，我們可先從「奴隸生產俑貯貝器蓋」上的人物開始(雲南省博物館考古發掘工作組：《雲南晉寧石寨山古遺址及墓葬》，《考古學報》1956年第1期。該文稱此器為「鼓形飛鳥四耳器」。該文誤其中的三人為男性，並誤鸚鵡為雞，見該文圖版五。)，然後再推測他們之間的關係。

此貯貝器發現於1號墓中，系最早的一個發現。1號墓為西漢中期以後的一個墓葬，與13號墓約為同時。

此貯貝器蓋上所鑄的銅俑共有18個，均屬女性，系一家庭奴隸生產最生動的場面。此中滇族的女子佔七八個，髮式服裝皆一律。女奴隸主（滇族）坐於蓋的上首矮榻上，較其他各俑為大，且通體鍍金。髮式及衣著皆為滇族的標準樣式。其他各俑（除其後為之執傘蓋者外），均向之而坐。此中除作滇族女子的裝束者之外，其他尚有七式。



圖四〇 女子各式

Ⅰ式（圖四〇，1、2）：發分梳成兩辮拖於背後，另有兩小股垂於耳前。衣左衽，左袒。下臂戴釧，端坐於器蓋右前，其右置一袋，雙手捻線。

Ⅱ式（圖四〇，3）：發挽成螺髻於頂後，雙耳戴大環，衣長及膝，自衣上所刻的紋樣看，似為對襟，但為織機所掩，情況不大明瞭。此人箕坐於前者之右而面對女奴隸主，以足蹈腰機而織。

Ⅲ式（圖四〇，4）：發於腦後挽成一髻，肩上披巾而垂於後，將背露出。衣的樣式不明，但長及膝下。衣的下腳刻有橫線紋三道。箕坐而織如前（坐於前者之右），右手執扣，左手執斷線至口以津潤之，做接線狀。

Ⅳ式（圖四〇，5、6）：髮梳髻垂於右耳上，肩上披半月式之巾，垂於後而露背，巾前以帶繫於頸。衣長過膝，但式樣不明。箕坐而織，雙手執扣。

Ⅴ式（圖四〇，7）：髻挽於額前呈尖角狀，甚高，餘發則披於後。此種高角髻似為一種假髻，其中似實有物。衣過膝而腰束帶，背後之衣帶以上凸出，如其中實有物然。箕坐而織如前。此種髮髻為此一群銅俑中之最顯著者。又在M12∶26貯貝器蓋上的圖景中亦行梳此種髻者三四人，但其民族成分則不明瞭。(《報告》圖版五三，右。)

Ⅵ式（圖四〇，8）：將髮結於後而扭成繩形，挽盤髻於腦後，餘一節垂下至腰際。短衣，長裙。裙似為布一幅圍於腰際而以寬頻束之，裙幅後部出兩角尖而曳於後。此人立於器蓋前首中部，雙手捧盤於胸前，盤中所盛者似為鳥類二隻。

M12∶26貯貝器蓋上圖景中亦有同樣裝束的一人，又M6∶13之乘馬者亦作此種裝束。(《報告》圖版八二，2。)此類俑因數量過少，其民族成分亦不能明瞭，其為滇族以外之民族則可知。

Ⅶ式（圖四〇，9）：發挽椎髻於頂際，額纏帕一週，項戴珠圈。衣僅及膝而腰束帶。衣上刻垂直線紋，衣的襟式不明。端坐於女奴隸主之後，雙手所執者似為銅傘蓋，但其上部已斷失，故不明。此種銅傘蓋發現有實物。(《報告》圖版六九，1銅俑之所執者。)又女奴隸主之前右端坐一人，雙手捧一長形盤以進，盤中盛一鵝。此人之頭髻及裝束與上者略同，當為同族。

以上是這一場面中所表現的婦女主要人物，除了滇族的以外，尚表現有七式不同頭髻及裝束的女子，每式一人（僅Ⅶ式有二人），想這僅是象徵式的，因在此種「器蓋」面積的限制下，不可能每一式鑄很多的人物來代表。每一人即可象徵著其所統轄的族屬在為奴隸主服役。如果這一推測有可能的話，那麼，問題是她們與「獻納圖景」上所表現的七組民族是否有關係，或者能否與其等同起來。在兩者之上所表現的均為七種，這不僅是一種偶合，或者在滇族當時所統治或役屬之下的，主要的有七種民族，也是極有可能的。

其中的E組與I式，可以大體上斷定他們是同族的，他們不僅髮辮相同，服裝亦大體相似，並且均系左袒。所不同者，僅男子耳戴大環而女子無之。女子則下臂戴釧，上臂有珠圈，而男子則無之。在原始社會中，男子與女子的服飾大體上相似者，亦往往有之，但為例是不多的。E組與I式的服飾大同而小異，所以可能是同族屬的。如果此一假定可以成立的話，那麼這一女子當系被擄掠而來的奴隸，因為從幾個戰鬥及擄掠圖景中，此編髮民族系滇族戰鬥及擄掠的主要物件。亦可說明此一場面中的服役者均系女奴隸。

其他各組的男子與各式的女子之間，因資料不足，尚無法比附。不過在這裡不妨先提出一種意見，以備研究參考。

B組與Ⅶ式

C組與Ⅳ式

D組與Ⅴ式

F組與Ⅲ式

C組與Ⅱ式

A組與Ⅵ式

以上每列組合，可能系同族。

這種各族間男女的互相比附，是非常牽強的，不過也是經過了一番仔細的考慮，根據各種情況，而暫時加以擬定的。例如，我在前面曾認為B組這一族與滇族的關係是很密切的，此Ⅶ式的女子則係為滇族女奴隸主個人服役的，一人為女奴隸主執銅傘蓋，一則進食（雙手捧盤），並且雜在滇族婦女之間，其與滇族的關係比較密切，是可以想見的。再則兩者在服飾上也有相同的地方，例如皆頂挽椎髻，纏帕，腰束帶，衣上的紋飾也大致相似。所以，照上面情況，暫定他們系同族。其他可以類推，並在「推論」中再加以詳述。

我們迴轉來用以上所定的「滇族」以及其他的「七組（男）」「七式（女）」來觀察晉寧出土文物上所有的人物影象，則很少有溢位以上所舉的種類之外的。無論他們在服裝上如何變異，每一種類的最基本的形式，在仔細的觀察之下，是不難看出的。這些人物影象有的雖然極小（最小者不到2釐米），但其造型藝術很高，表現力也甚強，這就給我們在研究上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推論

我們從晉寧出土的文物上所雕刻的各種人物活動場面上看，滇族是他們所要表現的主要物件，其他各族都不過處於從屬地位。從滇王族的墓葬群中出土的文物上表現出此種特點，應該是正常的，也是預料中的現象。

「滇族」有它獨特的、高度發展的青銅器文化及其別具風格的服裝，這種服裝既不同於當時的漢族的，也不同於銅器上所表現的其他各族的。這種服裝，顯然與滇池區域的氣候相適應（無嚴寒酷暑），雖可以說它主要是由滇族自己所發展的，但也不能說不受到當時其他鄰近各族的影響，特別是漢族，因驟視之，其服裝稍具有一些漢族的風格。

關於「滇王」的來源，《史記》言之頗詳。《西南夷列傳》中說：「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裡，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按「莊蹻王滇」之說，開始於《史記》的這一段記載，後來言滇事者，無不以此為本。司馬遷是到過當時的南中的，非其他得諸傳聞者可比，其言當不盡誣。(《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司馬遷之南遊，正當平西南夷之後（元鼎六年），其對於南中的情況必甚為了解，此於《史記·西南夷列傳》中所敘述者可以見之。按漢時昆明，略當現今洱海及其以東地帶，故司馬遷足跡所到，離滇池區域亦不遠。也可能到過滇池，因其言「昆明」，可能是泛指南中而言。)而他在《西南夷列傳》中記滇事亦最詳，最後更在贊論中說：「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裡。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司馬遷對於「莊蹻王滇」之說如此重視，想此說當時在滇族中必很普遍。

雖然這一段記載中有若干問題，後來有不同的說法。例如，莊蹻入滇的路線，《史記》言「循江上……」此所謂「江」，當係指大江。而《華陽國志》則以為系「泝沅水，出且蘭」。又如莊蹻入滇的時代，《史記》以為系在楚威王時（公元前339—公元前329年），而《後漢書》則改為楚頃襄王時（公元前298—公元前263年），俾與秦攻奪楚巫、黔中郡的年代（公元前277年）相吻合。像這些記載上的錯亂，雖然削弱了它的史實性，但「莊蹻王滇」這一史實，從各方面來看，則當是可信的。如果我們從晉寧出土的文物所表現的情況來看，莊蹻王入滇之事似乎對當時滇東北區的文化發展，還起了一定的作用，對「滇族」的形成，想亦不無關係。

按莊蹻從楚行數千裡而徵滇，並且能以「兵威」臨之，其人數當不至過少。以兩漢時期每次徵滇所用的兵力推之，莊蹻所帶的人數，至少也當在幾千人或者萬人以上，「食重」者或尚不在內。莊蹻的本意是欲「歸報」於楚的，後來因為不得已而留滇，其所帶領者應盡是有戰鬥力的男子。這樣眾多受當時楚國文化影響的男子，在當時的一個少數民族地區住留下來，娶妻生子，其所發生的影響一定是很大的。其所娶的女子，想絕非都從同一個民族而來，因為以當時邊區少數民族人口的情況而言（《史記》稱滇王有眾數萬人），除非將一族中的青年男子盡行屠戮而奪其女子外，一時之間或者找不出這樣多的未婚女子。這樣眾多的男子娶其當地和四周不同族的女子，其下一代必定會形成民族上和文化上的融合，其於風俗習慣和物質文化上所保留者，也不一定是屬於哪一個民族的，或者其女子所屬的各族皆有之，而演成新的風俗和服裝。這些人都是屬於統治階級的，其所直接統治的民族或者將起而效之。這樣就可能在當地演成一種與前不同的更進步的文化。我們觀於晉寧出土的文物所表現的高度發展文化，想象這樣的現象是可能出現的。所以莊蹻之從其俗而王滇，也許不是從某一個民族的風俗，而是所取者廣，其中不僅有「楚」的成分，也有當地各族的成分。這種文化的混合，或者在當時滇池附近的生產及文化上也起了推動作用。我們試觀滇族別具風格的男女服裝，以及其地方性特別強烈，但仍在漢族文化基本範圍以內的高度發展的青銅器文化，這種推測似乎是可以成立的。

我們再以滇族的服飾來說，滇族中無論男女皆系赤脛跣足，這完全是西南少數民族從古到今的習慣，即使到了唐代，南詔中的清平官以及大將軍等皆跣足，可見這一習慣在西南民族中的久恆。(《蠻書》卷八《蠻夷風俗》：「俗皆跣足，雖清平官、大將軍亦不以為恥。」清平官猶唐之宰相。《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上《南蠻列傳》：「官曰坦綽、曰布燮、曰久贊，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滇族在足下所表現的，雖完全是「西南夷」的習俗，但其髮髻則頗具漢族的風格。

前面已經言及，滇族的男女皆束髮，而不同於其他的「椎髻」或「編髮」。而漢族在古代亦系束髮，這也是漢族在古代自別於其他「編髮」和「椎髻」的民族的標誌。(按漢族古代的「束髮」，頗多異稱，如髻、鬟、括、髫等，《說文》：「髫，絜發也。」段注：「絜發，指束髮也。……《內則》喪服之‘總’，《深衣》之‘束髮’，《士喪禮》之‘鬟’，同為一事。」按其他如「紒」「總」「鬟」「髻」等，均係指束髮而言。《說文》：「鬟，總髮也。」又說：「髻，總髮也。」《釋名》釋首飾第十五：「總，束髮也。總而束之也。」)古代漢族的發如何束法，今雖不能知其詳，但我們若看湖南長沙陳家大山戰國墓出土的帛畫上女子的髮髻，其樣式和滇族女子的頭髻是有些相似的，均系以條組束髮，僅比之稍上而滇族者更下垂而已。(鄭振鐸編：《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第一輯，圖版一二。又郭沫若：《關於晚周帛畫的考察》一文中有較清晰的摹本，《人民文學》1953年第11期。)關於滇族男子一般的髮式，在中原出土的一些人物影象上也有類似的情況。如河南省輝縣趙固鎮戰國墓出土的宴樂射獵紋銅鑑上所刻的人物，有的髮束於頂使兩端翹起，腦後拖一「三角形」組帶，樣式甚為奇特，(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輝縣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56年，第116頁，圖一三八，銅鑑1∶73摹紋。又如山西長治所出的銅匜上刻者亦同，見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長治市分水嶺古墓的清理》，《考古學報》1957年第1期。其他如河南汲縣山彪鎮出土的水陸攻戰紋鑑上所刻的人物，有一些也作此種式樣。見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科學出版社，1959年，圖一〇、一一、一二。)而滇族男子的一般頭髻均系將髮束於頂，使兩帶拖於後。所不同者，兩帶之間不相連結成三角形而已。大概在戰國時期，漢族的男女或者有類乎滇族男女的髻式，而滇族的此種髮式，可能是由莊蹻帶去的楚髮式演變而來的。關於戰國時期這一類的材料發現尚不多，所以比較是很困難的。

總之，從服裝上以及人物影象的各種活動上言，滇族的人物形象是特別突出的，他們是這一文化的主人，是這一文化的創造者。

按滇族是當時南中文化最高的民族，以一般的情況而論，除非有強迫性的遷徙，是不會在短時期內就從當地消失的。那麼，滇族屬於歷史中的哪一種屬，在這裡也不妨略加推測，作為我們研究這一問題的參考。

我們知道，在南詔奴隸王國興起以前，南中各民族間的遷徙變動是不大的。當然，其中也有少數的移動，如蜀漢時「李恢遷濮民數千落於雲南建寧界以實二郡」以及少數漢族移入和漢文化影響的加強等等，但其中的主要各族，尚保持其原來區域。即使一些比較後進的民族如青蛉、弄棟、昆明等，自西漢迄隋唐，均大體住在他們原來的地段，並且在載籍中斑斑可考。至南詔興起以後，始將雲南境內的各族大量遷動，以便於統治。所以，我們推測，滇族自兩漢以至隋唐之間，除有少數的向外發展之外，其中絕大部分仍舊住在滇池區域，而這一帶也正是南北朝末期及隋唐之間所稱為「西爨白蠻」的地區。

自西漢而後，記載南中之事者，均不如《史記》《漢書》之言其地王侯的活動屬實。《後漢書》雖為滇王立傳，但除了追述莊蹻王滇的來由以外，並未提及當時的滇王的事蹟，所言者均為整個南中的活動。大概自西漢而後，漢人在此一地區的統治力量加強，以前所謂侯王者均已式微，或僅保持虛名；其起而代之者，則為所謂「渠帥」「大姓」。例如蜀漢時「先主薨後，越嶲叟帥高定元殺郡將軍焦璜，舉郡稱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闓為高定元部曲所殺，孟獲則代之而起，而雍、孟則為益州的「大姓」。諸葛亮平南中後，「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董、毛、李為部曲」。此時並不言有滇王或夜郎王，而爨氏亦開始見於此。爨習在蜀漢曾官至領軍。兩晉南北朝之間，爨氏中為南中郡守、刺史者接踵相望，而當時在勢力上能與爨氏相抗者，唯有孟、霍兩大姓。東晉孝武帝時，兩姓互訌，公元378年孟彥將霍彪送往廣州，而孟彥亦死於丹州，兩姓之勢力大減。至樑侯景之亂時，已經很微弱的漢族勢力，亦不得不最後撤出，南中遂為爨氏所獨據。

爨氏的郡望，皆稱建寧，亦即古滇國故地，而爨氏可能為滇族，但無論如何，其所統治下的人民當為滇族。因此時去滇王國未久，亦未聞其後有人民他徙的記載。

東爨的地域原屬漢晉間建寧郡的東境及其附近地區，歷來為爨氏所統轄，但其人民的語言、服裝以及風俗習慣均與西爨大異。(參見《蠻書》卷四《名類》、卷八《蠻夷風俗》。)其中之主要成分大概為彝族。到了隋代前後，大概由於爨內部的分裂以及民族的不同，西爨對於東爨失去了統屬能力，但其統治者仍為爨氏，故在漢人的記載中仍稱其為爨，因其居於原來爨氏統轄的東境，故稱東爨。但西爨仍為當時南中的主要民族，西爨的首領例以漢人的官爵自稱，或稱「西爨王」，而隋時史萬歲所征討者亦主要為西爨，並未涉及東爨。(《隋書》卷五十三《史萬歲傳》。關於西爨與東爨的居住地域，可參見《蠻書》卷四《名類》。)南詔強迫西爨遷徙時，東爨以言語不通，多散林谷，亦得不徙。東爨統治下的人民，大概因其為彝族之故，其首領一般均稱「鬼主」。

「爨」本為當時此一地區的統治者的姓氏。以統治者姓氏為族名或部落名，這在歷史上和原始部落中是極常見的事。(如唐時的東謝、西趙、茫蠻等，皆以其首領的姓氏為種號。)因為有些原始部落本來就沒有一個固定的名號，其四周的外族往往以其統治者的姓氏稱之，久而久之，統治者的姓氏遂變為族名或部落的名稱了。《蠻書·名類》說「風俗名爨也」，此即是說，爨本為姓氏的爨，後來變為風土或地域的爨了。爨雖然是從姓氏的爨逐漸變而為「風土」的爨，但爨人中所包括的民族，應與以其前在此一地區的民族有承襲的關係，除非我們能夠證明爨氏所統屬的人民是在兩晉南北朝之間由外面遷徙而來的，不過這在歷史之中是找不出這種記載的。所以我們推測，西爨區域，亦即古滇王國的區域，其中的人民，除了有不同程度的漢化及少數變動而外，應與兩漢魏晉時期的古滇國人民不殊。至於東爨，自兩漢以來即為古代爨族聚居的地方，後來曾為爨氏所統治，其中之絕大部分應當仍為彝族，此於樊綽在《蠻書》中對於東爨烏蠻及西爨白蠻的記載，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的。

關於烏蠻與白蠻的問題，討論者頗多，有的以為從其漢化的程度而言，有的以為從其中的貴賤之分，有如後來彝族中的黑彝與白彝，但皆無由證實。按烏蠻、白蠻之說，開始於樊綽的《蠻書》。《蠻書·名類》對於當時雲南的各民族有較全面的敘述，其中言為白蠻者有西爨、弄棟、青蛉等，烏蠻有東爨、獨錦、長褌、施蠻、順蠻、磨蠻、六詔等族。對於其他各族，均未言其為「烏」或「白」，有的僅稱為「雜種」。樊綽對於烏、白二蠻的分類，並未給予任何說明，從其記載中亦看不出有貴賤之分。如青蛉蠻中的首領尹輔酋、尹寬求，曾做過南詔的清平官，而唐亦拜寬求為左散騎常侍，封高溪郡王。(《新唐書·南蠻傳》的尹仇寬，當即《蠻書》中的尹寬求。)不過《蠻書》中也有這樣的記載：「粟慄兩姓蠻、雷蠻、夢蠻皆在茫部臺登城東西散居，皆烏蠻、白蠻之種族。丈夫婦人以黑繒為衣，其長曳地。又東有白蠻，丈夫婦人以白繒為衣，下不過膝。」又在《雲南界內途程》第一中說：「邛部東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鄧部大鬼主夢衝地方，闊千里，邛部一姓白蠻、五姓烏蠻。初止五姓，在邛部臺登中間，皆烏蠻也。婦人以黑繒為衣，其長曳地。」從上面所引，似乎說明烏蠻、白蠻系以其所衣的顏色而分，烏蠻衣黑繒，白蠻衣白繒。

不過，此亦不盡然，如「青蛉蠻，亦白蠻苗裔也」，但衣服語言與蒙舍略同。而蒙舍（南詔）為六詔之一，據《蠻書》則應為烏蠻，而此則言烏蠻與白蠻之語言服飾略同，或其間有混合情況，故樊綽稱之為「白蠻苗裔」，而不直言其為「白蠻」。《蠻書》敘述南詔的衣飾特詳，但亦不盡為黑、白，或者南詔躍為統治者以後，或模仿漢族，在飾上有所改變，如劍川石窟所鑿南詔王者像，其服飾雖具地方色彩，但大體上則系模仿漢族。總之，此一問題，須待進一步的資料發現，才能解決。

《蠻書》對唐時的雲南民族中明言為白蠻者，除西爨外，僅有青蛉和弄棟二族。青蛉、弄棟自兩漢以至隋唐皆居於滇族的西北邊境，他們可能系與滇族有關的民族，也可能系受滇族文化影響最深的民族，因此樊綽稱他們為「白蠻苗裔」，而非純粹的白蠻。

關於爨氏應屬於古滇族的苗裔一問題，也可以另有一些旁證。據《爨龍顏碑》，自謂系楚令尹子文之後，寄居河東，食邑於爨，因以為姓。此或系漢化後的一種依託，然其假託於楚，亦必有由，或與莊蹻王滇之事有關，即為夷化了的楚人。按滇族地區在兩漢時期為漢族統治者在南中推行漢化的中心，如西漢末文齊為益州太守，「造起陂池，開通灌溉，墾田二千餘頃」，引入漢人的先進生產技術，東漢肅宗時王阜為太守，則「興起學校，漸遷其俗」，來推行漢化。是則滇族的子弟必有讀漢文書籍者。爨氏既為滇族中的大姓，而且躋於高階統治者之列，其漢化必然更速。如文體書法，均被譽為系漢晉正傳的《爨龍顏碑》，其作者即為爨氏之中的爨道慶，亦可見爨氏的漢化程度了。

前已言過，爨氏的郡望，皆稱建寧。《華陽國志》建寧郡同樂縣下有「大姓爨氏」。按東晉時的建寧郡，僅為蜀漢和西晉時建寧郡的東部，爨氏郡望之稱建寧，大概是指蜀漢及西晉時的建寧而言。因自東晉以後，爨氏的駐牧地並不在當時的建寧，而實在晉寧郡的滇池縣，即今晉寧縣。《蠻書·雲南城鎮》說：「晉寧州，漢滇河故地也，在柘東城南八十里晉平川，幅員數百里，西爨王墓累累相望。」這些西爨王墓現尚未有發現。明李元陽《雲南通志》載：「爨王墓碑在昆明縣東十五里，題曰：大周昆明隋西爨王之碑。」但現已不存。(《新編雲南通志》卷八十五對此碑的考證頗詳，碑題應為「大周昆州（刺史）隋西爨王之碑」。「昆明」應為「昆州」之誤讀，而「昆州」之下亦應有「刺史」，其說甚確。該志並以爨玩當之，亦頗近是。)樊綽所記是否與此有關，不得而知，將來這些墓葬若有發現的話，對於爨氏族屬問題當便於闡明。我們知道樊綽記事是相當精確的，其言當不虛。

依照前面的推測，西爨治下的人民為古滇族的苗裔，而爨氏是其中的大姓，後來又因其統治者之姓氏，以稱其民族。因為爨氏所統治下的地方有東部彝族，故別之為東爨。而西爨實為爨氏統治的中心，東爨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不過處於從屬的地位。

到了唐天寶年間，爨氏中各酋內訌，遂為蒙氏所滅，並徙西爨20餘萬戶於永昌城。此一強迫的遷徙，其人數之眾，在西南的歷史上是少有的。而此20餘萬戶人民的下落，亦當為研究西南民族史應當解決的問題。前已屢言，西爨在當時南民族中是漢化最深的民族，以如此之眾，任其遷徙到什麼地方，絕不會於短期內就被其他民族同化，相反的只有其他民族被他們同化。現永昌平原均為漢族，較遠則為其他兄弟民族。在文化方面，除漢族外，似未有能與西爨相比擬者。因此問題未獲得解決，有人以為西爨原為傣族，今德巨集區域的傣族，即西爨的苗裔。這完全是不可能的。我們知道，現在爨族的文化與隋唐時西爨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這在《蠻書》中敘述得很清楚。

據我個人的看法，徙於永昌城者大概僅為西爨的統治家族，故《蠻書》在西爨後說：「（爨）日用子孫今立在永昌城。」但西爨中之大部分人民，可能並未徙往永昌，或僅泛指古代的永昌郡而言，即現在南華以西及大理白族自治州區域（兩漢時永昌郡的東北部），亦即現在白族所聚居的區域。將被擊敗者的統治階級與其人民分開，系古代統治者的一種策略，也是南詔所慣行的一種策略。他如南詔破浪穹、賧以後，皆遷其詔主於永昌；破施蠻後，遷其統治宗族於蒙舍；破順蠻後，則遷其統治宗族於白巖，皆其例。所以南詔擊滅西爨以後，想不至將其人民與其統治宗族遷於一處。

再者，西爨是當時西南民族中文化程度最高的民族，同時也是漢化最深的民族，南詔將他遷居於其國都（大理）的周圍來為他的生產服務，也是古代統治者慣行的一種政策。所以南詔時期大理區域的文化和生產，很快地就超過了滇池區域，這種情況想不是無因的。我們認為現在的白族與西爨當有一定的關係，這於語言方面也可以得到一些線索。樊綽說：「言語音白蠻最正，蒙舍蠻次之，諸部落不如也。」樊綽所謂「最正」，自是以漢語為標準，因白蠻的漢化程度最深，或其語言中接受漢語詞彙為多，故從漢人來說，覺其語音「最正」。現代白語的詞彙中，漢語詞彙佔一半以上，故白語中有「漢白楚江」或「漢白秋江」之語，意為漢語白語各為一半，可見白語受漢語影響之深且久，而這種影響想不始於近代，或者自「滇」「爨」以來就不斷進行著。我們又看《蠻書》中所記的少數白蠻詞彙，其中均可在現在的白語中找到對音，而於現在雲南其他種語言中則找不到。此種詞彙雖然是很少，想亦不會是偶然的。

白族語言的分類，歷來是語言學上的一個問題，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最近語言學家對白語的研究，認為白語語法與彝語比較接近，但此實不足為異。在前面已經講過，大概古滇族是在古代彝族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如果白語語法接近於彝語，則正是預料之中的。當然，此點並不能證明現在的白族即是隋唐時代的西爨，或西漢時期的「滇」，但至少在研究上是一些線索。

以上不過是比較合乎事實的推測，其證明則有待於將來考古學上的發現。

至於其他七組，A組是其中最特殊的一組，從其服裝的各方面來看，都與歷來西南少數民族的習尚不合。長窄過手的袖，下及足背的長褲，均非西南民族的一般習慣，而可能與西北氣候較寒地區的民族有關。特別是長鬚，在西南的少數民族中是少見的，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例如在晉寧出土的這樣多的人物影象中，除此一例而外，從未見有留須者。此組的首兩人左懸長劍，自其樣式觀之，可能是銅柄鐵劍，因青銅劍少有如此之狹而長者。此類銅柄鐵劍在晉寧墓葬中出土甚多，有一墓多至十餘柄者（如M3中共出13柄）(《報告》第108頁。)。根據晉寧墓葬中出土的各種文物來看，滇族在當時尚未掌握鍊鐵的技術，故此類劍當系外族輸入的，其中之精者，往往再加上滇族風格的華麗金鞘。這類劍的輸入，也可能與此一組的民族有關。

按此種形式的銅柄鐵劍，除在晉寧有大量出土外，在四川岷江上游的汶川縣和理縣的石棺墓中亦有大量的發現。(見拙著《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成都《工商導報》副刊《學林》第10期，1951年5月20日。)兩處所出的此類劍，形制完全相同，時代亦略相當，且同樣大量的出土，其間想不無關係。不過在雲南方面除昭通外，尚未發現有如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者。

從各方面看，A組在服飾上所表現者，多與西北的遊牧部落有關，他們在當時可能是雲南西北的遊牧部落之一。他們少見於其他活動之中，其與滇族的關係，可能是很疏遠的。

Ⅵ式女子的服裝，也同樣是特殊的。西南少數民族婦女的一般服裝，大半皆衣（或裙）僅及膝下，下則裸脛跣足。此則長裙及地，足上是否著有鞋或靴，因鑄造不清，不得而知，此類裝束，亦可能係一種遊牧部落女子的裝束，可能與A組為同族亦未可知。又觀M6∶13的乘馬女子，亦可作為旁證。(《報告》圖版八二，2。在這樣多的婦女影象中，除此而外，未見有乘馬者。滇族的貴族女子則乘肩輿而不乘馬。)

A組和Ⅵ式相當於當時記載中的何種民族，因材料過少，尚無法推斷。

E組和D組同為「編髮」民族而有不同。特別是E組，是滇族戰鬥和虜掠的物件，如貯貝器M6∶1(《報告》圖版四八、四九。)、M13∶356(《報告》圖版五〇、五一。)蓋上鑄造的大規模戰鬥中，滇族的對方都是此種民族，而且都是被擊敗者。有頭被割下用髮辮繫於馬頸下者，有被俘獲用繩索將雙手捆住者。又如在一銅釦飾(M13∶109，《報告》圖版八三，2。)上鑄有俘獲的影象，前後有甲士二人，中間為所俘獲的牛羊及俘虜二人，被俘虜者亦為此種民族。後一甲士手提一首級，即以手握其雙辮。又如刻紋飾片（M13∶67）所刻之戴枷者、雙手被縛者，亦為此種民族。(《報告》第105頁，插圖二六，1。)再者，此種民族很少出現於他種活動之中，縱有之，亦僅以旁觀者的姿態出現。(1號墓中所出之「鼓形四耳器」上所鑄的祭祀場面中，有一為此種髮式及服裝者，其神態則全為旁觀者，而非儀式中之活動人物（見雲南省博物館考古發掘工作組：《雲南晉寧石寨山古遺址及墓葬》，第55頁，圖版五）。)Ⅰ式女子，因與此服裝相同，當系同族。

D組也是一種編髮民族，與E組大概是相近的民族。又V式的女子，可能與D組是同族，其衣飾雖男女不同，但具有類似的風格，又髻盤於額的髮式，在古代滇西一帶少數民族的婦女中是比較普遍的一種頭髻，與苗、瑤婦女的尖形髻基本上是不同的。

《史記》將雲南當時北部以及西部的民族分成兩大類：一種為「結，耕田有邑聚」的農業部落，其中包括夜郎、靡莫、滇、邛都等族；再一種為「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的遊牧民族。其中以「嶲、昆明」為代表。其所佔據的地區，大概為自今四川會理以南、洱海以東一帶。E和D兩組大概是屬於此中的，他們是「嶲」還是「昆明」，則不得而知，也或者是屬於「昆明」這一族屬。昆明是當時雲南西部的強悍民族，漢王朝的使者不能西通身毒，主要是為昆明所阻。他們或時常剽掠東邊的農業部落，所以為當時滇族戰鬥的主要物件。他們的武裝裝備如兜鍪、甲、盾等，均與滇族者不大異，唯所佩的劍形式不同，大概在戰鬥中所用的盔、甲等，當時在南中是各族相通的。昆明至唐時尚存在，除有時仍稱昆明以外，又稱為「昆彌」，以其居於西洱河區域，故又稱「洱河蠻」，或簡稱「河蠻」。至南詔興起後為蒙歸義所敗，遷其大部分於雲南郡東北、柘東一帶（即與西爨互易其地），此後就少見於記載中。說者或以為昆明與現代的白族有直接的血緣關係，則尚待考古材料的進一步證明。

B、C、F和G四組，大概系《史記》《漢書》中所稱「椎髻之民」的。他們頭上纏帕或不纏帕，戴冠或不戴冠，但髻均挽於頂呈椎狀，其婦女的髻亦多如此。其中除C組而外，皆著帔巾，帔巾的樣式雖各有小異，但大體相似。女子中亦有二式著短帔巾（Ⅲ式、Ⅳ式）。服裝的風格亦大體相類。他們大概為互相近似的民族，是可以一望而知的。

《史記》稱滇以東北的各族為「靡莫之屬」，或又稱「勞浸靡莫」。他們與滇族為「同姓」，是十分近似的族類。《西南夷傳》說：「其旁（指滇），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他們在當時已可能結成一種鬆懈的部落同盟，滇王未得到他們的同意以前，不敢單獨降漢，直等到漢兵擊滅他們以後，滇王才敢「舉國降」。

雖然「勞浸靡莫」到西漢以後即無聞，而以上的四組及四式，也可能即是「靡莫之屬」，或者與他們有關。這四組與滇族的關係是非常之密切的，可於各種活動場面中見之。滇王族的個人，也時常披上他們的服裝。他們所佩的短劍，在晉寧的墓葬中，也發現有很多的實物。從服裝上看，他們一方面可能與當時彝族有關（滇東北一帶，為當時彝族活動的中心）；另一方面，滇族在開始時也可能是在他們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以上七組，歸納起來，可以合為以下三類：A組自成一類，不與其他類同；E和D兩組為「編髮」一類；B、C、F及G為「椎髻」一類。證之以司馬遷所記，晉寧出土文物中各種人物的影象，實可表現當時滇東北民族情況的大概。

（原載《考古》1961年第9期）

雲南晉寧出土銅鼓研究

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中共出土銅鼓17面，又出土與銅鼓有密切關係的銅鼓形貯貝器31具。從考古學上言，在一個地區出土數量如此之多的銅鼓，是沒有先例的。並且出土的情況比較明確，時代也極為肯定，所以是值得進一步加以研討的。這不僅對闡明古滇族的生活習慣將有所幫助，(本文為方便起見，仍暫用「滇族」一名，其說見拙著《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屬問題試探》，《考古》1961年第9期。)而且對於銅鼓的創制、發展等問題的推斷，亦將有其一定的意義。

晉寧出土的銅鼓17面，以及銅鼓形貯貝器31具，其在各墓中的分佈如表一。

表一 銅鼓和銅鼓形貯貝器*在各型墓中分佈情況



*貯貝器雖非銅鼓，但系與銅鼓有關聯的器物，故附列於此，以做參考。

*此表除M1外，系根據《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雲南省博物館編，文物出版社，1959年。以下引用均簡稱《報告》）。M1系根據雲南博物館：《雲南晉寧石寨山古遺址及墓葬》，《考古學報》1956年第1期。從墓的型制及其中所出的器物看，當屬於第Ⅱ型墓。

由此表可以看出銅鼓僅出於第Ⅰ和第Ⅱ型墓中，而以第Ⅰ型墓中較普遍，在第Ⅲ型墓中絕跡。(石寨山前後共發掘了4次，共得墓葬50座，其中第Ⅰ型墓4座（14、15、16、17），第Ⅱ型墓11座（1、3、10、11、12、13、18、19、20、21、22），其他均屬於第Ⅲ、Ⅳ型。)按第Ⅱ型墓的時代下限，不晚於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參考雲南省博物館編：《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第132—134頁，「年代推斷和墓葬分期」。《報告》中的年代推斷基本上是正確的，其中第Ⅰ型中的個別墓，也可能要稍早一些。)所以晉寧銅鼓中之最晚者亦當在西漢早期，其中之較早者，可以到戰國晚期。再者，本文所研究的，雖以晉寧銅鼓和若干銅鼓形貯貝器上的花紋為主，但云南地區其他地方出土而時代相同及相類似的銅鼓，如廣南銅鼓(此鼓1919年出土於雲南省廣南縣南鄉阿章寨，現存雲南省博物館，《新纂雲南通志·金石考》著錄，並有較詳的敘述，見《雲南省博物館銅鼓圖錄》（雲南省博物館編，雲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四鼓，圖版一〇、一三。此鼓通體完整，為國內現存銅鼓中之最早及最精美者。此鼓可能系古滇族的遺制，其形制與晉寧出土者完全相同，屬於早期的形式，其上所鑄繪的人物的裝束，與晉寧出土滇族裝束影象十分相似，特別以「銀錠式髮髻」為最顯著。《雲南省博物館銅鼓圖錄》對鼓的說明寫道：「此鼓的羽人和木船圖畫……銀錠式髮髻，在晉寧石寨山出土大銅俑和貯貝器上的人物圖畫中也是常見的。這些現象，絕不是自然偶合……」《圖錄》的推斷是正確的，此鼓上所描繪的，可能是古滇族的活動景況。)、開化銅鼓(此鼓發現於雲南開化，故稱之為「開化銅鼓」。據傳說，原系從貴州南部帶去，系一苗族首領所有。此鼓早已為帝國主義分子盜出國外，見聞宥編著：《古銅鼓圖錄》（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第七鼓，圖版一二、一三。)等，亦用作重要的輔助材料。(按銅鼓在東南亞地區分佈既廣，使用的民族亦多（特別是在後期），因此，有關銅鼓諸問題的推測，各因時因地而異。本文非泛論或概括性質，不過僅就晉寧的資料提出自己的看法，故對於以往其他研究者的推斷，概不置論，僅有在涉及本文論據時，方略加論列。)

此17面銅鼓，連同廣南、開化兩銅鼓在內，基本上都是同一形式的，即胴部膨脹，鼓體作圓柱形，足部復展開作喇叭形。此種形式，黑格爾在其銅鼓的分類中列為第Ⅰ型，並認為是最早的一種銅鼓形式。(F．Heger：Alte Metalltrommeln aus Südost-Asien；Leipzig，1902.黑格爾根據他當時所能得到的材料，把銅鼓分為四個主要型別和三個過渡型別，並認為是銅鼓發展的順序。祥雲大波那和晉寧銅鼓的發現，證明他的分類中第Ⅰ型的提法大體上是合乎事實的，因為祥雲大波那和晉寧所出的銅鼓，正是他的第Ⅰ型，亦即最早期的型別，其他三種型別為較晚的型別，也是肯定的，不過它們之間是否代表一種發展的順序，或僅為地域的區別，尚待進一步的證明。)

銅鼓的鼓面，中心除「光體」（即受擊之處）及「光芒」外，均分成為若干圈帶，銅鼓研究者稱之為「暈」。鼓之胴、體、足上亦均如此。此種稱法，習用已久，本文亦沿用之。

早期鼓上的花紋，除了人形、動物、船形等特殊花紋外，主要的有點紋、圓圈、圓圈中心加點、同心圈、圓圈或同心圈加切線紋（tangent）(圓圈或同心圈加切線紋（），也可能是雙旋紋的變體或形式化（Conventionalization）。)，各種索紋、梯紋(西方研究者所稱為梯紋||||||者，當為一種索紋/////的變體，西漢中期以後的銅鏡上亦盛行，但均稱為綯紋或素紋。)、三角齒紋、雙旋紋及其變體（亦可稱回紋和雲雷紋及其變體），等等。這些花紋，一般說來，大半都曾見於戰國（或更早）至兩漢間的銅器（包括銅鏡）上，所以有人指出，銅鼓的製作在部分紋樣的取材上曾受了漢族銅器花紋一定的影響。不過這些紋樣也都見於晉寧出土的其他銅器之上，如戈、矛、劍、斧、鉞等等，當然此中亦不排除有相互影響的關係。又銅鼓的鼓面，從花紋的組合上看，有些絕似銅鏡的鏡背花紋，遂有認為銅鼓的鑄造，系受到銅鏡上花紋的影響者。不過這一提法是值得商榷的，因為銅鼓上的花紋之似銅鏡者，為暈帶中的齒紋、各種圓圈紋、雙旋紋、索紋及其組合等。此類紋樣及其組合，在西漢早期以前的銅鏡上，多不經見，至西漢中期以後的銅鏡上才漸為普遍。而有這類花紋的銅鼓，其中之最早者，則早於此類銅鏡。例如銅鏡最早出現於第Ⅱ型墓中，而所出的六面銅鏡中，未有一面有似其中的銅鼓的面紋者。

再者，此類幾何形花紋的分析，對於銅鼓的起源或最早使用民族等問題上，實不能有所闡明，因為此類幾何形紋樣，形式簡單，是古今來世界上許多民族所共有的。(如三角齒紋，不僅早見於甘肅新石器時代彩陶罐上，而且在石寨山與滇族墓群相連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的陶器上亦屢見不鮮，見雲南博物館：《雲南石寨山古遺址及墓葬》，圖六，2；圖九，3、12等。其他如圓圈、雙旋等這樣簡單紋樣，在許多民族中均有之。)故本文中僅簡略地說明其性質，不多做討論。

早期銅鼓上的花紋最能表現民族特徵的，當推其中的各種人物、動物、船形等影象。因為它們別具風格，並且描述了民族的生活習慣，所以對它們的各種臆測也特別多。在晉寧文物未發現以前，這些影象自然不易解釋，現在若與晉寧出土的各種影象相較，其意義極為明顯。我們可先討論其中的所謂「羽人」。

舞人（羽人）

銅鼓上的「羽人」，並不是傳說中所稱的「羽人」，實是一種名稱上的誤用。(所謂「羽人」，在古代有兩種意義。一為官名，《周禮·地官》：「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這種官名不見於其他先秦史籍中，可能僅系《周禮》中的一種假想。再為仙人的一種別稱，《楚辭·遠遊》：「仍羽衣于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注謂：「《山海經》言有羽人之國……，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洪興祖補註謂：「羽人，飛仙也。」所以後世道士著羽，人稱「羽人」，亦稱「羽士」。兩義皆與銅鼓上的情況不合。)此種「羽人」實是一種舞蹈中的「舞人」，有的頭戴羽冠，手中執羽，或執幹、戚。這種舞蹈，與古代漢族的舞蹈是相似的，也可以說是從漢族的舞蹈蛻變而出的。

古代漢族的正式舞蹈（用之於廟堂者），大體言之，可以分為兩大類：文舞和武舞，而統名之為「萬」。《詩·商頌·那》：「庸鼓有，萬舞有奕。」又《詩·魯頌·宮》：「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均謂文舞、武舞也。在文舞中，舞者手中必執籥、羽，《詩·邶風·簡兮》：「簡兮簡兮，方將萬舞，……碩人俁俁，公庭萬舞……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為一種舞笛，(此係一種傳說的解釋，郭沫若同志謂「籥」為象形字，當為簫屬的樂器，見其所著《甲骨文字研究·釋龢言》，其說亦可從。)而翟則是舞羽。在武舞中，舞者手中則執幹、戚。《毛傳》說「以幹、羽為萬舞」，是兼文舞、武舞而言。《禮記·樂記》中說得更明白：「故鐘鼓管磬、羽籥干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又說：「鐘磬琴瑟以和之，干鏚旄狄以舞之。」所以，在漢族古代的正式的舞蹈中，舞者的手中不是執幹、戚（武舞），即是執旄、狄（文舞）。(關於漢族古代的樂舞，文獻特繁，問題亦較複雜，此處僅言其大概，以便與滇族做比較而已，不過我們須知，漢族古代的正式音樂，都是以舞為主，而以樂節之的，所以《宋書·樂志》說：「凡音樂以舞為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於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這是我們瞭解漢族古代樂舞和古滇族樂舞，所不可不注意的。)

晉寧出土的銅鼓形雙蓋銅貯貝器第一層器蓋上所刻繪者，當為滇人的「文舞」或者「羽舞」。（圖四三，1）舞者頭戴羽冠，上身裸露，腰下服三叉形或羽制前後幅，前短後長，跣足。手中執羽，八人執於右手，十四人執於左手。兩隊之間，有一人作滇族裝束，髻上插羽，腰懸長劍（似銅柄鐵劍），此人可能是領隊。



圖四三 銅鼓上的紋飾

1．銅貯貝器M12∶1第一層器蓋上主暈內人物（摹自《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圖版一一九）2．開化銅鼓主暈內的舞蹈紋

這一圖景所描繪的似乎為整隊舞人，不過其「羽數」與漢族古代所記載者不同。《左傳·隱公五年》：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以上所舉的羽數，天子用八為六十四人，但自諸侯以下則有兩說。何休以為當六、六（三十六），四、四（十六），二、二（四）人；服虔以為當六、八（四十八），四、八（三十二），二、八（十六）人。杜預則以為舞式宜方，行列既減，故每行（佾）人數亦當遞減。故其注《左傳》則用何說。不過《宋書·音樂志》則又痛駁之，以為宜從服說。故此問題迄今未有定論。但此圖景所刻人數，與服、何二說均不合。證以其他銅鼓上的舞蹈行列，唯開化銅鼓上者為兩組四列，每列四人，共十六人。（圖四三，2）似乎與何說相合。廣南銅鼓上共有二十六人，其中有二人可能為刑牛者而非舞人外，實得二十四人。此二十四人分成兩組，各以羽葆幢為中心，但每組人數亦不相等。（圖四四）但總的來說，在分組和人數上與貯貝器上者，大體是相似的。或者滇族的舞蹈，雖大體上同於當時的漢族，但有其自己的舞法及行列，這也是發展中極自然的現象。



圖四四 廣南銅鼓鼓體上所鑄之舞蹈圖

晉寧大銅鼓（M14∶1）腰部所刻繪者應為武舞的一種，舞者頭戴羽冠，裝束與前相同，唯左手執幹，右手秉戚，（圖四五，1）有的僅執幹，（圖四五，2）開化銅鼓鼓體上所鑄者亦同。廣南銅鼓所描繪者亦大體相同，而滇族之髮髻則特為清晰。舞者手中執戚或戈，絕大多數徒手而張兩臂。（圖四四）此一圈中的舞者，可分為兩組，每組各建一羽葆幢，其下系一牛。此類羽葆幢，古代稱之為「翿」（音道），《詩·陳風·宛丘》：「無冬無夏，值其鷺翿。」又《爾雅·釋言》：「翿，纛也。」郭璞注：「今之羽葆幢。舞者所以自蔽翳。」此制至唐、宋時猶存。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四）說：



圖四五 晉寧銅器上的紋飾

1．執干鏚舞人（M14∶1） 2．執幹舞人（M14∶1） 3．滇族舞蹈女子的手勢（貯貝器M12∶2）

今太樂所用，高七尺，幹首棲木鳳，注髦一重，綴帛畫升龍焉。二工執之，分立於左右，以引文舞，亦得古之遺制也。

《文獻通考》所言，與此有些相似，此則杆頂插羽數莖，或更為近古。

銅鼓上所表現的舞姿，尚有一種徒手舞，即以四指相併，拇指張開而呈八字形者。（如開化銅鼓上的舞者，見圖四三，2）因在表現上略有誇張，將食指和拇指刻畫稍長，因此就引起了許多臆測。有人以為所表現的為俚人、僚人慶祝銅鼓鑄成時的儀式，舞人手中所執者為大銀釵，並引《隋書·地理志》所記(《隋書·地理志》：「自嶺以南二十餘郡……並鑄銅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來者有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為大釵，執以叩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為銅鼓釵。」唐章懷太子賢《後漢書·馬援傳》注引裴淵《廣州記》略同。)為證，而實不知此不過為滇族舞蹈的一種姿勢而已。此種姿勢亦見於晉寧的其他銅器之上，如貯貝器M12∶2上所刻者即是如此，（圖四五，3）其他銅鼓上的舞者如僅一手執羽或幹、戚，另一手亦作此種姿勢，不必以俚、僚的銀釵來做解釋，其形亦不似釵。在漢族古代的舞蹈中，亦有此種舞法，稱之為「人舞」。《周禮·春官·樂師》：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幹舞，有人舞。

注謂鄭司農雲：

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犛牛之尾。幹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為威儀。

由此可見，漢族古代亦有一種徒手舞，而滇人衣袖甚短，且男子舞時，上身多半裸露，故僅能以手作「威儀」了。再者，漢族的古代舞蹈中，亦有戴羽冠者，如鄭司農所說的「皇舞」，故「羽冠」不獨只限於滇族。

由上面所討論的看，滇人的舞蹈，與漢族古代的舞蹈，可以說是大同而小異，故早期銅鼓上的「羽人」，應稱之為「舞人」。它並不是什麼圖騰主義的表現，也不代表什麼神話題材，不過是一種舞裝而已。

翔鷺

晉寧銅鼓和其他早期銅鼓上，多鑄有水鳥形，這種水鳥，自其形狀言，應該是鷺，或其圖案化的變形。鷺與鼓和舞蹈的聯絡，在漢族中是很早的。《詩·魯頌·有駜》：

振振鷺，鷺於下，鼓咽咽，醉言舞，於胥樂兮!

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於胥樂兮!

《有駜》被認為系歌頌「（魯）僖公君臣之有道」的詩，其時約當公元前7世紀中葉。注謂：「鷺，白鳥也；以興絜白之士。」以詩的義法說，固可做如此解釋，而鼓之聯絡於鷺，當必有其習俗上的依據。《隋書·音樂志》言之頗詳：

革之屬五：一曰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殷人柱貫之，謂之楹鼓；周人懸之，謂之懸鼓。近代相承，植而貫之，謂之建鼓，蓋殷所作也。又棲翔鷺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鵠也，取其聲揚而遠聞。或曰，鷺，鼓精也。越王勾踐擊大鼓於雷門以厭吳。晉時移於建康，有雙鷺鼓而飛入雲，或曰皆非也。《詩》雲：「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鼓以鷺，存其風流。未知孰是？

《音樂志》雖舉出了許多故實，但亦不能決定以何者為是，不過其起源甚早，則是可以斷定的。從考古學上的資料言，也可證明這一點。如河南信陽楚墓和湖北江陵楚墓所出之鼓，即以鷺飾鼓架(袁荃猷：《關於信陽楚墓虎座鼓的復原問題》，《文物》1963年第2期，第10—12頁，我認為彭同志的復原是正確的，虎座之上應為雙鷺。由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湖北省江陵出土虎座鳥架鼓兩座楚墓的清理簡報》，《文物》1964年第9期，第27—32頁，而得到確切的證明。他如戰國時期的「宴樂畫像橢栝」上所刻的鼓，亦以雙鷺承之。見馬承源：《漫談戰國青銅器上的畫像》，《文物》1961年第10期，第26—30頁。)，而沂南畫像中之建鼓，其上亦飾以翔鷺(曾昭燏等：《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圖版四八、八八。鳥的頸後有「羽冠」，故可確定其為鷺。)。所以，從文獻和考古的材料言，其起源至遲當在春秋戰國時代，至漢而轉盛，沿襲直至於隋唐。

中原古代又有用朱鷺以飾鼓的說法，漢代並以之名鼓吹曲。明楊慎《升庵詩話》（卷四）則謂：

古樂府有《朱鷺曲》，解雲：「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又云：「朱鷺咒鼓，飛於雲末。」徐陵詩有「梟鍾鷺鼓」之句，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騮驕」，皆用此事。蓋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雲：「元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後。」與「朱鷺飛雲末」事相葉，可以互證，補《樂府解題》之缺。

按以朱鷺飾鼓，或者亦不始於漢，漢以前或已有之，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魚蟲疏》謂：

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水鷺曲》是也。（按《藝文類聚》卷九十二引作楚成王，想系威、成形近而誤。）

此語不知何所本（《爾雅疏》所引此段想系本自《陸疏》），其傳說或頗早。《鼓吹朱鷺曲》雖均認為系漢曲（西漢時方有鐃歌鼓吹之名），其辭今多不可解，(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四部叢刊本，卷十六）載漢鐃歌《朱鷺》：「朱鷺，魚以烏，（路訾邪）鷺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誅者。」其義不甚可曉，亦不知是否如上句讀。此曲可能是來自當時的民間歌謠，也很可能是南方民間歌謠。)其源或者頗古。

白鷺、朱鷺自動物學上言，雖同屬涉禽類而形體相似，但不同種屬（白鷺Egretta garzetta，朱鷺Nipponia nippon）。朱鷺的羽色雖呈白色，但微帶桃紅，腳長而赤（白鷺則腳黑），此為朱鷺名稱之所由來。或者古人以其形有相似，故皆用之飾鼓。

所以，我們可以認為銅鼓上的鳥，應為翔鷺，雖其形狀有些圖案化的趨勢，但為鷺的形象，則是很清楚的。（圖四六）「鷺為鼓精」和「朱鷺咒鼓」，也可能是中原漢族（特別是楚地）很早的民間傳說。



圖四六 翔鷺紋

1．雲南晉寧銅鼓（M14∶1） 2．雲南開化銅鼓

競渡（船形紋）

在晉寧的銅鼓上，多鑄有船形紋。這種船形紋也是早期銅鼓上最特殊的紋樣之一，所以曾引起了不少的推測，有的以為是波羅洲逵亞克人的「黃金船」，有的以其上有羽冠的人形紋，遂以為系表現圖騰主義，如「鳥圖騰」等。這些說法，實未細察這些船形的內容。從各種船形的內容來看，還是以「競渡」說法似較為合乎實際。

這些船，自其各種形式看，雖不是由巨木所挖成的獨木舟，但船身皆狹窄輕便，如要在大海中航行，似必須有「船舷側出的橫木（Outrigger）」，行駛時——特別是駛風時——方不致傾覆，但鼓銅上的船從未見有作此種裝置者。再者，船上亦從未有表現桅和帆的影象，而都是用短槳，船舵則皆以「艄」代之，皆與在海中航行的裝置不合。像這樣的船，僅可在內河，或像滇池這種小水面上行駛，是不堪在大海中航行的。所以，有人根據船紋便推測應用銅鼓的人為海濱民族，是不合乎實際的。

至於船中的人物，亦皆作遊戲或舞蹈的裝束，其中比較簡單的，也可以說比較原始的，頭上插羽，裸形而划船。晉寧銅鼓上的人物即是如此。（圖四七，1、3）大概在滇族中，頭上戴羽可能為一種遊戲的表示，因其不僅在船形紋上是如此，而且在其他的遊戲中亦是如此，例如在所謂「剽牛」影象中，剽牛者亦均頭插長羽。(《報告》圖版七三，4。)有些比較複雜的則頭戴羽冠而划船，有的立於船中，手中執羽或翳、矛。其中雖有少數人物裝束和姿勢有類舞蹈，亦為水戲中所常有，長江流域的水戲中亦有如此者。(關於這種「水嬉」的裝束，《舊唐書·杜亞傳》說：「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者為勝。亞乃令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為綺羅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而不濡。」)



圖四七 船紋

1．晉寧銅鼓M1∶1 2．玉縷銅鼓（摹自《銅鼓考略》） 3．晉寧銅鼓M14∶1

銅鼓上的船形紋尚有另一特點，即有好些船紋首尾飾以鳥首和鳥羽。以鳥首飾船，特別是「鷁鳥首」，是西漢以至六朝間最通行的船身紋飾，其起源當在西漢以前。(《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引《說苑》有言：「楚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鷁。」但後一句不見於今本《說苑》。)《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中說：「怠而後發，遊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枻。」注引張揖說：「鷁，水鳥也，畫其像於船首。」《淮南子·本經訓》：「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注謂：「鷁，大鳥也，其畫像著船頭，故曰鷁首也。」故在漢晉之間，船亦可稱「首」。揚雄《方言》則作「艗艏」，注謂：「鷁，鳥名也。今江東貴人船首作青雀，是其像也。」

再者，銅鼓上的若干船紋從其鳥首看，似乎在倒駛，即鳥首在後，鳥尾在前。（圖四七，2；四八，1）這種現象實得不到適當的解釋，但不知是否與「鷁退飛」的傳說有關？《左傳·僖公十六年》：（正月）「六鷁退飛過宋都。」自此以後，「六鷁退飛」之事遂成了詩賦中表示「後退」或「不進」的掌故。梁簡文帝書有「樓船寫退」之句，語義不明，但不知在其他地方是否也有置鷁首於舟尾之事。不過以「鷁首」飾舟，則是漢、晉間很普遍的風氣。如《晉書·王濬傳》言其伐吳，大船皆「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即是其事。



圖四八 晉寧銅鼓上的船紋（拓片）

此中最能表現「競渡」的形式者，當推晉寧出土的一個殘銅器上的船紋。（圖四八，2、3）船為狹長的輕舟，划船者為滇族男子（因此圖較大，描畫極為清晰），頭插羽，每兩人並坐而劃，中有一人指揮，使動作齊一。這種形式，幾與現在長江中游競渡的船完全一樣。其次則為廣南銅鼓上的船紋。船亦為狹長的輕舟，兩端有羽飾，人皆裸形。首一人頭戴羽冠，雙手划槳。其後三人，坐而雙手划槳。其後立一人，首戴羽冠，雙手執飾棒，做指揮狀。其後為船上的柵臺，上蹲一人，後臺置一羽葆幢。(此種影象，也見於其他的船紋上，遂有人認為系「船桅」者，但全不似。此可能是司馬相如《子虛賦》中所言之「揚旌枻」之「旌」，注引張揖曰：「揚，舉也。析羽為旌，建於船上也。」郭璞曰：「枻，船舷。樹旌於上。」按《子虛賦》此段乃言楚王水嬉之事者。)幢後一人划槳，再後一人扳艄。扳艄者之後坐一人，首插羽。這一競渡的圖景是很明顯的，特別是船用艄而不用舵，因艄可離水，能使船急轉，《晉書·夏統傳》中之「奮長艄」即其例。這是競渡必要的條件，為勝負所繫。長江流域的競渡舟幾無不如此。尤其是有些銅鼓上的船紋首尾皆有艄，更為明顯。（圖四七，2）因在競賽時如須將舟急轉，則將前後之艄壓離水面，至適當的角度時，再入水急扳之（前後扳的方向必須相反），船可急轉而駛，超至他舟之前。如用不能離水的舵，則須轉大彎而落後了。

從銅鼓上所有的船形紋看，特別是將各種船紋排列比較來看，（圖四七、四八）這是一種「競渡圖」，則是無可懷疑的。以舟作水戲，古代盛於長江流域，《荊楚歲時記》說：

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所，並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鳧。一自以為水軍，一自以為水馬。州將及土人，悉臨水而觀之。《邯鄲淳曹娥碑》雲：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斯又東吳之俗，事為子胥，不關屈平也。《越地傳》雲起于越王勾踐，不可詳矣。

又《隋書·地理志》說：

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舡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爾鼓棹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為競渡之戲。

競渡本來是長江流域多水地區的一種水上游戲，雖在楚者依託於屈原，在吳越者託始於子胥或越王勾踐，其起源，當必遠較三人為古。滇人自託為楚將莊蹻之後，其水上競戲，或者與楚俗有關。

關於雲南銅鼓的起源問題

由前面的討論，我們不難看出，雲南晉寧出土銅鼓上最富有特徵及在解釋上分歧最大的一些紋飾上，無一不能在漢族古代樂舞文獻中找到適當的解釋，樂舞中所鑄繪的人物（舞人），又無一不作古滇族的裝束，這當然不是一種巧合。銅鼓確是古滇族使用和發展過的一種重要樂器。我們可以在這種基礎上追溯它的起源問題。

從早期銅鼓的形制來看，它似乎是從一種實用器（銅釜）發展而來的。大概在雲南地區的青銅器時代早期，曾使用過一種鼓腹深頸的銅釜，這種銅釜既是炊器，又可將其翻轉過來作打擊樂器。祥雲大波那銅棺墓中這種形狀的銅釜及銅鼓的發現，給了我們明確的啟示，(雲南省文物工作隊：《雲南祥雲大波那木槨銅棺墓清理報告》，《考古》1964年第12期，第607—614頁，以後引用時簡稱《清理報告》。關於銅棺墓的時代似乎訂得過晚，其所考訂的使用民族，亦有可以商榷之處，此處僅提出我個人的看法。《清理報告》中關於銅釜說：「此釜形狀和銅鼓十分近似，倒置過來看，其異於銅鼓者，只不過是打擊面的直徑較小，足邊無折稜而已。過去，對銅鼓形式來源於何物，頗多揣測，迄無定論。此式銅釜的出現，又增添一個值得注意的線索。」)說明了早期銅鼓的一些特別形狀的來源，例如鼓面為什麼較小，胴部為什麼特別膨脹，鼓身為什麼縮小，鼓足為什麼又復行奓開，鼓耳為什麼在胴部與鼓體之間，等等。這都是因為：鼓面原本是釜底，胴部原是釜腹，鼓身原是釜頸的延長，鼓足原是釜口，鼓耳原是釜腹與頸之間的釜耳。又因為整個銅鼓是從銅釜發展而來，所以打擊面只有一面而非兩面。早期銅鼓的這些特殊形制，若不從它發展的過程上看，是不容易說明的。

大波那銅鼓是素面的，這是合乎早期發展規律的。可以推測，這些銅鼓上花紋的發展主要是出於古代滇族。因為銅鼓上主要花紋如舞人、翔鷺、競渡等，亦即是後期銅鼓上主要花紋演變的祖本，都與古滇族有關，人物亦皆作滇族裝束。從另一方面看，這些紋樣所表現的舞蹈和習俗，又與古代漢族大致相似，由此證明，在2000多年以前，漢族與滇地區兄弟民族已有很密切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響。這些交流和影響，以現在所有的考古學證據而言，似乎不會來自古代的巴、蜀，而是來自古代的楚。證之以翔鷺紋和競渡紋，似乎更為有據。將鷺與鼓相聯絡，最早可能是楚地的風俗。如現在所發現的以鷺形為鼓架的，都出於楚墓之中。徵之文獻中的記載，當然不是出諸偶然。競渡當然是長江流域的習俗。至於舞人手中所執之幹、戚、旄、翟，亦是與漢族古代萬舞中所執者相同的。楚在當時雖常被稱「蠻夷」，但其樂舞則是與中原諸地不殊的。《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萬」即是萬舞，知楚人的舞蹈與當時其他地區是相似的。(此不過從大體上言之，在當時人看來，楚音還是可以區別的，特別在音調上是如此。此層則不可不知。例如，《左傳·成公九年》晉歸楚鍾儀說：「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自是楚音了。)所以滇族「舞人」的淵源當有所自。

當後來銅鼓傳到其他地區時，這些具有滇族生活特徵的紋飾，有的被放棄，有的圖案化而失其本來面目。例如舞人在滇族中是有它生活上的意義的，在其他民族看來不過是一種病理的圖案，故在模仿時僅作為一種純裝飾花紋來處理，於是轉為毫無意義的所謂「鳥紋」「遊旗紋」等等。（圖四九）此種「遊旗紋」在各地的演變似略有不同。不過這一問題尚未有加以詳細研究的。此外如「鷺」和「競渡」紋在後來各地的發展上亦有同樣的變化。



圖四九 銅鼓上的紋飾

1．「羽人」（晉寧銅貯貝器蓋上的執羽舞人之二，M12∶1）

2．「鳥紋」（四川大學歷史博物館藏，鼓形屬第Ⅰ型晚期，C4877）

3．「遊旗」（雲南省博物館藏，3459，鼓型屬第Ⅱ型，見該館《圖錄》第66圖）

4．「遊旗」（見《古銅鼓圖錄》第40圖，鼓形屬第Ⅲ型，為貴陽一私人所藏）

5．「遊旗」與「壽」字相結合的紋樣（雲南博物館藏，3487，見該館《圖錄》第108圖） （由上面五圖的排列，其演變的痕跡是很清楚的）

銅鼓在古滇族中不僅是一種樂器，而且亦以之作陳設，如在貯貝器M12∶26蓋上所鑄的平臺，其上即陳設有銅鼓16面，此種鼓皆以口著地如矮几，有的其上置尊、盂等飲器。貯貝器M12∶2蓋面所鑄飲燕舞蹈影象上亦是如此。又如貯貝器M12∶26蓋上平臺後兩側後之巨大銅鼓，墓Ⅰ中出土的貯貝器蓋上儀式場面後之兩側銅鼓，若以人物大小的比例例之，鼓高當有2.5米以上，闊亦如之，可謂巨大。銅鼓亦可疊置而成銅柱，如貯貝器M20∶1上的場面中所示。其他實用器物——除貯貝器外——亦有鑄成銅鼓形者，如所出杖頭飾20餘件均系如此。屋宇山尖上飾以銅鼓形飾物。總之，由此可見銅鼓概念在滇族生活習俗中的深刻影響。

（原載《文物》1974年第1期）

此鼓的形式與晉寧出土者完全相同，其上鑄繪的羽人亦是如此。此鼓紋飾中有一奇特之處，即有四女子執杖坐於銅鼓上。此種影象亦曾見於其他的早期銅鼓之上，解釋者對之頗多臆測，但皆與影象所表現者不符。按坐於銅鼓之上，是晉寧出土大銅俑的一種普遍現象，例如出土的九件大銅俑，都是坐於銅鼓或銅鼓形貯貝器之上的，此種現象的意義，現在雖尚不甚明瞭，但其為滇族的習俗，則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此鼓上所描繪的，亦當是古滇族的活動。

銅貯貝器亦基本上作此種形式，有少數作腰鼓形者，想系因其功用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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